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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２０２１－１１－１８

教育行为与有限理性： 基于行为经济学的思考

丁　 钢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高等研究院， 上海 ２０００６２）

　 　 摘　 要： 对于教育而言， 从行为经济学理论的视角， 理解与讨论相关教育行为与教育关

系， 同时通过对理性人与社会人进行辨析， 以及教学案例的分析， 需要强调克服理性人为前

提， 以及明晰平均化、 标准化系统对教育及其行为的影响， 进而引出一种新的教育研究视角，
关注教育行为人的有限理性， 重申尊重个体差异， 以及强调个性化教学的教育教学本质， 使

的教育行为和教育政策能够更加符合实际的需求， 更加具有合理性。
　 　 关键词： 教育行为； 理性经济人； 有限理性； 行为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 Ｇ４０－０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２０９５－６７６２（２０２２）０２－０００５－１０

　 　 从教育现实层面来说， “只要努力学习， 一定能取得回报”的基本信念不仅根植于孩子与家长的内

心， 也成为教师教育行为的基本信仰， “只要教得好， 每个孩子都能学好”成为了教育行为的思维方式，
导致“没有学不好的学生， 只有教不好的教师”成为了教育行为的基本逻辑。 这样的基本信念、 思维方

式和基本逻辑具有不证自明的合理性吗？
上述这些理念是如何形成的？ 或说， 来自于我们的传统思想： 孔子提出因材施教的教学思想， 但

现实中许多做法又往往是与此相违的； 或又说， 来自于我们的传统，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往往只是

一种美好愿景。 一个愿望在今天成为了一个判断， 教育的问题很多时候就出自这样的观念。 如果对这

些观点不加以认真的思考， 改变几乎无从谈起。
这与传统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如出一辙， 教育行为是否存在有限理性的问题， 其背后的

根本问题则是如何将正确对待学习个体的差异性作为教育行为的前提， 以及如何看待教育行为的有限

理性。

一、 理性人与社会人

理性经济人， 是被称为主流的传统经济学中最基本的理论假设。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亚当·斯密

（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ｉ）的《国富论》里那双“看不见的手”是理论源头［１］３２７。 当然， 亚当·斯密并没有明确说过这

样的话， 这只是他在书中谈及的。 比如说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 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用盈亏来计算

得失， 这点跟“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非常吻合的。

·５·



很多学者认为西尼尔（Ｎａｓｓａｕ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ｅｎｉｏｒ）定量地确立了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理， 约翰·穆勒

（Ｊｏｈｎ Ｓｔｕａｒｔ Ｍｉｌｌ）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经济人假设”， 最后帕累托（Ｖｉｌｆｒｅｄｏ Ｐａｒｅｔｏ）将“经济人“这个专有

名词引入经济学。 传统经济学以经济人为前提， 实际上， 依如此假设来研究社会中的各种经济活动，
以及发展的逻辑规律， 成为了研究经济学最为重要的基石。 它主要由两个内涵构成， 其一， 人都是追

求自身利益的。 其二， 人都是有理性地在进行精密计算， 对自己的行为有明确认知。 “经济人”会计算，
使自身利益最大化， 这是进行一切经济分析的基础。 从这样的表述中可以发现， “经济人”具有所谓“理
性人”的含义， 甚至可以称之为“理性经济人”。 换言之， 理性经济人将自身利益最大化， 是效用最大化

的追求者。 每个人从事经济活动都具有完全的理性， 可以做出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如果行为人

的选择没有实现利益最大化或者最优化， 那么他的行动就是非理性的。 这也对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
使得教育无时不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和最优化， “最优的方案”甚至成为了教育者的口头禅。

这种观点受到了 １９７８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Ｈｅｒｂｅｒｔ·Ａ·Ｓｉｍｏｎ）的质疑。 西蒙在他

的《管理行为： 管理组织决策过程的研究》中说道：
经济学家们给经济人赋以一种全智全能的荒谬理性。 这种经济人有一个完整而内在一致的偏

好体系， 使其总是能够在他所面临的备选方案当中做出抉择； 他总是完全了解有哪些备选的替代

方案； 他为择善而从所进行的计算， 不受任何复杂性的限制； 对他来说， 概率计算既不可畏， 也

不神秘。 在我们上一代人的年月里， 这种理论由于向竞争性对策及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等领域

的扩展， 逐渐达到了一种托马斯主义的精巧水平。 它具有很大的智慧和美学魅力； 但同具有血肉

之躯的人的真实行为（或可能的行为）， 看不出有多大关系。［２］１８

西蒙认为， 第一， 根据理性的要求， 行为主体应该具备用于预见每种决策后果的完备知识。 但是，
事实上人对于后果的预见总是零碎的。 第二， 由于后果产生于未来， 在给它们赋以价值时， 就必须凭

想象来弥补当下所缺少的体验。 因此， 对价值的预见不可能是完整的。 第三， 按照理性的要求， 行为

主体要在全部备选方案当中进行选择。 就正常行为而言， 人们怎么能得出所有可行的方案呢？ 能得到

的只有很少的几个。［２］７９因为不可能得到所有的可能性， 行为主体也不可能与一切事物打交道， 所以全

知全能的人是不存在的。
因此， 人的行为是有意识的理性， 但因为知识不完备、 预见困难和可能行为受限三方面因素， 这

种理性是有限的， 受到意识的控制。
由此， 西蒙给出一个著名论断：

经济人寻求最优———从可为他所用的一切备选方案当中， 择其报优者。 虽然所有备选方案是

不可能的， 但理论上说可能。 经济人的堂弟———管理人， 则寻求满意———寻求一个令人满意和“足

够好的”行动程序。 判断满意程度的指标， 包括“市场占有率”“适量利润”和“公平价格”等等……
经济人同“真实世界”的一切复杂事物打交道。 而管理人则认为， 他自己头脑所感知世界， 是对纷

繁噪乱的真实世界做过重大的简化处理后所得到的一个模型。［２］２０－２１

西蒙用有限理性和满意原则这两个命题去纠正传统理性选择理论的偏激———即完全理性人的假设

暗示着在经济活动中的“决策个体”或“决策群体”具有经济行为的“同质性”， 但忽略了不同条件下的

“差异性”。 西蒙的理论拉近了理性选择的预设条件与现实生活的距离。 因为无论在哲学还是社会学中，
对于经济学提出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几乎都是肯定的， 所有学科都被经济学的理性所笼罩。 因为所有学

科都认为传统经济学提出的规范性理论完美且具有智慧， 所以所有学科都在理性的笼罩下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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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西蒙提出他的理论时， 可谓石破天惊。
西蒙为得出有限理性与行为经济学具有密切关系奠定了重要基础。 ２００２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卡尼曼（Ｄａｎｉｅｌ Ｋａｈｎｅｍａｎ）与 ２０１７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理查德·泰勒（Ｒｉｃｈａｒｄ Ｔｈａｌｅｒ）的理论着重研

究人们如何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进行判断。
理查德·泰勒认为， 完全理性的经济人不可能存在，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经济行为必然会受

到各种“非理性”的影响， 人并不是“经济人”， 而是社会人、 普通人。 很多从传统经济学角度看来是

“错误” 的行为经常被忽视， 导致了那些“看起来很美”的决策最终失效乃至酿成恶果。 他还指出：
虚拟的“经济人”代替了真实的普通人。 与完全理性的经济人相比， 我们人类有很多非理性的

行为， 所以利用经济学模型做出的很多预测都不准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这些曲解人类行为

的模型反而让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中最强大的学科之一。 它的强大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是毋唐置疑的， 即在所有社会科学家当中， 经济学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最大。 实际上， 他们在

为政策建言献策上几乎占据着垄断地位……第二个方面是， 就知识性而言， 经济学也被视为最强

有力的社会科学之一， 这是因为经济学拥有统一的核心理论， 其他一切理论几乎都遵循这一理论

……然而， 一个关键问题在于， 经济学理论的前提是有缺陷的。 首先， 当普通人碰到最优化问题

时， 往往无法解决它们， 甚至离找到解决方案还差得很远。［３］５－６

行为经济学旨在校正传统经济学中关于理性人， 人性自私自利与最优解的假设。 行为经济学希望

通过各种各样的可描述性去针对种种非理性行为， 它不能依据完全正确的假设来进行推断， 而这一结

果必然是心理学与经济学的融合。
理查德·泰勒在《“错误”的行为》中引用维尔费雷多·帕累托的话： 政治经济学的基础， 或者从更

广义的层面来说， 每门社会科学的基础显然都是心理学。 有朝一日， 我们肯定能从心理学原理推导出

社会科学的规律［３］ 扉页。 当然这也仅仅是一种预测。 但经济学的发展似乎证明了这一点： 面对复杂的未

来， 当我们以现状为参考点时， 必须引入心理学去处理这种复杂行为的后果。 反观教育， 还有什么比

培养人更为复杂呢？ 美国斯宾塞（美国 Ｓｐｅｎｃｅｒ 基金会是由美国知名教育出版协会科学研究协会 ＳＲＡ 的

创始人 Ｌｙｌｅ Ｍ． Ｓｐｅｎｃｅｒ（莱尔·斯宾塞）创建， 基金会旨在对教育界各种优秀研究提供资金支持）基金用

高额的奖学金吸引教育学博士后， 但条件是有其他学科基础的候选人优先， 这些学科包括心理学、 哲

学、 历史学、 社会学等。 这恰恰体现了其关于教育学科本身的综合考量。
那么行为经济学打破传统经济学至此， 它又意图建立什么呢？ 艾瑞里在《怪诞行为学》中认为， 行

为经济学家相信人们容易受到来自周围环境（我们称之为情境效应）中无关的情绪、 短视以及其他形式

的非理性因素的影响。 认识到这一切会带来什么好消息呢？ 好消息就是， 这些错误同时提供了改进的

机会。 如果我们在决策中总是出现有规律的错误， 那么为什么不发展新策略、 新工具、 新方法来优化

我们的决策过程， 改善我们全体的福祉呢？ 这正是从行为经济学角度赋予我们“免费午餐”的意义———
这一观念就是， 我们可以借助工具方法和政策， 改善我们的决策过程， 减少决策失误， 以使我们心想

事成。［４］２４７

原先经济学假定人在可承受的经济范围内做出的选择是最好、 最优化的选择， 因为其中一定存在

理性预期， 人不会过度自信， 人的理性预期能使人在所有的备选方案中做出最优化的选择。 其实这依

然是个想象， 但这个想象的力量强大无比。 它在完全理性的基础上最优化且均衡， 这样的等式做出来

之后， 其它社会科学无法匹敌， 因为无法想象有什么比得上最优且均衡。 关键的问题在于， 传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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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前提是有缺陷的， “人们做选择时并不是没有偏见的。 经济学家的词典里可能没有‘过度自信’一
词， 但它却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性格特点。 心理学家还发现了人们固有的许多其他偏见” ［３］６。

如果比较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 可以看出选择从确定到不确定的重要变化。 决策的前提是确定还

是不确定的， 会产生同质性与异质性的不同。 在设想中， 完全理性对应着同质化， 但事实上实际生活

中充满了不确定性。
这对教育而言也很重要， 我们要意识到个体具有差异性。 譬如高考改革， 这一改革的前提是否会

抹煞差异性？ 其中文理不分科的变革， 一方面， 是基于现实的考量； 但另一方面， 其背后违背了人的

差异性———这一点有明确的心理学实验作为依据。 教育学事实上应当是在心理学的基础上认识学习个

体差异并处理差异个体之间的关系。 因为心理学能够甄别个体差异———在上世纪 ４０ 年代已经提出了场

心理学， 分为场依存性与场独立性， 即人的性格的内向与外向， 分别对应文科与理科， 遗憾的是教育

学始终未能予以重视。 这也导致了高考改革试点推向其他地区时， 在论证过程中出现了极为有趣的现

象， 就是文理科出现了 ３＋１ 的模式， 理科无一例外是在理化生， 文科依然在政史地中做出选择———事

实上这就回到了原点， 而这一点实际上被动地承认了差异倾向。

二、 从行为经济学看教育

这里， 我们将基于行为经济学来讨论相关的教育行为。
首先是前景理论（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ｔｈｅｏｒｙ）。 １７３８ 年， 伯努利（Ｄａｎｉｅｌ Ｂｅｒｎｏｕｌｌｉ） 提出了“风险厌恶” （ ｒｉｓｋ

ａｖｅｒｓｉｏｎ）， 认为人们的幸福感或者经济学家所说的“效用”会随着财富的增加而提高， 但提高的速度是

递减的， 这一原理被称为“敏感性递减”（ｄｉｍｉｎｉｓｈｉｎｇ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自他之后经济模型一直基于一种简单

的假设， 即人们的行为符合财富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对于富人来说财富的增加只不过是个数字问题，
幸福感的提高速度是递减的。 然而前景理论改造了它， 认为不能只看到递减， 应关注财富的变化而非

财富的等级（见图 １）。

图 １　 财富的边际效用递减（泰勒， ２０１６： ３３）

　 　 前面递减是等级概念， 很小的变化也会带来重大转变。 人感受变化， 变化改变生活。 对损失和收

益的敏感性都符合递减规律， 但损失的痛苦大于等量的收益带来的快乐。［３］３９卡尼曼在《思考， 快与慢》
中表明了盈与亏的心理学价值， 盈与亏是前景理论当中的价值“载体”。［５］２５６前景理论强调了不确定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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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策问题， 能够很好地预测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选择， 是一个有关人类行为的理论。 人们决策

时不仅考虑最终结果， 还考虑现状———现状就是考虑损益的参照点， 实质就是考虑经济活动的背景，
并以现状为参照点来决定是赢还是输。

人都具有“损失厌恶”心理， 赢多了或输多了带来的边际额外的快乐和痛苦都下降。 前面说增长是

下降递减的， 其实损失也是递减的， 只不过损失的曲线递减更快（见图 ２）。 如果买东西， 即便在南京路

头上就找到性价比高的产品， 但不走完整条南京路也绝不会买， 要在反复比较之后再决策。 这就是典

型的“损失厌恶”心理。 损失厌恶在商业中也比比皆是， 商家最常用的策略就是给产品标价 ３９９ 元， 让

消费者感觉定价还是 ３００ 元范畴内， 实际价格只比 ４００ 元差 １ 元。

图 ２　 价值函数曲线（泰勒， ２０１６： ３６）

　 　 而与行为经济学相关的教育行为， 可以基于前景理论的学业减负行为选择问题进行讨论：
问题 Ａ： 推迟上学时间、 提早放学时间， ３４％会影响学业成绩， ６６％什么也不影响。
问题 Ｂ： 推迟上学时间、 提早放学时间， ２０％会影响学业成绩， ８０％什么也不影响。
你几乎瞬间就能决定选择 Ｂ， 因为改变的影响都是增加的， 因此更多考虑如何回避损失， 与其增加

还不如不改。
让我们把问题换一下：
问题 Ａ： 推迟上学时间、 提早放学时间， ３３％会影响学习成绩， ６７％不会影响。
问题 Ｂ： 推迟上学时间、 提早放学时间， ３４％会影响学习成绩， ６６％不会影响。
此时， 你会觉得改了也无所谓。 问题本身没有很大变化， 但你却做出了不同选择。 难道这种选择

是理性经济人完全可以预测的吗？
现状的改变完全可以改变人的行为态度与行为选择。 这就是以现状为参照点的损失厌恶， 其问题

方式是通过改变现状， 让你做出选择。
第二是 “心理账户”（Ｍｅｎｔ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这是由理查德·塞勒（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 Ｔｈａｌｅｒ）提出的， 它揭示

了人们为了简化经济决策， 会在脑海中创建不同的“账户”。 心理账户指人们用来管理、 描述和追踪自

己各项经济活动开支的一个系统。 它用来解释无法解释的人的反常活动（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心理账户也是伴

有它的损益情况， 但它不仅考虑获得效益的情况， 还要加上交易质量， 也就是交易效用（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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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ｔｉｌｉｔｙ）。
交易效用是指实际支付的价钱与参考价格之间的差。 比如， 说， 买东西不仅要看这个东西的好坏，

价格平贵， 还要看买东西过程中的个人体验。 塞勒举过“罗塞特的葡萄酒”的例子。 罗塞特是他的同事，
一个教授， 当时喜欢在家里藏酒。 罗塞特教授当初买的那些葡萄酒是 １０ 美元， 后面涨到了 １００ 美元，
便有收购商想用 １００ 美元收购。 他不肯卖， 宁可自己喝， 因为他享受的是从 １０ 元涨到 １００ 元的过程，
他宁可自己喝也不愿意拿 １００ 元去买同样的酒， 因为再用 １００ 元去买同样的酒就是损失。［３］１８

结合塞勒的框架效应（Ｆｒａｍ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即由于不一样表达导致不一样结果的现象， 其有四个原则

是关于如何合并和单列心理账户的， 合并让人们在经历损失时好受很多， 单列使得人们即使处于在不

增加真实经济好处的情况下也会感到愉快。
我们将其比照现实中的教育行为， 比如：
其一， 如果存在多个效果好的教育活动， 尽可能单列它。 比如， 我们 ＰＩＳＡ 测试得了第一、 ＴＡＬＩＳ

测试得了第一， 这背后是教师专业发展、 课程改革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原因等， 如此一个又一个的事例

能够促进中国基础教育国际影响的提升。
其二， 如果存在多个实践效果不好的教育活动， 要尽量合并。 比如学业负担， 我们的教育问题有

很多， 学业负担问题却是喊的最久、 最响的， 学业负担成了众矢之的。 反过来问， 学业负担是谁造成

的？ 除了家长部分原因以外， 是否也需要反思学校教育本身？ 如果学校能够注重个体发展， 为不同差

异的学生制定不同的教学策略， 让学生充分地享有和理解共同的知识， 这些问题也许自然而然就会

消失。
其三， 如果某个活动实践效果不佳， 则需要找个有显著效果的活动， 并且其效果超过前述效果不

好的活动， 将它们合并。 比如将公开课和校本科研活动合并。 尽管我们仍处于应试背景下， 但是我们

的校本科研发展得很好， 比如年级组、 教研组开展的一系列校本研究。
其四， 如果有某个效果很差的实践， 而同时某个活动又减少了一点不好的效果， 那就要把该实践

活动单列出来。 比如， 一个课程监测就可以回避很多讨论： 我们的课程标准是没有问题的， 出现问题

主要是因为老师没按课程标准执行。 这样的课程监测， 现在很多的教育学者热衷于其中。
再者是沉没成本（Ｓｕｎｋ－ｃｏｓｔ Ｅｆｆｅｃｔ）。［３］７５－８５沉没成本指不能挽回任何本钱的东西， 比如钱和时间。

从传统经济学的角度来说， 沉没成本不影响决策， 因为大部分人都觉得自己是理性的， 已经选择了最

优化的方案， 比如投资大的项目， 当觉得投资失误， 出现了损失， 你可能反而会追加投资， 结果成本

不断增加， 可能到最后无计可施时才选择撤回资本。 再者我们如何看待投资留学教育会获得更好的回

报这一说法？ 也和沉没成本有关。 现在工薪阶层认为投资留学教育会有很好的回报， 因为孩子可以接

受更好的教育、 扩展知识面， 等等， 然而却很少会考虑回本的问题。 这其中确实含有许多非理性成分。
那么， 如何看待中产阶级的教育焦虑？ 这要与禀赋效应（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相联系。 禀赋效应， 也

叫原赋效应， 行为经济学认为你拥有的东西属于你的一部分禀赋， 即“与你即将拥有的那些东西相比，
你更看重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 ［３］２０。 电视台的鉴宝节目中， 人们都拼命地去鉴宝， 其实是满怀希望自

己手里拿的是个宝物。 反过来， 它也是损失厌恶： 我已经拥有的东西肯定拥有更高的价值。
中产阶级所产生的教育焦虑源自于希望我的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 起码应该跟我们一样， 所以他 ／

她将来应该挣得比我多、 活得比我好。 相较于中产阶级， 我更倾向于用“中间阶层”这个词。 大部分教

师可以算作中间阶层， 因为其工作、 收入比较稳定。 由于中间阶层处于一个相对稳定和体面的工作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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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 所以他们对孩子的态度就会有所不同。
而这也是一种现状偏好（Ｓａｔｕｓ ｑｕｏ ｂｉａｓ）行为。 现状偏差即“个体在决策时， 倾向于不作为、 维持当

前或者以前决策的一种现象” ［６］。 而现状偏好既是一种损失规避， 也是一种现状偏见， 即倾向于事物保

持不变， 或者说如果必须改变的话， 尽可能少改变， 不付出额外的成本， 维持现状的平衡。 比如一家

民营银行提供了比其它国有银行更高的利率， 你还会把钱存在国有银行吗？ 但现实情况是就算民营银

行抬高利率你也不一定敢去， 因为你惧怕风险， 总会想着国有银行肯定不会倒闭， 但是民营银行情况

难定， 可能哪天钱就回不来了， 而且思考时间越久， 越会产生现状偏好。
从教育来看， 比如， 你愿意付出更高的成本给孩子换一个更好的钢琴老师吗？ 除非是想让孩子当

音乐家， 否则如果只是普通的学习， 当真要付出高成本时许多家长是不情愿的。 真实的目的在这种经

济行为当中一下显露出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如果真要把孩子培养成一位钢琴家的话， 家长从

孩子一开始学钢琴就会找最好最正规的老师。
最后是助推理论（Ｎｕｄｇｅ Ｔｈｅｏｒｙ）。 此理论的核心在于引导人们做出正确的决定以达到预期目标， 尤

其是公共政策可以提出更具吸引力的诱因。 助推是什么意思呢？ 直译的话， 就是一个胳膊肘轻轻地点

你一下、 推你一下。 助推毕竟是外力而不是内力， 这种外力对于一个坚持自由主义的人， 并不是强推

或者强制的， 而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 轻轻地推你一下， 是正向的、 好意的。 助推理论在公共政

策领域发挥很大的作用。
助推理论对于公共政策， 可提出更具吸引力的诱因， 协助人们自觉或采取其他决定。 比如英国政

府在卡梅伦时期， 成立政府的行为洞察力小组。 而后美国在奥巴马期间建立了“白宫社会和行为科学小

组”， 在小组成立后的第一年内， 白宫和行为科学小组就将 １２ 个与行为相关的随机对照实验融入了联

邦政策。 其他国家也加入了这场运动， 英国国家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 ２０１４ 年发布的报告显示， 全球

共有 １３６ 个国家将行为科学融入其公共政策， 有 ５１ 个国家 “制定的中央政策受到了行为科学的影

响” ［３］３８０－３８１。
教育也是如此， 哈佛大学罗兰·Ｇ·弗莱尔教授等通过激发教师的损失厌恶心理， 促进教师更加努

力地工作。 他们提前向教师支付奖励工资， 如果学生考试成绩没有得到明显提高， 那么教师必须退还

一部分奖励工资。 这种做法改变了以往根据学生表现奖励教师年终奖的做法。 结果发现， 如果将教师

绩效设定为“不努力则损失”， 而不是“努力则有收益”， 那么教师将会更加努力地工作， 从而提高学生

的成绩。［７］

三、 一个教学案例的分析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个教学案例———“ＭＴＥ”（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即中英数学教师交换）
项目。 从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９ 年初， 中英双方互派教师人数达 ７１９ 余人。 在英国聆听上海教师授课， 参加上

海教师组织的教研活动和相关培训的英国教师超过 ４０， ０００ 多人次。 英国政府先后投资数千万英镑用于

双方数学交流项目， 预计到 ２０２３ 年， 英国将实现总计 １１， ０００ 所中小学校教师的数学学习。 谢菲尔德

哈勒姆大学作为第三方跟踪评估， 一直到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连续发布了四份评估报告， 对中英数学教学差异

进行了总结。
首先， 涉及掌握教学与分层教学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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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发布的《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纵向评估———中期研究报告》（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Ｃｈｉｎａ－Ｅｎｇｌ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ｐｏｒｔ）中， 英国 Ｍａｒｋ Ｂｏｙｌａｎ 等人将

上海的这种数学教学模式定义为上海 “掌握教学模式”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Ｍａｓｔｅｒｙ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认为这一教学模式的理论基础源于 １９６８ 年由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家布鲁姆（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Ｂｌｏｏｍ）首次提出的“掌握学习”（Ｍａｓｔｅｒｙ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理论。 评估报告做了一些分析， 例如中英在数学教学

方面的差异比较， 包括课程设计和学校设计两个方面。 上海的教学是互动式的、 涵盖多个小步子的快

节奏教学， 英国是个人小组学习的慢节奏； 中国是确保整个班级一起前进， 英国是确保各层次的目标

分层教学。 学校实践当中， 中国是练习作业、 编班地， 英国是混合设置、 分组和整体教学相结合的。
从分层教学看， 布鲁姆的掌握教学法是个别教学法。 但是掌握教学模式（Ｍａｓｔｅｒｙ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不是个别教学法， 而是班级整体进步， 理念是只要教得好， 每个孩子都能学好， 这是英国

人概括的。 英国人以为我们的文化就是这样的， 事实上并非如此， 这是应试教育背景下造出来的口号。
从分层教学的角度上来说， 教育最基本的任务是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 因为从布鲁姆的掌握学习来看，
它是建立在差异基础上的。

其次， 对待平均化与标准化的问题。
以上看来， 不仅仅在教学， 在理念和设置上， 除了考虑经济学理论上的问题， 还要考虑如何对待

平均化、 标准化的问题。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 就是要避免在理性经济人的前提下， 追求它的同质性

的问题。 众所周知， 教育当中每个学生是有差异的， 异质性是教学的前提。 与这个理念相关的是托德

·罗斯 ２０１７ 年出版的《平均的终结———如何在崇尚标准化的世界中胜出》一书。 教育学科的人基本不会

关注， 但是这本书其实很重要， 因为我们一对照教育就会发觉我们追求的与此相关。
据托德·罗斯的考证， “平均人”有两派思想： 凯特勒的“平均人”和高尔顿的“一般人”。
一是以凯特勒为代表的“平均人”概念。 如“平均人”是最标准的人， 包括身高、 体重等， 用一群人

的平均值来代表一个人， 说明什么是正常， 并作为公共政策的依据。 其影响工业生产的则是泰勒的“标
准人”， 这导致工业生产的标准化， 以及影响学校教育的标准化。 学校教育一直在讲标准， 我们各方面

也是讲标准。 现在教育做过很多标准， 以前叫教学大纲， 现在叫课程标准。 所以在这一点， 其实我们

也是做过“平均人”的。
二是高尔顿提出的“一般人”。 什么叫一般人？ 按照智商和能力给人排序和分类。 我们经常会这样

排序。 然后， 根据智商与能力的正相关， 确定了以“标准人”为标准的人在工作业绩或学习成绩上的排

名， 将不同类型的人输送到不同的社会岗位上。 听起来很有道理， 但实际上背后隐藏的东西是一杆尺，
很不合理。 在这里， 平均标准掩盖了个体的概念， 而且， 个体在个性、 认知、 想法和情感上的差异，
都被掩盖了。 所以， 托德·罗斯用大量的事实证明， 所谓“标准”， 其实只是一种人为的想象， 根本没

有科学依据。［８］１０－１９

从教育方式上来说， 英国人在报告上认为， 以美国为代表的“掌握”教学主要集中在学习和学习机

会上； 而以新加坡、 中国为代表的东亚， “掌握”教学是期望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完成数学学习，
然后用频繁的形成性评估用来检查学生的理解程度， 并在必要时指导教学。 这种方法侧重于使用精心

设计的课程、 模型、 问题和实践材料。［９］

按照罗斯指出的， 布鲁姆的“掌握”教学的真正意义在于， 发现许多学生在学校学习吃力的原因与

其学习能力无关， 而与教育过程中制定的限制因素大有关系。 比如说罪魁祸首是固定速度的群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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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课程设计者决定了全班学生应该以什么样的速度来学习知识。 布鲁姆用实验证明了将学习速度

与学习能力等同的观点毫无疑问是错误的。 英国人总结， 上海的教学恰恰就是用速度来决定学习， 但

学生以固定速度学习会人为地削弱许多学生学习或取得成功的能力。 从逻辑上讲， 这是很明显的。
报告认为这种“掌握”教学以所有学生都能成为教学学习者的信念为前提， 采取慢慢走、 慢慢教，

小步前进的策略， 涵盖多个小步骤的方式， 帮助每个孩子掌握课堂的教学内容。 他们认为这既是对布

鲁姆的深化， 又与布鲁姆的“掌握”不同。 事实上， 不同之处在于布鲁姆在个别差异的基础上， 容许学

生调整自己的节奏。 布鲁姆等人认为， “教育最基本的任务是考虑学生的个别差异， 提供策略， 使每个

学生达到可能达到的最大成长” ［１０］５３。 布鲁姆所批评的是， 学习速度不能与学习能力等同。 他认为去掉

这些限制因素， 学生的表现才能改善。［１１］［１２］

从种种材料来看， 我们并不能过高地估计英国人对我们的赞美。 大家取长补短、 相互交流， 可能

都往同一个目的地走， 在某一个交点相遇、 融合， 但是绝对不会走到谁的家里， 这是在交流时我们脑

海中需要清楚认识到的。 有人认为我们做得好， 英国人赞美我们， 英国就中国化了， 这当然不可能。
我们要理性看待英国人的判断。 梳理这些， 在于保持头脑清醒， 这很重要。

而从教学理念上来说， 传统主流经济学从经济理性选择的假设： 即完全理性人的假设暗示着经济

活动中的“决策个体”或者“决策群体”具有经济行为的“同质性”， 而忽略了在真实世界中事物普遍存在

的“差异特征”以及不同条件下认识的“差异性”， 并将经济活动中的“异质性”排除在外。 与这种理念相

关的， 是托德·罗斯在《平均的终结： 如何在崇尚标准化的世界中胜出》一书中所批判的“平均标准误导

了人们的认知观念， 事实上它掩盖了个体这个最重要的概念” ［８］ＸＸＩ。
正如英国人所认识到的， 中国家庭普遍重视孩子的教育， 对孩子在学习方面提出了高要求， 同时

也将“只要努力学习， 一定能取得回报”的信仰根植于孩子的内心。 很多孩子不仅仅在学校学习知识，
还利用课余时间补充知识， 这对学业成绩的提升有直接影响。 在中国的基础教育中， “只要努力学习，
一定能取得回报”、 “只要教得好， 每个孩子都能学好”、 “没有学不好的学生， 只有教不好的老师”等，
这些教学行为的基本信念、 思维方式和基本逻辑， 由于缺乏对学习个体差异的尊重， 或者说并不是以

学习个体的“异质性”为教学行为的前提， 而是类似于在“完全理性”人， 以及平均化和标准化基础上的

行为人可以实现效用最大化或最优的目标， 期望效用最大化来指导教学行为。 显而易见， 它们并不具

备不证自明的合理性。

四、 结语

最后， 我想引用理查德·泰勒在《赢者的诅咒： 经济生活中的悖论与反常现象》一书中的一段话：
新的经济理论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我最想看到的是对规范性理论（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和描述性

理论（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的区分。 利润最大化、 预期效用最大化、 博弈论等等， 都是描述最优行为

的理论……但是基于两个原因， 要做出一个较好的不完全理性行为模型是很困难的。 其一， 没有

收集数据就能建立一个好的描述性模型一般来说是不可能的， 很多理论家都声称对数据有过敏反

应。 其二， 具有精准预测性的理论模型一般既简单又明确， 而行为模型往往复杂且棘手， 做出的

预测也很模糊。 但是不妨换个角度来看， 你是倾向于选择更加精确但完全错误的理论呢， 还是宁

愿选择有点儿杂乱模糊但却还是正确的理论呢？ ［１３］１７９－１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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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到教育， 正如规范性理论是关于“应该”———也就是从“应然”的角度判断， 追求必然性， 由此

推论教育是规范性的理论， 教育实践是规范性实践。 其实， 在教育实践的行为领域， 实践及其规则是

人们有意识选择的结果， 因为教育实践并不是按照确定逻辑的必然性来决定的。 事实往往告诉我们，
并非因为没有规范性理论证实的规范体系， 就无法进行教育实践。 而是我们没有尊重人人相别的个体

心理感受与应有权力的描述性理论的学理根基， 才造成“应然”与“实然”的偏差， 使得规范性的教育理

论疏离了真实的带有不确定性的教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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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ｒｏｕｇｈ Ｌｏｓｓ Ａ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 Ｆｉｅｌ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 Ｎｏ． １８２３７．

［８］ 托德·罗斯． 平均的终结： 如何在崇尚标准化的世界中胜出［Ｍ］． 梁本彬， 张秘，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２０１７．

［９］ Ｂｏｙｌａｎ， Ｍ．， Ｗｏｌｓｔｅｎｈｏｌｍｅ， Ｃ．， Ｍａｘｗｅｌｌ， Ｂ．， Ｊａｙ， Ｔ．， Ｓｔｅｖｅｎｓ， Ａ．， ＆ Ｄｅｍａｃｋ， Ｓ． （ ２０１６） ．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Ｃｈｉｎａ－Ｅｎｇｌ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ＥＢ ／ ＯＬ］． ｈｔｔｐｓ： ／ ／ ａｓｓｅｔ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ｇｏｖ． ｕｋ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ｓｙｓｔｅｍ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ｄａｔａ ／ ｆｉｌｅ ／ ５３６００３ ／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ＩＮＡＬ＿ ０４０７１６． ｐｄｆ．

［１０］ Ｂｌｏｏｍ， Ｍａｄａｕｓ ＆ Ｈａｓｔｉｎｇ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 １９８１．

［１１］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Ｓ． Ｂｌｏｏｍ．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Ｍ］．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ｔ， １９７４， ２９（９）： ６８２－６８８．

［１２］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Ｓ． Ｂｌｏｏｍ． Ｈｕｍａ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 １９７６．

［１３］ 理查德·泰勒． 赢者的诅咒： 经济生活中的悖论与反常现象［Ｍ］． 陈宇峰、 曲亮，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１４］ 理查德·泰勒， 卡斯·桑斯坦． 助推： 事关健康、 财富与快乐的最佳选择［Ｍ］． 刘宁，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２００９．

［１５］ 乔治·阿克洛夫， 罗伯特·席勒著． 钓愚： 操纵与欺骗的经济学［Ｍ］． 张军，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２０１６．

（责任编辑　 于小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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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ｅｒａｌ， Ｎｏ． ２４４　

后数字时代的人与教育（专题笔谈）

栏目主持人语

　 　 中图分类号： Ｇ４０－０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２０９５－６７６２（２０２２）０２－００１５－１４

　 　 六十年前， 麦克卢汉（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ＭｃＬｕｈａｎ）说， 技术派生出的未经审视的观点， 影响并导致了决定论

在人类生活中“最大程度的非必要发展。”远离这类陷阱， “正是所有教育的目的。” “难道我们不能摆脱

我们自有技术的潜意识活动吗？ 难道教育的本质不是防护媒介的污染吗？”“在任何文化中， 尚未有人尝

试去回答这些问题。”在数字技术如同空气和水一样， 成为越来越的人的生存必需品的今天， 麦氏的断

言和诘问， 值得讨论和追问。 教育理论家与教育史家， 似比过往重视“技术与教育”， 但深入讨论和无

穷追问， 至今不常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在 １９５６ 年主持制定《１９５６－１９６７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

规划》（简称“十二年科技规划”）， 形成“以任务带学科”的规划科技模式， 产生了深远影响。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期的“新科技革命与教育”大讨论， 极大地推进了“三个面向” （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 面向现代

化）的教育转型。 对二者， 理论家与史家惜墨如金。
现在， 我们迎来后数字时代。 “后数字”混乱莫测， 很难定义。 它是数字的， 也是模拟的； 是技术

的， 也是非技术的； 是生物的， 也是信息的。 后数字， 既与我们的现有理论割裂， 又是它们的延续。
相应的“后数字思维”， 是关系性的， 也总是在流变中， 总处于（再）创造中。

后数字研究方法， 意味着对教育和教育研究的后决定论和后工具主义的理解， 将带来传统科学领

域和学科之间更紧密的合作， 与眼前的（后）疫情状况尤其相关。 人是神话和信仰的生物。 所有人类个

体的生存， 都处于生物、 信息和社会的交汇之处。 通过扩展对“他者”的眼界， 我们相信， 可以学到很

多关乎我们自身的东西。 所以， 后数字理论不只是关乎学术研究。
《后数字科学与教育》一文， 已有英文和西班牙文版。 今译成汉语， 再征集一些回应发表。 这是一个

非比寻常的对话机会。 每篇回应， 都有不同的内容和思想。 德里克·福特（Ｄｅｒｅｋ Ｆｏｒｄ）将声音和嗓音与人

的本质联系起来； 艾莉森·麦肯齐（Ａｌｉｓｏｎ Ｍａｃ Ｋｅｎｚｉｅ）讨论了人类和算法之间的关系； 彼得·麦克拉伦

（Ｐｅｔｅｒ ＭｃＬａｒｅｎ）关注“研究者和他或她的对象之间所存在的任何原始事件的转码或重新编码（过程）”。
可以说， 与许多定位于单一文化框架的学术对话不同， 这一专题， 构成融汇古今东西的观念、 知识和

方法的后数字对话的一种方式， 是一次真正的后数字聚会。 我们选择的方法， 是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传统。
它表明， 在如今被称为“后数字”的奇异空间里， 我们有可能走到一起， 欣赏彼此之间的所有差异。

我们认识了新朋友， 发现了新社群。 这一群体， 对形成新的后数字相聚方式与培养我们的文化和

个人差异感兴趣。 我们对专题的所有作者、 译者和支持者， 深表谢意。 最重要的是， 我们深信， 这只

是更大范围的后数字聚会和对话的一个起点。 在“人类世”（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 这样的聚会和对话， 对人类

的生存与福祉至关重要。 我们期待， 更多学者和其他人士， 热情参与“后数字时代的人与教育”对话。
（栏目主持人简介： 董标，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现代教育论丛》名誉主编； 佩塔尔·

扬德里克，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应用科学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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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数字科学与教育

佩塔尔·扬德里克　 杰里米·诺克斯　 蒂娜·贝斯利　
托马斯·吕贝里　 尤哈·苏兰塔　 萨拉·海耶斯

　 　 我们已不再生活于这样的世界中：数字技术和媒体是分离的和虚拟的， 是“自然的”人类和社会生活

的“他者”。 新世界催生一个新概念———“后数字”——— 在广泛的学科领域， 这一概念正稳健地引起人们

的关注， 包括但不限于艺术、 音乐、 建筑、 人文学科、 （社会）科学， 以及这些学科之间的许多跨学科、
超学科（ｔｒａｎｓ－）和后学科。 经由林林总总的学科研究， “后数字”这一术语逐渐成为学术话语。 英国爱丁

堡大学的“数字教育研究中心”正考虑用“后数字”重新命名； 英国考文垂大学近期成立“后数字文化中

心”； 本文的诸位作者也担任了即将出版的《后数字科学与教育》期刊的编辑①。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Ｎｅｇｒｏｐｏｎｔｅ）大胆宣称： “面对现实吧， 数字革命已经结束。”他的

这篇题为《超越数字》的文章， 发表在颇具影响力的《连线》杂志上， 成为越来越多的后数字研究者的主

要灵感来源。 这当然不意味着， 数字不再重要。 尼葛洛庞帝继续说： “它的现实形式， 即技术， 已开始

被视为理所当然， 而其内在涵义将成为未来蕴育新思想的商业和文化养料。 就像空气和饮用水一样，
数字存在只会因其缺席而非因其在场而被察觉。”同样， 弗洛里安·克拉默（Ｆｌｏｒｉａｎ Ｃｒａｍｅｒ）写道： “‘后
数字’描述这样一种对待数字媒体的方式： 它不再寻求技术的创新或提升， 却主张数字化是俨然已发生

的事。 因此， 需要更深远的重构。”２０１３ 年， 柏林新媒体艺术节的一群研究者， 经充分的同行讨论， 形

成一个较为普遍接受的、 适用的“后数字”定义：
后数字， 曾被理解为一种对“数字”美学之非物质主义的批判性反思。 当下， 则描述数字技术

革命之后艺术和媒体混乱且矛盾的境况。 “后数字”既不承认“旧”、 “新”媒体的区别， 也不在此、
彼者中作意识形态择决。 它融合“旧”与“新”， 经常将网络文化实验运用于模拟技术中， 进行再研

究、 再运用。 它倾向关注经验的而非概念的。 它超越极权主义的创新意识形态， 寻求自主能动性；
也寻求脱离大数据资本主义的社会网络联结。 与此同时， 它已经商业化。
罗伯特·佩珀尔（Ｒｏｂｅｒｔ Ｐｅｐｐｅｒｅｌｌ）和迈克尔·庞特（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ｕｎｔ）的《后数字之膜： 想象、 技术和

欲望》（２０００）， 是最早明确论述后数字的著作之一。 他们在书中提出一个极具价值的定义： “后数字一

词旨在认可技术的当下境况， 同时拒绝接受‘数字革命’一词中隐含的概念转变”———这种转变显然与如

今充斥我们日常生活中机器的“开 ／关”“零 ／一”逻辑一样突兀。 这一定义， 关注生物存在之连续的本性

与数字技术之离散（“开 ／关”）的本性之间的差异。 通过这种方式， 它与以下概念紧密相连： 唐娜·哈拉

韦（Ｄｏｎｎａ Ｈａｒａｗａｙ）之赛博女性主义（ｃｙｂｅｒｆｅｍｉｎｉｓｍ）的后人本主义、 凯瑟琳·海尔斯（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Ｈａｙｌｅｓ）
的“自由人本主义主体的解构”， 以及它们的赛博朋克（ ｃｙｂｅｒｐｕｎｋ）根源， 如威廉·吉布森（Ｗｉｌｌｉａｍ
Ｇｉｂｓｏｎ）的《神经漫游者》。 应对后数字挑战的这种方法， 在在线教育、 网络学习等领域、 （身体的）认

·６１·

《现代教育论丛》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① 该杂志（Ｐｏｓｔ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首刊发于 ２０１９ 年初， 斯普林格（Ｓｐｒｉｎｇｅｒ）出版社发行。 ———汉译者注。



同、 （人类和组织的）创造力以及（数字的）技术与个人能动性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 尤为显著。
佩珀尔和庞特对后数字的定义， 捕捉到我们所处历史时刻的某些方面： 百年以来占据首要地位的

物理学， 在数字时代已经达到巅峰， 现在正让位于生物学。 戴森说：
２０ 世纪是物理学的世纪， 而 ２１ 世纪将是生物学的天下。 这已成为一种共识。 关于即将到来的

世纪， 几乎所有人都同意以下两个事实： 一是， 无论从预算和从业人员的规模， 还是从重大发现

的产出来衡量， 当下的生物学都比物理学更为庞大； 二是， 在整个 ２１ 世纪， 生物学很可能仍将是

科学的最大组成部分。 从造成的经济后果、 伦理意涵或对人类福祉的影响来看， 生物学也比物理

学更为重要。
这听上去貌似合理， 但生物技术学家克雷格·文特（Ｃｒａｉｇ Ｖｅｎｔｅｒ）指出， 问题不在于物理 ／数字和生

物 ／模拟之间的争斗：
实际上， 我们正从一个新的起点出发： 我们一直把生物学数字化， 此刻正试图通过设计和合

成生命， 从数字代码进入生物学的新阶段。 所以， 我们一直尝试提出宏大的问题。 许多生物学家

一直尝试， 在不同层次上理解“生命是什么”的问题。 我们试验了多种方法， 将这一问题解析至最

小构成。 我们已经把它数字化将近 ２０ 年了。 当我们对人类基因组测序时， 这一问题正从生物学的

模拟世界进入计算机的数字世界。 现在试问： 能否从这个数字世界中再生生命或创造新的生命？
数字化生物学的挑战是技术的和科学的。 随着新出现的伦理问题， 如是否应允许基因组的版权保

护？ 随着科学研究结构的新变化， 包括但不限于大数据和算法的涉入； 后数字的挑战， 在深层次上也

包含经济和政治方面。 因此， 迈克尔·彼得斯（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ｅｔｅｒｓ）发展了“生物信息资本主义”概念， 视之

为“继商业资本主义、 工业资本主义和知识资本主义之后的、 基于新生物产业的投资与回报的第四代或

第五代资本主义的新兴形式”。 它“以一种自我组织和自我复制的代码为依据， 利用信息革命和新生物

革命的成果， 将它们组成一个彼此促进和加强或强化的强大同盟”。 生物信息资本主义， 是物理的（数
字）， 同时也是生物的（非数字）。 由于产生了深刻的认知和伦理问题， 如数字永生 ①。 因此， 它是后数

字的。
即使从不完整的文献综述出发， 也能发现， 后数字的概念似乎很好地捕捉到了当代人类的生存境

况（关于后数字的各种观点的详细概述， 参见 Ｔａｆｆｅｌ， ２０１６）。 然而， 人们如今对各种“后”概念已有些厌

倦———这是有充分理由的。 在以丰沛的消费品充斥为特征的后工业社会， “无论如何都从未远离工厂生

产的烟囱时代”。 弗朗西斯·福山（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著名的《历史的终结》， 就被认定为是一种旨在使

资本主义获得永生的意识形态建构： 不管后现代主义早期有何允诺， 它都没能实现超越现代主义的诺

言。 类似的批评， 可以轻易地应用于后数字。 既然它不能明确脱离现有理论， 为什么要发明一个新的

术语？ 在回应考克斯（Ｃｏｘ）的批评时， 克莱默（Ｃｒａｍｅｒ）断言， 对“后数字”中的“后”， 应有不同理解。
他指出：

“后数字”， 可在流行文化和通俗的参照框架内得到更实用和更有意义的定义。 这适用于“数

字”概念， 也适用于作为前缀的“后”。 “后”这个前缀， 不应被理解为与后现代主义和后历史主义相

同的含义。 应采取与下列概念类似的理解方式对待它： 后朋克（朋克文化的延续， 在某种程度上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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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字永生（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ｍ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指将人的个性以数据的形式存储到各种媒介（如电脑）中， 并使它未来继续与他

人交流。 这一数据档案就像是个人的网络化身， 可以与他人互动， 并像人一样思考。 个体生命逝去之后， 这一

网络化身或静止不变， 或自动继续学习和发展， 在数字的世界获得永生。 ———汉译者注。



然是朋克的、 但也超越了朋克）、 后共产主义（正如东欧前共产国家此刻经历的社会政治现实）、 后

女权主义（作为女权主义经过批判性修正的延续， 与“传统的”和无前缀的女权主义之间界限模糊）、
后殖民主义……以及， 在更低程度上的后世界末日主义（一个大灾变还未结束的世界， 但已从一个

离散的断裂点发展到一种持续状态———即海德格尔所指的 “自在发生到存在”① （ Ｅｒｅｉｇｎｉｓ ｔｏ
Ｂｅｉｎｇ）———且具有由 １９８０ 年代的电影《疯狂的麦克斯》所开创的当代流行图示）。
因此， 克莱默在一个经常被引用的章节“什么是‘后数字’ ”中， 通俗地将“后数字”描述为“一个糟

糕但有用的术语”。
回到前面讨论的“后人本主义”理论， 理解前缀“后”的关键维度。 尼尔·巴明顿（Ｎｅｉｌ Ｂａｄｍｉｎｇｔｏｎ）

对这些“后”， 同样持谨慎态度。 他将“后人本主义”描述为“一种便捷的速记， 用以刻画‘我们’无可奈

何、 不得不称之为‘人本主义’的一种普遍危机”。 就像人本主义可被认为是一种灾难， 也能把“数字”
看作正在经历的一个类似困境。 当今， 强大的、 避税的互联网公司四处横行， 算法修补“个人的”媒体

流， 数据存储和处理造成恶劣生态环境影响。 在此大背景下， 早期网络所特有的自由的、 开放的和共

识性的社区乌托邦愿景， 显得相当遥远。 在“后真相”时代（又一个“后”！）（参见 Ｐｅｔｅｒｓ， Ｒｉｄｅｒ， Ｈｙｖｏ
ｎｅｎ， ＆ Ｂｅｓｌｅｙ， ２０１８）， 似曾象征日常所理解的数字的效率、 生产力和客观性的光辉， 已被揭露出来的

偏见、 歧视和不平等所玷污。
硅谷为广泛的社会问题提供了灵活便捷的解决方案， 但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开端， 因为它对一些社

会问题或许过于简化。 同时， 大数据和算法所允诺的“革命”， 往往倾向于再现其自身预设的偏见。 人

们愈发关注数字之实际的、 具体的、 社会的和物质的影响， 这与将其看作“虚拟、 虚无缥缈且毫无‘真
实’效果”的倾向， 形成鲜明对比。 ２０１８ 年， 关注社会—技术体系的伦理道德维度、 以“公平、 问责和

透明”为主题的一次学术大会，② 反映了这一点。 因此， 我们可以给后数字的“后”附加一个新的、 有价

值的含义： 一个“负责任”的数字， 寻求超越工具效率的允诺。 在这些技术日益渗透到社会生活中时，
对其现实影响建立批判性理解。 不吁求其终结。

后数字很难定义。 它混乱莫测， 是数字的也是模拟的， 是技术的也是非技术的， 是生物的也是信

息的。 “后数字”， 既与我们的现有理论割裂， 又是它们的延续。 这种混乱， 似乎内在于现今人类境况

中。 比如， 当前的（学术）出版危机， 正是对知识产权的前数字理解与创建和传播其内容的数字方式之

间的混乱关系的结果。 教育商品化所面临的挑战， 并不源于数字科技， 但其主要方面（包括但不限于自

动评价）， 不能被认为与数字技术毫无干系。 后数字挑战提出重要的认知问题———这些问题在大数据和

算法研究领域以及网络学习的相关前景中， 尤为显眼。 在这些领域， 人们刚开始评估人类和非人类活

动的聚合所带来的个体性和社会性后果， 刚开始提出清晰辨别两种后果的能力问题。
过去， 网络学习领域的典型特点， 是对网络技术所带来的“数字”和“虚拟”方面特别感兴趣， 通常

侧重于“在线课程”， 即各个人坐在家中通过台式电脑与“虚拟会议室”中的其他学习者连接。 当今， 网

络学习显然正变得愈发多样化。
互联网接入的普及（在世界某些地方）和移动技术（笔记本电脑、 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拥有量

的剧增， 正在改变进行网络学习的空间和方式。 从主要由“远程教育”所使用的虚拟学习环境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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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对“Ｅｒｅｉｇｎｉｓ”一词的翻译， 参考《也谈海德格尔“Ｅｒｅｉｇｎｉｓ”的中文翻译和理解》（王庆节， ２００３）一文。 ———汉译者

注

参考网址： ｈｔｔｐｓ： ／ ／ ｆａｔ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ｒｇ ／ ． ———汉译者注



为所有高等教育学生的标准配备； 从信息通信技术（ ＩＣＴ）和作为实验室中一项深奥活动的学习， 到

成为校园和课堂活动中的普遍存在（无论是否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代表教师）； 从主要在家工作到人

们在火车上或咖啡厅的移动状态中进行网上活动， 及学生们在分布式工作和校园会议之间切换

进行。
这反映在对网络学习的社会物质性、 社会—物质实践及网络学习的在地化空间观念持续增长的兴

趣上， 比如， 对探索学生小组工作的兴趣。 此外， 里伯格 （Ｒｙｂｅｒｇ）、 戴维森 （ Ｄａｖｉｄｓｅｎ） 和霍奇森

（Ｈｏｄｇｓｏｎ）， 对过分关注“数字科技”提出警告， 认为这会忽视当代学生的技术实践， 是物理和数字的技

术、 空间、 活动与时间之间的复杂纠葛。 网络学习的研究者， 时刻处在探索后数字挑战的前沿。 他们

认定， “数字”这一术语存在问题。
密集数据处理的出现， 逐渐将数字卷入教育假定的“人性”之中， 对视技术为一种外部“提升”的普

遍看法提出了挑战， 还质疑关于学习过程本身的惯常假设。 后数字挑战， 同样适用于对劳动的研究。
社会加速和普遍的技术性失业的前景（或威胁）， 在很大程度上， 能打破人类通过工作构建自身的传统

观念， 能打破长久以来在教育技术政策中将人类学术劳动边缘化的言语的假设。 这种言语的假设， 蕴

含如此神话： 技术本身具有与生俱来的力量， 能对人的学习方式产生积极的、 市场驱动性的改变。 摆

在我们面前的道路， 是抵制在教育中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去人性化要素， 重新构思一种与人本身融合而

非排斥的课程［体系或模式］。
的确， “后数字”与物理学和生物学存在复杂关系， 与“生物信息资本主义”概念（２０１２）紧密相关。

后数字挑战， 超越了技术决定论， 探求别样的未来， 如激进的教育平等和网络共产主义， 寻觅批判教

育学的新契机。 宛如后数字过度决定了社会政治格局， 它未经任何人“许可”， 进入学生和教师的衣袋

里的课堂（通过他们的移动设备）， 浸入教学过程中， 打破正式和非正式的教与学的界限： 非反思的确

定性， 变成了反思的不确定性。 因此， “‘由后数字’产生的断裂， 既不是绝对的， 也不是同步的， 而是

异步运行， 以不同的速度、 在不同的时期发生。 在各个受其影响的环境中， 具有文化多样性”。
后数字挑战就在我们身边。 在公共话语中， 它不幸未能以美名善终， 带上了早期“后概念”的一些

沉重包袱。 因而， “后数字”术语可能易招致一些挑剔的批评。 从好的方面看， 它能提供历史的延续性，
帮我们从早期的理论中学习， 甚至能帮我们避免一个怪异的概念陷阱。 从超越专门术语来看， “后数

字”术语的当代用法， 确实描绘了此时此刻我们作为个人和集体所经历的与技术的关系。 它表明， 我们

逐渐认识到， 在物理学和生物学、 旧媒体和新媒体、 人本主义和后人本主义、 知识资本主义和生物信

息资本主义之间， 存在模糊且混乱的关系。 我们或许更愿意冠以新名号前进， 但我们的确认识到， 后

数字境况， 是当今科学、 教育、 艺术以及人类旨趣的其它各个领域的巨大挑战之一。 总之， 后数字概

念有不少缺陷， 我们仍然拥护它， 更期待它发展壮大。
【作者简介： 佩塔尔·扬德里克（Ｐｅｔａｒ Ｊａｎｄｒｉｃ′， 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应用科学大学教授； 杰里米·诺

克斯（Ｊｅｒｅｍｙ Ｋｎｏｘ）， 英国爱丁堡大学讲师； 蒂娜·贝斯利（Ｔｉｎａ Ｂｅｓｌｅｙ）， 中国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托

马斯·吕贝里（Ｔｈｏｍａｓ Ｒｙｂｅｒｇ）， 丹麦奥尔堡大学教授； 尤哈·苏兰塔（ Ｊｕｈａ Ｓｕｏｒａｎｔａ）， 芬兰坦佩雷大

学教授； 萨拉·海耶斯（Ｓａｒａｈ Ｈａｙｅｓ）， 英国伍尔弗汉普顿大学教授。 译者简介： 闫斐， 香港教育大学

国际教育学系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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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码现实的后数字进路：对《后数字科学与教育》的回应

彼得·麦克拉伦
　 　

在知识与现实之间

在过去几十年间， 学者们撰写了大量关于现代性与启蒙运动的文章， 并正告人类： 我们已迈入一

个崭新的阶段———后现代主义时代。 这种哲思式的探讨在学术界（至少在北美）并没持续太久， 其中的

大部分最初由对科学马克思主义（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Ｍａｒｘｉｓｍ）的批判引发。 早在公元六世纪， 形而上学实在论就

已经被预设为唯一可能的哲学立场。 从那时起， 思想家们各自开启了对知识必须以某种基本方式反映

现实这一主流假设的挑战。 我们只须稍加回忆色诺芬尼（Ｘｅｎｏｐｈａｎｅｓ）、 皮浪（Ｐｙｒｒｈｏ）、 塞克斯都·恩披

里柯（Ｓｅｘｔｕｓ Ｅｍｐｉｒｉｃｕｓ）、 康德、 詹巴蒂斯塔·维科（Ｇｉａｍｂａｔｔｉｓｔａ Ｖｉｃｏ）、 贝特森（Ｂａｔｅｓｏｎ）、 杜威和皮亚

杰等人的一系列探索， 乃至乔治·凯利（Ｇｅｏｒｇｅ Ａ． Ｋｅｌｌｅｙ）的个人建构理论（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ｔｈｅｏｒｙ）。
维柯的思想在很多方面预示了后结构主义者。 他认为“客观”现实图像性地存在于人类理解或经验领域

之外， 因为它必然受到物质条件的限制。 不管这些条件的物质或抽象程度如何， 它们总是由先前构造

的结果（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ｒｉｏ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组成。 （Ｖｏｎ Ｇｌａｓｅｒｓｆｅｌｄ １９８４： ３０－３１）。
正如知识不能指向现实与真理之间的对应一样， 佩塔尔·扬德里克（Ｐｅｔａｒ Ｊａｎｄｒｉ ｃ′）等人（２０１８）的后

数字探索也无法让我们更接近人类经验的“终极”真理， 它必然一直是一种推测性解释。 我认为这是佩

塔尔·扬德里克等人（２０１８）试图给予当代学者的一个告诫。 “后数字”这一术语并不意味着要包含一种

全面的崭新世界观。 它更像是一个可以稍微改变我们思维范式的启发式装置， 一个可以折射当今技术

光谱更多带宽的棱镜或透镜。 那它是一个有价值的装置， 一个模拟（ａｎａｌｏｇ）与数字（ｄｉｇｉｔａｌ）的有价值的

接替物吗？
我们是否正被告知， 只有当我们的数字领悟力崩溃时， 我们才能经由我们所构筑的现实中的数字

空缺（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ａｐｓ）来认识这个世界？ 不， 这是对扬德里克等人（２０１８）的过度解读。 但我确实同意，
借助后数字这一透镜看待这个世界， 会给我们一个能补足这些空缺的更详细的现实图景。 这让我想起

了关于宇宙生成的“填补空缺的上帝 （Ｇ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ｐｓ）”之神学解释： 当科学无法解释某件事时， 当我们

的理解存在“空缺”时， 那就只能依靠超自然的创造者来解释。 但这种解释也不过是另一种意识形态构

造， 它的“崩溃”只能用我们自己的构造来诠释， 直到我们的构造瓦解。 因此， 即使后数字这一概念让

我们对世界有了更细致入微的理解， 它也永远无法完全补足空缺。

后数字真相

这一立场与福柯的论点相吻合， 即真理由多重形态的限制所生产。 由是观之， 后数字只是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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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生活世界时的另一个限制。 对福柯来说， 真理必须从绝对的领域中移除， 并被视作决定何者为真

时的易变（ｃｈａｎｇｅｓ）（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１９８０： １３１）。 正如我们不能再要求一种在被限定的合理性内运作的经验科

学， 其可能性范围与预测的形式标准、 线性因果关系（结果与原因成正比）等紧密关联。 我们不能草率

地得出这样的结论， 即理解世界的最佳理路是通过量子物理学家的思想实验———或是后数字。 与此同

时， 我们又不能落入后真相陷阱， 这一陷阱如此令人不安地描述当下特朗普（Ｔｒｕｍｐ）的追随者， 这些追

随者拒绝区分基于科学证据的论点和纯粹主观意见（ＭａｃＫｅｎｚｉｅ， Ｒｏｓｅ， ａｎｄ Ｂｈａｔｔ ２０２１）。 作为学者， 我

们至少需要同意： 尽管我们不能充分理解现实， 但我们可以部分了解它。
诚然， 我们再也不能屈服于基于可指定和可验证的认识论标准的理论。 同时， 我们也不能接受任

何形式的激进主观主义， 该主义认为世界仅仅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我们称这种认识论立场为唯我

论。 那么， 难道后数字世界只是激进建构主义的另一种形式吗？ 正如扬德里克等人（２０１８）使用的那样，
它是否与唐娜·哈拉韦（Ｄｏｎｎａ Ｈａｒａｗａｙ）的赛博女性主义兼容？ 我们能否将其恰当地描述为后人类的

“自由人本主义主体的解构”？
我确实同意， 作为理解人类存在的平台， 数字技术非常适合作为解释和推进物理学的媒介， 然而，

随着我们在人类基因组和进化生物学等方面的突破（Ｊａｎｄｒｉ ｃ′ ２０２１）， 我们现在已朝着一种对现实的生物

学理解迈进。 当我参与人类基因组项目， 被邀请去培训民族志学家时（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研

究方法的研究生课程 ２０ 年）， 我断然拒绝了， 因为当时的研究人员正在考虑获得中美洲土著群体 ＤＮＡ
的版权。 我的拒绝是出于伦理考虑， 认为这是一种生物殖民主义。

对我来说， 比使用“后数字”这个术语的认识论优势更重要的是该词的伦理意涵。 此处要吸取的教

训是， 我们不能将社会的偶然性误认为是我们社会中的决定性力量， 这一力量对我们看待现实的方式

施加霸权化的影响。 哪些决定性是最危险的呢？ 在我看来， 与贫困、 不平等相关的资本主义和气候危

机必须被列入这一名单。 我想我们都同意， 存在一些调控结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这些结构影响

我们如何理解我们的经验， 以及我们如何在特定历史时刻构造这些结构。 不存在位于可被反驳的理论

之外的世界中事实（ ｆａｃｔｓ－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除非我们试图寻求一个存在于物质领域之外的形而上学存

在———如此我们又回到了“填补空缺的上帝”。 的确， 科学须要放弃发现终极真理的直接特权。 这就是

为什么我们今天经常谈论真理体制（ｒｅｇｉｍｅｓ ｏｆ ｔｒｕｔｈ）， 而不是寻求终极真理， 以及为什么我们应该考虑，
在福柯之后， 知识和真理如何被权力构造所调控的原因。

那么， 这是否意味着后数字这一概念仅是关于我们如何看待世界的最新控制策略， 或是终极真理

体制的一种新应用？ 它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将我们与后数字技术、 人工智能、 机器人、 生产的社会

关系绑定在一起的权力的微观物理学（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ｏｆ ｐｏｗｅｒ）吗？ 会出现一个叫做后数字马克思主义

的新领域吗？
也许是的。 我们能从中吸取的教训是： 我们须摒弃科学观察———无论是模拟、 数字还是后数

字———与现实是同构的这一观点， 同时， 也将 １９ 世纪版本的科学或 ２１ 世纪版本的科学可以成为社会问

题的“自然的”仲裁者这一信念扔进垃圾桶。 问题不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在历史和认识论上先于人类认

知并独立于人类认知的唯物主义世界， 而在于外部世界是否独立于认知的社会特性（Ｓｔａｎｌｅｙ Ａｒｏｎｏｗｉｔｚ
［１９８０］ 就此主题写过文章）。 我们可以对人类存在的社会特性做出伦理判断。 这是后数字理念可以启

发性地帮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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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数字封建主义和新资本主义

根据亚尼斯·瓦鲁法基斯（Ｙａｎｉｓ Ｖａｒｏｕｆａｋｉｓ） （２０２１）的说法， 我们当前正处于后数字封建主义或技

术封建主义时代。 他描述了当今资本主义不断变化和流动的结构形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这些结构

越是有力地与当代社会的神经系统相结合， 如同一个控制论的蜂群思维， 就越不容易被人察觉。 瓦鲁

法基斯（２０２１）的基本假设是： “如今， 全球经济由中央银行不断发行的货币推动， 而不是由私人利润驱

动。 与此同时， 价值的提炼越来越多地从市场转移到像脸书（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和亚马逊等数字平台上， 这些平

台的运营不再像寡头垄断企业， 而是更像私人领地或庄园。”
这些新的领地如同电视连续剧《权力的游戏》（Ｇａｍｅ ｏｆ Ｔｈｒｏｎｅｓ）中的那样残酷， 甚至更加灾厄； 他

们构成了由 ＭＡＮＧＡ（Ｍｅｔａ、 Ａｐｐｌｅ、 Ｎｅｔｆｌｉｘ 和 Ｇｏｏｇｌｅ）公司领导的全新技术宰制。 这些企业拥有一种对当

今真实数字领域行使整全权力的不可思议之能为。 这一权力使这些企业能够干预地方和国际政治， 并

对我们的经济和政治命运产生有害影响， 就因为他们控制着媒体、 大数据和顶级平台。 它们的掠夺本

性使它们不仅占领大片的虚拟数字领地， 增加对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控制， 而且经常从事游

说、 违抗税法和垄断控制等不法活动（Ｔａｎｄｏｎ ２０２１）。 强大的计算能力、 集中在 ＣＥＯ 手中的空前经济实

力、 构建自身运作其中的社会之意识形态范畴的潜力， 使它们成为超级反派的首选， 每位都寻求足以

摧毁中土世界的最终“魔戒”（Ｔｏｌｋｉｅｎ ２０２０）。
是的， 如果我们愿意把技术－封建主义看作一种后数字经济的形式， 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强有力的

论据。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将后数字的概念扩展到哲学等其它领域， 从而我们将有后数字唯心主

义、 后数字理性主义、 后数字唯名论、 后数字唯实论和后数字怀疑主义？ 这得由哲学家们决定。 只要

我们记住“活体生物的行为结构永远不能充当一个‘客观’世界的论断基础以及一个或许先于经验的世

界”（Ｖｏｎ Ｇｌａｓｅｒｓｆｅｌｄ １９８４： ４）。
我们对世界如何运转所做的决策总是源自“对主题的定性评定———通常是无意识的评定” （Ｗｉｌｄｅｎ

１９８０： １０４）。 这仅仅意味着我们应认识到， 在研究者和他或她的对象之间， 总是存在对所有原始事件的

转码或重新编码。 若是我们想将转码过程称为“后数字”， 以及如果了解我们的基因被后数字技术修改

的方式或者了解我们的脊柱与互联网平台融合的方式， 就能够帮助我们重构或重新“认识”现实， 从而

帮助我们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那么这是可取的。 只要我们不陷入某种新的“后数字”伦理， 在这种

伦理中， 我们将在不久的将来被某种人工智能机器审判。
【作者简介： 彼得·麦克拉伦（Ｐｅｔｅｒ ＭｃＬａｒｅｎ）， 美国查普曼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 译者简介： 虞嘉

琦，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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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之丰饶性与人际关系的腐蚀：
对《后数字科学和教育》的回应

艾莉森·麦肯齐

什么是后数字

如果你须要回答 “后数字”在科学和教育领域中的含义是什么， 那么你可以从《后数字科学和教育》
（Ｊａｎｄｒｉ ｃ′，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这篇文章开始探索。 文章的作者们对后数字进行了严密而周全的概述， 不仅是在

教育、 科学和艺术领域， 也包括对后数字中的“后”的解读。 你将了解， 它与后人文主义、 后女性主义

或后现代主义中的“后”并不相同。 后数字中的那种“后”不是与过去的简单决裂， 即放弃不值得信任并

令人气馁的运动（现代主义）， 也不是表达对哲学能解决不公正问题的怀疑（后现代主义的失望）———有

趣的是， 所有这些运动都提出了重要的伦理和道德问题。 比如，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者问道： 作为

一个自主的（选择自己目标的人）和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 一个能为自己做决定的人， 意味着什么？ 当

我们仍不能坦诚认识造成妇女不平等地位的原因时， 平等对女性真正意味着什么？ 扬德里克（Ｊａｎｄｒｉ ｃ′ ）
等作者（Ｊａｎｄｒｉ ｃ′，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试图让我们理解的是： “后数字”意味着对正在进行中的普遍数字化进程的

接受、 延续、 重识、 重构和重置。 后数字中的“后”是一种声明， 表明数字已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事实，
就像“空气和饮用水”（Ｎｅｇｒｏｐｏｎｔｅ １９９８）。 数字不可逆转———我们无法摆脱它。

问题就出在这里。 尽管后数字的机遇对教育而言令人激动， 如在线教学以及（几乎）无论身处世界

何处的学生都能轻易访问在线资源， 但正如扬德里克等作者（Ｊａｎｄｒｉ ｃ′，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所清晰地理解并警示，
我们要担忧很多事情。 我认为， 下面这段经典论述正表达了这一忧虑：

当今， 强大、 避税的互联网公司四处横行， 算法修补“个人的”媒体流， 政治干预社交媒体，
数据存储和处理造成恶劣生态环境影响。 在此大背景下， 早期网络所特有的自由的、 开放的和共

识性的社区乌托邦愿景， 显得相当遥远。 （Ｊａｎｄｒｉ ｃ′，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８９５）
看上去，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 数字对我们的福祉、 选择、 自由、 民主和真理造成重大而持久的损害。
这些令人不安的问题已被充分记录。 比如， ＭａｃＫｅｎｚｉ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后数字科学与教育》杂志一期特刊

中的《网络上的谎言、 胡扯和假新闻： 我们应该担忧吗？》一文以及《后数字科学和教育》这本期刊。）
当我们最终死亡之后（相对于我们的后数字死亡）， 我们如何从互联网上抹去我们的存在？ 数字世

界中的死亡生活是一个须重视的问题， 并成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 在他们所编辑的文集的导言中， 萨

文·巴登（Ｓａｖｉｎ－Ｂａｄｅｎ）和梅森·罗比（Ｍａｓｏｎ－Ｒｏｂｂｉｅ ） （２０２０）呈现了一个让人信服的概述， 关于我们

当下如何实现并保护我们在网络上的永生（我们如何消除我们的数字存在的难题是另一个议题）。 作者

列举了致力于创造数字永生人物的公司， 如 ＬｉｆｔＮａｕｔ 和 Ｅｔｅｒｎｉｍｅ。 他们讨论了平台如何从事人格捕捉、
意识上传和模拟级别， 以及如何处理人类数据挖掘， 这些都展现了“由计算启发的”关于死后生命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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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这些理论可以彻底改变宗教的实践方式（Ｓａｖｉｎ－Ｂａｄｅｎ ａｎｄ Ｍａｓｏｎ－Ｒｏｂｂｉｅ ２０２０： １）。 萨文·巴登和梅

森·罗比建议， 我们需要理解： “尽管已经逝去， 死者如何仍在社会中存活”（２）。 我们还不清楚数字世

界中死亡后的人生将如何影响信仰、 仪式、 家庭以及我们与已逝亲人的关系。
去世后的数字人生， 引出另一个“后”， 根据萨文·巴登的解释， 后数字神学（宗教研究）：

本质上难以捉摸。 它不同于后现代之中的“后”， 而是关于后数字与神学的流转性……人们的

确以他们的书信、 传记和电影的方式存活， 不过即使这些也一直被改变。 人们将自己嵌入祖父母

的相片中； 电影明星留下遗产， 被用来为后人设立基金， 因为他们的数字存在仍在电影中被重复

使用。 （Ｓａｖｉｎ－Ｂａｄｅｎ ａｎｄ ＭａｃＫｅｎｚｉｅ ２０２１）
萨文·巴登对后数字的分析与扬德里奇等作者 （２０１８）的分析相似。 不过， 如果我们留意后数字的流变

性和不可捉摸， 我们应立即意识到我们还在处理另一个新的数字问题———逝后数字伤害。 至少在英国，
立法还未解决关于一个人故去后的隐私、 名誉保护、 自尊及数字自杀相关的法律和伦理议题（参见

Ｓａｖｉｎ－Ｂａｄｅｎ ２０２１）。

选择·自由·真相

让我们回到一个熟悉的问题———社交媒体。扬德里克等作者 （２０１８）在讨论中纳入了迈克尔 ·彼得

斯（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ｅｔｅｒｓ）（２０１２）关于“生物信息资本主义”的观点， 这很有帮助。 这是一种基于投资生物产业

的资本主义形式。 这种生物投资包括生物的数字化， 比如已被置入计算机数字世界的人类基因组（参见

Ｖｅｎｔｅｒ ２００８）。 生物信息资本“基于自我组织和自我复制的代码， 利用信息和新生物革命的成果， 并将

它们绑定为一个强大的同盟， 以彼此强化（Ｐｅｔｅｒｓ ２０１２： １０５）。 正如我们所知， 数字技术非常聪明， 也

善于操纵。 脸书（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等平台的设计者非常了解人类心理， 因此， 任何使用社交媒体并相信自己在

自由选择阅读或查阅内容的人， 都应该警醒。 设计者们正在操纵我们的选择。
人类根本上是社交生物———没有他人的帮助， 我们无法生存。 我们的大脑是社会性的大脑。 然而，

我们的社会属性———我们对其他人类的需求， 意味着我们易于被利用和操纵。 不奇怪， 我们非常易于

被那些说服技术所影响。 它们塑造了我们的态度、 自我概念、 情感、 信念———从攫取并保持我们的注

意力中获利。 通过不断使用， 比如照片墙（ 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 一款图像社交应用程序）， 算法训练我们神经网

络的行为方式。 这一方式能为脸书、 推特（Ｔｗｉｔｔｅｒ）和抖音（ＴｉｋＴｏｋ）等大型科技公司带来巨额利润。 那些

说服技术能在我们不曾意识到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这种意识的缺乏在经济上非常有利可图）。 正如人

文技术中心（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１）告知我们的： “我们并不是随机点击： 许多设计故意

利用我们最深层的弱点， 促进让人不能自拔的行为， 损害我们的自主性和福祉。”
人文技术中心（２０２１）列出了伤害我们福祉和自主性（选择的自由）的六种方式： （１）让琐事显得紧

迫； （２）鼓励寻求而不满足； （３）迫使我们处理多个任务； （４）使恐惧和焦虑成为武器； （５）鼓励社会比

较； （６）告诉我们任何我们想要相信的事情。 我将简要介绍社交媒体“侵入”我们的神经网络的三种

方式。
一是“让琐事显得紧迫”。 我们的注意力范围有限， 必须迅速决定需要关注什么。 我们的哺乳动物

大脑通过“凸显网络”（ｓａｌｉｅｎｃ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操作我们的注意力， 该网络包括前脑岛和背侧前扣带皮层。 当凸

显网络被激活， 我们对威胁和机会保持警觉， 我们的大脑将它的资源导向新的来源。 我们电话或电脑

里的消息通知， 如震动、 砰的声音以及信息条， 都触发凸显网络。 这些精心设计的通知操纵我们去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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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我们所认为的重要信息。 事实上， 一般这些信息都是琐事。 我们失去关注重要事物的能力。
二是“鼓励寻求而不满足”。 如果经常触发中脑边缘多巴胺系统（一种关于奖赏和愉悦系统的大脑回

路）， 那么即使我们非常需要某物（如香烟）， 我们也不感到满足。 我们需要摄入更多这种东西， 如尼古

丁， 才能获得同样的原本快乐。 这就是成瘾的路径。 技术利用了这种让我们渴望某物的强大回路。 通

过刺激奖励和愉悦系统， 技术拥有了让我们沉溺于我们的设备的无限可能性。 “……我们不断点击和向

下滑动， 无意识地消费内容， 往往正是在大脑认知控制区域的最弱监管下。 （人文技术中心， ２０２０）
三是与我自己的研究兴趣和伦理兴趣相关的一个领域， 即“告诉我们任何我们想要相信的事情”。

我们很少通过系统和批判的获悉过程来相信事情， 如阅读学术文献和书籍。 我们的信仰通过媒体和我

们的社会阶层， 在家庭、 学校和社区中形成。 通过那些对我们来说常常是不为所知的（或者不易察觉

的）实践， 我们产生并再生产知识和意义。 当我们思考我们的信仰从何而来， 我们倾向于认为我们选择

了那些信仰并自愿实践（免于强迫、 控制或操纵）。 后数字告诉我们， 我们天真地相信我们是自由选择

停留在我们的设备上并搜寻内容。 我们与数字世界持续且不可避免地接触， 意味着软件算法了解我们

的偏好， 并定制和策划我们收到的信息。 算法配置可以创造回音室和认知气泡， 将我们限制在（或困

在）信以为真的思想和实践体系中， 把它们当作事物自然秩序的证据。 挑战我们信念的信息被当作错误

信息而被摈弃。 当算法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想要相信的事情时， 不同版本的现实浮现。 其结果是社群和

社会的两极分化（想想当下的美国）， 我们的共同理解不复存在（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１； ｓｅｅ
ＭａｃＫｅｎｚｉ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新的后数字秩序

尽管存在这个前缀的问题， 后数字是丰饶多产的（创造大量机会）。 后数字的现实世界同样丰饶多

产， 就多样性和变化而言， 具有无尽的机会。 正如这些作者所总结的那样， 当我们超越专门术语来看，
“‘后数字’术语的当代用法， 确实描绘了此时此刻我们作为个人和集体所经历的与技术的关系 ”
（Ｊａｎｄｒｉ ｃ′，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８９６）。 但是， 正如我们所见， 通过看似客观且超越个体的数学公式， 后数字拥有

将人际关系腐蚀的能力（数学并不区别对待。 二加二等于四———永远如此！）。
然而， 我们知道这不是真的。 这些公式确实导致不公正和不平等。 布迪厄（Ｂｏｕｒｄｉｅｕ）敏锐地观察

到：
再生产统治关系的活动越是依仗于客观机制， 这一机制服务于统治者的利益而不需要后者任

何有意识地努力， 这一活动就越间接， 某种意义上， 也更非个人化， 成为客观地导向再生产的策

略。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１９７７： １８９）
这意味着算法现在成为统治群体。 在我们不知晓它们如此做的情况下， 它们塑造、 说服、 操纵， 并让

我们做某事。 （只要想想我们的手指在电子 ／手机屏幕上是如何不断下滑、 下滑、 下滑……下滑。 我们

上瘾了。）这些算法是新的机制， 再生产不公正、 不平等以及新秩序的特权。 这种新的后数字秩序通过

上瘾和操纵的过程实现， 直接针对维系人类生命的器官： 我们的大脑。
【作者简介： 艾莉森·麦肯齐（Ａｌｉｓｏｎ ＭａｃＫｅｎｚｉｅ）， 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高级讲师。 译者简介：

闫斐， 香港教育大学国际教育学系博士后。】

·５２·

艾莉森·麦肯齐： “后”之丰饶性与人际关系的腐蚀： 对《后数字科学和教育》的回应



后数字声音教育学： 回应《后数字科学与教育》

德里克·Ｒ·福特

　 　 后数字的构想“既是我们现存理论的破裂也是其延续” （Ｊａｎｄｒｉｃ′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８９５）。 在这篇回应中，
我想指向后数字的城市声音环境。 通常而言， 城市是喧哗与忙碌的。 广泛而密集的喋喋不休与喧闹不

已来自聚集和流通的行人、 汽车、 公共汽车、 卡车和自行车， 来自建筑工地、 修理和拆除活动， 以及

街头艺人和手机里的音乐， 它们络绎不绝。 我们暴露于众多声音之中， 这种暴露为城市注入活力， 迫

使我们与那些吸引与分散自身注意力的差异、 他者、 陌生人相遇。 布兰登·拉贝尔（Ｂｒａｎｄｏｎ ＬａＢｅｌｌｅ ，
２０１８）将当代知识经济中那些在城市环境中运作且被数字资本主义及其网络所架构的声音能动者（ ｔｈｅ
ｓｏｎｉｃ ａｇｅｎｃｙ）称为“监听者（ｔｈｅ ｏｖｅｒｈｅａｒｄ）”①。 当然， 可听的总是比听到的多， 在我能处理的可听物（ｔｈｅ
ａｕｄｉｂｌｅ）与那些构成听觉氛围的不可听物（ｔｈｅ ｉｎａｕｄｉｂｌｅ）之间总是还有一些别的东西。

在网络时代， 声音的轮廓以多种构成性的（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方式转变。 日益引入的智力、 认知和情感劳

动“通过愈加将物质与不再必然依赖有机身体的‘智能（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和 ‘能动性（ａｇｅｎｃｙ）’模式②联系起

来的方式， 重新定义了物质由何构成” （ＬａＢｅｌｌｅ ２０１８： ６３）。 主体被卷入广泛的网络中， 而这些网络扩

展和重构着我们关注声音的模式。 我们高度地暴露于看不见也不知晓的他者的声音中， 同时， 我们自

身也被迫参与到网络化的通信中， 这些通信又放大了流通中的声音的数量。 喋喋不休的内容多了， 监

听（ｔｏ ｏｖｅｒｈｅａｒ）和被监听（ｔｏ ｂｅ ｏｖｅｒｈｅａｒｄ）的机会也多了。
监听， 是被一种噪音打断， “一种有了它就可能形成什么但又还没真正形成什么的噪音” （ＬａＢｅｌｌｅ

２０１８： ６７）。 作为一种中断， 被监听到的（ｔｈｅ ｏｖｅｒｈｅａｒｄ）是一个潜在的突现。 存在一些高于或低于可听物

（ｔｈｅ ａｕｄｉｂｌｅ）的东西， 而我可能会尽力去调避（ ｔｕｎｅ ｏｕｔ）或是接收（ ｔｕｎｅ ｉｎ）它。 我可能提高自己的嗓音

或远离它， 或者我可能通过加入一个新对话来回应； 稍后回想它， 尝试拼凑它， 或是随后琢磨。 城市

噪音促发了一种“挑战社会社群的音调（ｔ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的潜能， 但这情况可能同等地丰富了这些音调的形状

与形式的活力”， 支持“一种他异性（ａｌｔｅｒｉｔｙ）与社会包容的动态（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ＬａＢｅｌｌｅ ２０１８： ７２）。 我们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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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拉贝尔（ＬａＢｅｌｌｅ）在 Ｓｏｎｉｃ Ａｇｅｎｃｙ 一书中有关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ｈｅａｒｄ 的专章讨论， “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ｈｅａｒｄ”指电子信息技术与资

本主义融合背景下出现的能够捕捉、 监控和治理各种声音的新技术及其渗透性的力量网络。 （译者注）
在拉贝尔（ＬａＢｅｌｌｅ）的原文中， 这句引文之前， 拉贝尔引述了政治理论家简·贝内特（ Ｊａｎｅ Ｂｅｎｎｅｔｔ）在其专著

Ｖｉｂｒａｎｔ Ｍａｔｔｅｒ 中有关新物质主义（ｎｅ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的相关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政治理论需要更好地关注和认可

非人类力量在事件中的积极参与”， 要认识到“能动性（ａｇｅｎｃｙ）总是作为人类和非人类力量的特别配置的效果出

现， 并不特属于人类领域”， 且这种理论“致力于识别影响情势和事件的力量网络”。 （参见杜克大学出版社官

网上对 Ｖｉｂｒａｎｔ Ｍａｔｔｅｒ 一书的简介：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ｕｋｅｕｐｒｅｓｓ． ｅｄｕ ／ Ｖｉｂｒａｎｔ－Ｍａｔｔｅｒ ／ ）结合文章上下文语境， 或许

可以理解为， 在后数字资本主义的网络时代， 肉身和物质的形态（包括声音的轮廓）被渗透性的、 延伸性的以及

能动性的电子网络平台以及各种线上参与活动（这可以视为网民不自知完成的一种智力、 认知和情感劳动， 因

为普通人的网络活动在为各种网络巨头平台创造利益）重新定义。 （译者注）



可能欲求着监听（ｏｖｅｒｈｅａｒｉｎｇ）或被监听（ｂｅｉｎｇ ｏｖｅｒｈｅａｒｄ）， 也或许从中退缩。
在数字网络时代， 我们通过评论、 点赞和转发来扩展自己， 但我们也体验着更强的脆弱性， 因为

我们的声音有机会被盗取（ｂｅ ｓｎａｔｃｈｅｄ）和占有（ｂ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ｄ）。 虽然声音因其自如来去而天然地转瞬

即逝， 因进入我而必然是亲密的， 虽然它是不稳定的， 总是多于或少于我以为我所听到的， 它也并不

“必然逃离全球文化固有的规制性原则（ｏｒｄｅｒ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算法代码与社会技术结构” （ＬａＢｅｌｌｅ ２０１８：
６４）。 在网络化资本主义中， 这正愈发变得可能， 因为如此多的通信模式都是由那些捕捉、 监控我们声

音并将其商品化的企业与国家平台所构建。
在这些可能性选择之间， 当一个人在城市中穿行， 很明显， 此人更有可能被资本与国家监听（ｂｅ

ｏｖｅｒｈｅａｒｄ）， 而不是去监听（ｔｏ ｏｖｅｒｈｅａｒ）其他陌生人。 声音必定是一种空气振动的关系性运动， 可以连

接与改变我们； 这振动真正地（ ｌｉｔｅｒａｌｌｙ）进入我们。 但是什么声音进入， 它们如何进入， 它们如何被接

收， 以及出于什么目的， 则是另一个问题了。 一个马克·哈古德（Ｍａｃｋ Ｈａｇｏｏｄ， ２００９）在其关于俄耳甫

斯式媒介（ｏｒｐｈｉｃ ｍｅｄｉａ）①装置的研究中帮助解释的问题， 这些装置给个体提供了调控声音环境、 自身

接收的共鸣（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ｓ）和暴露其中的干扰的手段， 并能使它们都变得个性化。 哈古德 （２０１９： １０）说，
这些功能 “压制了我们这个自由主义、 资本主义和日益‘以信息为中心’的社会中的一个尖锐的矛盾，
它引发了对一个专注的、 自由的和离身的（ｄｉｓｅｍｂｏｄｉｅｄ）主体的迫切需求， 同时也使一直否定这种主体

之可能性的环境条件复杂化。 它们是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声波修复（ｓｏｎｉｃ ｆｉｘ）”， 因为它们将一个系统性

的社会问题（即声音）转变为一个通过市场交换来解决的个体问题。
无论是在正式场合还是日常场合， “我们习惯于听（ｈｅａｒ）我们所惯听的（ ｌｉｓｔｅｎ ｆｏｒ）， 并假设我们听

到的是无可争议的” （Ｅｉｄｓｈｅｉｍ ２０１９： ５０）， 以致于当“我们随后听到它们， 并且因为我们听到它们， 我

们便相信感知到的意义已被验证”（５１）。 当我们正聆听的和我们所听到的之间存在一个差距时， 这最为

明显。 尼娜·孙·艾德森（Ｎｉｎａ Ｓｕｎ Ｅｉｄｓｈｅｉｍ）曾提供一个突出的例子， 关于一位叫安吉丽娜·乔丹

（Ａｎｇｅｌｉｎａ Ｊｏｒｄａｎ）的年轻挪威女孩表演比莉·哈乐黛②（Ｂｉｌｌｉｅ Ｈｏｌｉｄａｙ）的《黑色星期天》（Ｇｌｏｏｍｙ Ｓｕｎｄａｙ）
一曲。 令观众（包括乔丹进行表演的电视节目里的观众， 艾德森展示自身研究时的观众以及艾德森自

己）震惊的是， 他们有关嗓音（ｖｏｉｃｅ）③是一个独特身份的本质性表达的信念被打破了。 哈乐黛的嗓音一

直被本质化为黑人苦难的表达与她自己独特的自传； 它被听作是一个黑人（Ｂｌａｃｋｎｅｓｓ）的故事和她自身

的苦难、 悲剧等故事的表达。 那么这个来自挪威的年轻女孩怎么会听起来如此相似？
这个破坏在教育学上（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ｌｌｙ）是强有力的， 但也是含混的。 一方面， 它能强化我们对音色

（ｔｉｍｂｒｅ）作为本质的承诺。 这种情况中， “听者在他或她的脑海中持有一个原初嗓音（ｖｏｉｃｅ）的图像， 并

把它与现有证据进行比较， 这些证据是或多或少具有某种保真度的良好的（嗓音）复制品” （Ｅｉｄｓｈｅｉｍ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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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俄耳甫斯式媒介”（ｏｒｐｈｉｃ ｍｅｄｉａ）是哈古德提出和探讨的一个声音研究领域的概念。 他曾在一个学术访谈中提

到， 之所以选择这个术语， 源自他本人对古希腊神话人物俄耳甫斯（Ｏｒｐｈｅｕｓ）的迷恋。 在希腊神话中， 俄耳甫

斯是一位能够弹奏强大乐声并具备非凡音乐天赋的角色。 哈古德用“俄耳甫斯式的媒介”来指称当代生活中已较

为普及的声音自控（ｓｏｎｉｃ ｓｅｌｆ－ｃｏｎｔｒｏｌ）装置， 例如： 降噪耳机、 白噪音机， 以及手机上丰富的提供自然声音的移

动应用（ａｐｐｓ）等。 参见杜克大学出版社对哈古德的一则采访： Ｑ＆Ａ ｗｉｔｈ Ｍａｃｋ Ｈａｇｏｏｄ， Ａｕｔｈｏｒ ｏｆ Ｈｕｓｈ。 （译者

注）
Ｂｉｌｌｉｅ Ｈｏｌｉｄａｙ（１９１５－１９５９）， 美国著名黑人爵士歌手。 （译者注）
参 Ｍｅｒｒｉａｎ－Ｗｅｂｅｓｔｅｒ 辞典有关 ｖｏｉｃｅ 和 ｓｏｕｎｄ 的定义， ｖｏｉｃｅ 是比 ｓｏｕｎｄ 更具体的概念， 前者主要是人类用自身器

官发出的声音， 后者指任何可被人类听觉所感受的感觉和存在。 （译者注）



２０１９： １６４）。 换句话说， 音色并未被作为音色听见。 另一方面， 音色与本质间的关系会被弱化。 当我们

“既听到眼前歌手的嗓音又听到那个改变有关被模仿嗓音的观念（ ｉｄｅａ）的嗓音”， 我们应该会被触动进

而“质疑关于声乐本质的假设所依赖的基础” （Ｅｉｄｓｈｅｉｍ ２０１９： １６５）。 那么， 教育学的任务就是要去聆听

（ｌｉｓｔｅｎ ｔｏ）我们的聆听实践（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对艾德森而言， 这种教育学包括 “证明探索每个嗓音中固有的广泛音色潜能的实际经验为任何单一

音色提供了一个视角”（５７）， 因而“每一个音色的品质或意义都可以被审视”（５８）。 作为一种无限的潜

能， 音色本身并不拥有或传达任何意义； 相反， “任何和所有的意义都在形式之外产生”（１８４）。 这并不

意味着排斥政治， 而是将政治与潜能保持在张力状态。 当我们意识到 “一种（音色的）风格与技巧的集

合可以通过一个名称来区分， 那它也可能通过另一个名称来区分， 还有另一个名称， 以及再一个名称”
（１９３）。 音色的无限潜能通过每一个特定的切实化（ａｃ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而显现出来， 这个过程挑战了关于人的

“本质”的假设。
这种教育学过程（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的一个后数字案例可在自动调谐（ａｕｔｏｔｕｎｅ）技术中找到。 有趣

的是， 人们开发自动调谐技术是为了通过消除偏离于预期声音的音高和频率的偏差来纠正或加强人的

乐声（ｖｏｃａｌ ｓｏｕｎｄｓ）。 那么， 在某种意义上， 开发此类技术是为了关闭音色的多样可能性。 然而， 随着

时间的推移， 自动调谐的其它潜能以突出的对嗓音的数字干预或使数字与嗓音互动的方式得到探索。
在这里， 机器的声音与人类的嗓音融合在一起： “当嗓音被操纵并具有了机械或机器人的声音时， 它与

歌手的真实 ‘自我’之间的联系就被打破了。”（Ｂｒøｖｉｇ－Ｈａｎｓｓｅｎ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ｓｏｎ ２０１６： １２８－１２９）
由于我们主导性的假设将嗓音（ｖｏｉｃｅ）同人的本质联系起来———从而剥夺了那些没有嗓音或是嗓音

不被听见的人的能动性地位———对嗓音的公然自动调谐仍是有争议的。 不仅如此， 自动调谐后的嗓音

令人不安。 正如多米尼克·佩特曼（Ｄｏｍｉｎｉｃ Ｐｅｔｔｍａｎ， ２０１７： ３９）所言， 当嗓音作为与人的内在性相联

系的假定工具以如此的方式同数字融合在一起， 我们意识到“嗓音有了一些深刻的非人格（ ｉｍ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的东西， 一些陌异的东西”。 人类和机器之间的界限模糊了， 各自的声音携带着自身的局限与潜能出

现。 然而， 我们不能不加批判地庆祝这样的机遇， 因为这些后数字声音教育学的机会同时也是资本和

国家的机会。
【作者简介： 德里克·Ｒ·福特（Ｄｅｒｅｋ Ｒ． Ｆｏｒｄ）， 美国迪堡大学助理教授。 译者简介： 黄万飞， 华

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后。】

（责任编辑　 王建平）

·８２·

《现代教育论丛》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总第 ２４４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Ｎｏ． ２， ２０２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Ｎｏ． ２４４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１－１１－１５

“双减”政策下的私人家教： 无序风险与规范向度

余　 晖　 胡劲松

（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广州　 ５１０６３１）

　 　 摘　 要：在中央“双减”政策背景下， 课外补习市场正逐渐从培训机构转移到私人家教。 家

教活动隐蔽性较强、 功利应试色彩较浓、 逐利性特征明显， 存在无序发展的风险。 若不能及

时加以规范， 或将消减“双减”政策的实效性： 加重家庭经济负担， 增加学生学业负担， 加剧

教育系统内卷， 损害群体教育公平。 规范私人家教， 应处理好国家监管、 个体选择与教育规

律间的矛盾及张力， 凸显合法性、 选择性与有序性三大价值向度。
　 　 关键词： 双减； 学业负担； 校外培训； 私人家教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２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２０９５－６７６２（２０２２）０２－００２９－０８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４ 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

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政策）， 确立了“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

工作目标。 作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布局， “双减”政策所指向的“学业负担”并非

单纯教育教学意义上的负担， 而是涉及千家万户的民生负担［１］， 是对近年来教育内卷化、 社会阶层固

化、 家长教育焦虑、 教育支出高昂、 学生身心负担加重等问题的综合治理［２］［３］。 随着校外培训机构的

全面整顿， 课外补习市场正悄然发生着一个变化： 相关学科辅导业务逐步从培训机构转移至私人家教。

由于私人家教活动隐蔽性强， 市场化程度高， 监管难度大， 存在着无序发展的风险， 或将消减“双减”

政策的实效性。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进行资料收集。 通过问卷调查， 对广州、 深圳、 南昌、 佛山

等四地共计 ２ ３９１ 名相关人员进行调研， 其中包括： １ ９２１ 名家长、 ２３３ 名培训机构教师、 ２３７ 名大学生

家教（表 １ 为问卷调查对象列表）。 通过半结构式访谈， 对广州和南昌两地共计 ３０ 名相关人员进行调

研， 其中包括： １４ 名家长、 ８ 名培训机构教师、 ８ 名大学生家教（表 ２ 为访谈对象列表）。 基于实证研

究， 对“双减”政策背景下私人家教的发展态势及无序风险进行了研判， 从学理与现实层面探讨了私人

家教的合法属性、 价值定位及其合理规范， 并提出了规范私人家教发展的三大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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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问卷调查对象列表

地区
家长

培训机构教师 大学生家教 总计（人）
小学 初中 高中

广州市 １６１ １５３ １５８ ７３ ９１ ６３６

深圳市 １６５ １５９ １６４ ６２ ５４ ６０４

佛山市 １５４ １６２ １５７ ４３ ４０ ５５６

南昌市 １６８ １５８ １６２ ５５ ５２ ５９５

总计（人） ６４８ ６３２ ６４１ ２３３ ２３７ ２３９１

表 ２　 访谈对象列表

地区
家长

培训机构教师 大学生家教 总计（人）
小学 初中 高中

广州市 ３ ２ ２ ５ ５ １７

南昌市 ３ ２ ２ ３ ３ １３

总计（人） ６ ４ ４ ８ ８ ３０

一、 双减政策推动课外补习市场转向私人家教

“双减”政策出台的重要动因在于大量校外学科培训被异化为功利性应考工具， 造成了超标超前学

习、 学业负担过重等影响学生学业和身心发展的问题。［４］部分校外培训机构的过度逐利行为和制造教育

焦虑的渲染手段， 加重了家长的经济和精力负担。［５］随着“双减”政策的出台， 校外培训行业无序发展的

乱象得到了全面规范。 然而， 由于教育考试制度具有较强的筛选功能， 中小学生的课外补习需求将持

续存在。
（一）教育考试筛选功能决定了补习市场将持续存在

在“双减”政策下， 校外培训机构学科类培训活动（作为“供应方”）的减量并不意味着中小学生实际

补习需要（作为“需求方”）的自动减少。 由于教育考试制度具有较强的筛选功能， 特别是高考和中考承

担着较强的选拔与分流功能， 中小学生的课外补习需求将会长期存在。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其

教育制度的设计始终将维护公平作为一项重要价值准则。［６］ 具体到招生和考试制度的设计中， 高等院校

和高中学校将绝大部分录取名额投放给通过统一考试渠道报考的考生， 并将高考和中考的具体形式设

定为标准化笔试， 从而尽可能降低考试和招生过程中人为因素的影响。 这一刚性制度设计不同于很多

西方国家“弱考试、 强面试”的弹性制度设计。 尽管西方的这种制度能够通过较大的面试权重避免单纯

依赖笔试所产生的测量偏差问题， 从而选拔出具有较强综合素质或特殊天赋的学生， 但其在实施过程

中同样容易造成学生家庭背景影响面试成绩的“阶层再生产”现象。［７］相比而言， 我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突

出公平性原则， 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特色。
尽管教育考试中的标准化设计能够有效保障最终考试环节的公平性， 却难以杜绝中小学校及学生

在应考过程中的“开小灶”行为。 由于中考和高考属于高利害性考试， 其结果将对学生的未来发展产生

重大影响， 加之中华文化中固有的“惟有读书高”的群体心态， 家长们普遍愿意“砸锅卖铁”支持子女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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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以实现子女的阶层跃升或优势延续。 在升学名额有限的情况下， 升入理想学校的分数线将随着学

生整体应试能力的提升而水涨船高。 因此， 对于考生而言， 即便其具备较强的应试能力， 其在应试中

具备的竞争力也并不绝对， 因为最终的录取结果取决于竞争中其他考生的实力。 对于具备一定经济条

件的家庭而言， 维持子女应试竞争力最有效的方式便是参与课外补习， 而补习的具体形式既可以是培

训机构举办的学科培训班， 也可以是聘请私人家教进行一对一或小班化辅导， 部分教师家庭还出现了

几个家庭抱团相互辅导对方子女的现象。 在未来， 只要教育考试筛选机制不发生重大调整， 中小学生

课外补习的需求就会持续存在； 与此相应， 课外补习市场也将会持续存在。
（二）“双减”政策的附带效应推动私人家教快速增长

随着校外学科培训的式微， 大量家长开始为子女寻求替代性补习渠道， 使得私人家教成为热门选

项， 这也是“双减”政策的附带效应［８］。 本调研显示： 高达 ８７％的受访家长表示不会因为“双减”政策而

放弃子女的校外学科培训； 同时， ３７％的家长愿意接受一对一（或小班化）家教作为原校外培训班的替

代形式。 在 ２０２１ 年暑假， 大学生家教的需求量（特别是在小学阶段的需求量）相比往年有了显著提高，
多数从业人员的业务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５０％—１００％。 此外， ４３％的受访培训机构教师表示“转入（或
暂时转入）私人家教行业”是其未来再就业的可能选项。 若通盘考虑家长对于课外补习的持续热情， 以

及自暑假以来快速增长的私人家教业务量， 加之校外培训机构转型背景下从业人员涌入家教市场的潜

在趋势， 不难预测， 短时间内私人家教市场的规模将会持续扩大。
在“双减”政策下， 私人家教的从业形态发生了一定的改变。 当前主要有四种类型： 一是大学生利

用课余时间兼职从事家教———特别是重点高校及师范类院校本科生及研究生， 这也是 ２０２１ 年暑假增长

最快的一种家教形式。 大学生群体主要依托所在高校的家教中心从业， 其辅导内容主要针对中小学各

科课程， 同时也有部分对口专业的大学生从事文艺、 体育或科技特长培养， 其收费标准相对于其他几

类家教从业人员较为平价。 二是培训机构学科教学人员转型成为个体家教从业人员。 受“双减”政策影

响， 大量校外培训机构的学科培训业务面临转型、 裁员甚至关停， 使得部分学科教学人员在短期内面

临再就业， 而转入私人家教领域继续从事学科辅导成为其重要选项。 三是部分在职中小学老师利用课

余时间从事私人家教。 由于“双减”政策规定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利用寒暑假、 节假日和周末开展学科类

培训， 部分有学科培训需求的家庭便转而寻求在职教师进行辅导， 往往采取“地下”形式一对一或组团

式开展。 四是有一技之长的社会人士全职从事家教。 这一群体的从业形式多为个体经营的家教工作室，
也有少量人员从事上门家教业务， 其辅导内容多为才艺培养。 与大学生家教相比， 后三类家教从业人

员的专业性更强， 收费也相对更高。

二、 私人家教无序发展的动因及其表征

由于私人家教活动隐蔽性强、 监管难度大， 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其功利性和逐利性行为将形

成无序发展的乱象。 应当指出的是， 私人家教的无序发展风险并非由“双减”政策本身所造成， 由于“双
减”政策正处于落地初期， 中央和大部分地区的相应政策文本中尚未针对私人家教做出专门规定， 使得

部分家教从业人员和机构获得了变相违规培训的空间。 随着课外补习市场从培训机构转向私人家教，
部分家教从业人员、 家长和培训机构的“共谋”行为助长了家教活动的无序发展苗头。

由于私人家教活动隐蔽性较强， 其规范发展面临着一定挑战。 若将校外培训机构办学比喻为“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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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作战， 则私人家教活动可类比为“游击战”或“地道战”： 从业人员无需进行登记注册， 业务往来多

为应家长主动要求， 通过熟人间彼此介绍， 不依赖固定的办公场所， 辅导地点多为学生或教师家中，
或是租借写字楼作为课室， 没有明显的挂牌和宣传。 因此各部门在监管方面具有较大的难度， 难以做

到有效根除。 同时， 随着“双减”政策对校外培训行为的监管逐步走上正轨， 部分以应试培训为目的的

家教活动转入“地下”。 其结果是： 在缺乏可靠中介平台及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下， 一些不法分子可能会

以大学生家教的名义上门， 危及家庭人身财产安全； 而对于从事上门辅导的家教人员来说， 由于缺乏

可靠的中介平台保障， 其自身也面临一定的人身财产安全风险； 若“地下”家教活动中出现费用纠纷或

师德操守（如教师体罚学生）问题， 家长和家教人员双方都可能面临维权困难。 以上安全及法律风险将

成为有关部门治理私人家教的难点。
就私人家教的服务形式与内容而言， 一对一或小班化的辅导模式容易使其成为部分家庭开展应试

教育的工具。 对于部分家长而言， 无论是“双减”政策所重点治理的校外培训行为， 还是私人家教或其

他形式的“开小灶”行为， 其实质都是帮助子女进行应试辅导的工具。 若有关部门未能对家教辅导的内

容实现有效治理， 家教活动将会演变为一种变相的应试工具。 一旦部分学生开始聘请家教并取得考试

成绩上的优势， 就会倒逼其他同学进行效仿， 而部分经济条件较好的家长能够为其子女聘请多科家教。
本调研显示， 在为子女聘请学科家教的家庭中， ３２％的家庭聘请了 ２ 科及以上的家教， 有 ８％的家庭聘

请家教的数量达到了 ３ 科及以上。 这种功利性竞争模式一旦开启就很难自动停止， 且会从一门科目蔓

延至多门科目， 层层加码， 最终导致各科间的恶性竞争。
随着家教目的的功利化转向， 私人家教活动将会逐步取代校外培训机构在课外应试教育活动中的

角色， 导致超标超前学习。 本调研显示， 自 ２０２１ 年暑假起已有部分私人家教开始替代校外培训机构开

展应试教育： 一是进行超难度学习（占学科类家教活动的 ４３％）， 即学习内容超出学校正常的授课难度，
甚至进行系统化刷题训练， 这也是 ２０２１ 年暑假以来学科类家教活动中的普遍现象。 尽管对于参与家教

辅导的学生个体而言， 超难度学习并非辅导中的主要内容， 但这一现象的普遍化折射出不少家庭对功

利应试性家教辅导的广泛需求， 并可能随着内卷化应试竞争的加剧而愈演愈烈。 二是进行超进度学习

（占学科类家教活动的 １７％）， 即家庭教师提前为学生讲授下学期的学习内容， 人为地加速其学习进度，
从而让学生在与同学的竞争中实现“先发制人”。 三是进行超纲学习（占学科类家教活动的 １３％）， 即学

习超出课纲和考纲范围的知识， 从而为学生的后续学习积累优势， 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具有较好学业

基础的学生身上。
同时， 作为一种市场化的营利行为， 私人家教的逐利性使其存在无序收费的风险。 在当前缺乏针

对私人家教活动的指导性收费标准的状况下， 私人家教的收费标准将游走于监管的灰色地带。 若出现

特定科目家教资源供不应求的状况， 热门家教老师的收费将会水涨船高， 超出合理水平。 部分家教从

业人员也可能利用家长的教育焦虑心态， 游说家长扩大家教的时长和内容量［９］， 如以子女应试能力不

足为由劝说家长购买额外的应试辅导服务。
此外， 在“双减”政策对校外培训机构的大力整顿下， 部分培训机构将应试培训转入“地下”， 与私

人家教行为汇流。 例如， 部分培训机构采取“换汤不换药”的策略， 将语文课改名为“人文素质拓展”，
将数学课改名为“逻辑思维拓展”， 或是以高中课程名义招生但实际讲授初中课程内容。 同时， 部分培

训机构开始转型拓展学科家教业务， 其市场性与逐利性也会驱使家教服务带上功利应试色彩， 并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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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隐蔽的“地下”形式转型。

三、 私人家教无序发展或将消减双减政策实效性

私人家教的无序发展将会加重家庭经济负担和学生学业负担， 加剧教育系统内卷化、 损害群体教

育公平， 从而消减“双减”政策的实效性， 带来政策失效的风险， 破坏基础教育的良性生态。
第一， 私人家教的过度逐利行为将会加重家庭经济负担。 一对一或小班辅导家教相对于培训机构

大班授课的优势在于， 教师能够有效回应学生的个体化需求实现对症下药， 但这一形式所产生的费用

也相对较高。 作为一种课业辅导的“ＶＩＰ 服务”， 私人家教的人力成本远高于培训机构的大班授课。 同

时， 不同的学习科目往往需要聘请多位家教老师———本研究对象中有近 １ ／ ３ 的家庭便属于这种情况，
因而家长需要承担更多的家教费用。

第二， 超标超前学习行为将会加重中小学生学业负担， 进而对学生的学业和身心发展造成一系列

负面影响： 一是异化学生的学习动机， 致使其对所学科目的实际内容失去兴趣， 片面关注与考试相关

的内容， 失去学习后劲。 二是加重学生的心理压力。 由于超进度、 超纲和超难度学习需要学生较高的

认知能力和充足的精力作为保障， 若学生不具备上述条件则会感受到吃力， 并产生一定的心理负担。
三是影响学生的身体健康。 过量的家教辅导会挤压学生课后的自由支配时间， 影响其正常的锻炼、 休

息和睡眠， 增加其近视率和肥胖率。
第三， 功利应试辅导行为将会加剧整个教育系统内卷化。 从教育系统宏观层面看， 学生间的内卷

化应试竞争仅仅是为了争取有限的升学名额， 它既不会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 也无法缩小区域

和群体间的教育资源差距， 同时也不能提升学生的实际学业水平和综合素养。 因此无论是在提高教育

质量、 促进教育公平还是促进学生发展等层面， 都无法产生实际的社会效益。
第四， 高额收费将对寒门子弟造成逆向淘汰， 损害群体教育公平。 对于大多数农村家庭、 外来务

工家庭、 低收入家庭和多子女家庭来说， 聘请私人家教是父母难以负担的一笔费用。 若私人家教的无

序发展得不到控制， 成为中小学生课外学习的新常态， 则会加剧寒门学子在应试竞争中的不利处境，
形成逆向淘汰， 拉大教育中的“贫富分化”。

值得注意的是， 在教育公平层面， 私人家教的无序发展或将放大城乡、 群体和家庭间的教育资源

差距。 具体而言： 一是加大城乡间的教育鸿沟。 目前， 私人家教主要盛行于城市（特别是大中型城市），
农村的经济社会环境无法支撑成型的家教培训市场， 且农村居民大多属于中低收入人群， 无力负担私

人家教费用。 因此， 私人家教在城市中的常态化， 将会使得农村学生在应试竞争中整体处于不利地位，
加大城乡间的教育鸿沟。 二是加剧不同收入群体间的教育差距。 私人家教较高的收费门槛使得高收入

家庭在这一竞争中处于优势———可以为子女聘请多科家教老师； 而工薪阶层、 外来务工人员等低收入

群体则难以承担私人家教费用， 或是至多能承担一至两门家教的费用。 随着私人家教的盛行， 低收入

家庭子女将会被置于应试竞争中的不利地位。 三是加剧独生子女和多子女家庭间的教育差距。 在实施

三孩政策的大背景下， 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家庭成为多子女家庭。 相比于独生子女家庭， 多子女家庭的

父母所要承担的家教费用将会翻倍， 成为一项巨大的家庭开支。 这一局面将使得独生子女得以享受更

为充裕的家教资源， 并在学业竞争中取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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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私人家教的规范向度： 合法性、 选择性与有序性

尽管现实中私人家教的无序发展并非“双减”政策设计者所能预料， 但这一现象却是该政策在执行

过程中的附带产物。 相关部门若不能对私人家教的无序发展加以有效防范， 将有可能造成“双减”政策

目标的失真或偏移。 对此， 在“双减”政策落地之初， 相关部门应及时针对现有的问题苗头进行诊断，
防患于未然。 当前， 私人家教的无序发展苗头尚处于可控范围之内， 下一步若通过一系列平台、 机制

和标准建设， 将能够实现对私人家教行为的有效规范， 从而更好地达成“双减”目标。 对此应处理好国

家监管、 个体选择与教育规律间的矛盾张力， 统整社会公义、 个体差异与自由选择等多元价值目标，
突出其合法性、 选择性与有序性。

（一）实现公权力对个体学习权的让渡

“从国家与教育关系的角度看， 教育选择其实是公与私、 官与民、 强制与自由相互博弈的结

果。” ［１０］就“双减”政策而言， 一方面， 其对于个体教育选择权的规范并非绝对的限制， 因为该政策对课

外辅导的限制主要是针对培训机构这类特定机构的学科类培训行为， 而对于私人家教及其辅导的内容

则未作出限定， 体现出国家公权力对个体学习权的让渡。 另一方面， 个体对于校外培训和私人家教（包
含其教育内容）的选择权亦非完全意义上的自由选择， 而是受到国家公权力的约束， 这种约束的背后是

保障社会公义的价值准则。 整体而言， 私人家教作为个体的一种教育选择， 其合法性源于国家公权力

（权力）与个体学习权（权利）之间的平衡， 关键在于公权力对个体学习权的让渡。
在现实中， 部分中小学生确实存在正当的学科辅导需求， 如； 部分学生在特定科目上无法跟上所

在班级学习进度（在以“补差”为目的的家教辅导中， 有 ４１％的辅导内容为复习旧知识， 帮助学习进度滞

后的学生巩固基础知识［１１］）； 另有部分学生希望聘请家教老师帮助其巩固深化在校所学知识； 也有部

分学生对特定科目具有浓厚兴趣且希望在课后进行拓展性学习。 私人学科家教有助于满足学生个性化、
差异化的学业需求， 这也是其现实合理性的根源。

若从合法性角度进行审视， 我国现行的教育及民事法律法规中并未禁止私人家教行为（包括了学科

与非学科类家教）。 换言之， 学生聘请私人家教属于行使学习权， 受到教育法保护； 而家教从业人员提

供辅导并获取报酬则属于行使劳动权， 受到民事法保护。 因此， 在保障学生学习权以及家教人员劳动

权的双重意义上， 对私人家教进行限制都于法无据。 此外， “双减”政策本身也并未限制私人家教开展

学科辅导， 其政策目标在于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而不是对学生正当的课外学习需求进

行约束。
应当注意， 并非所有的家教行为都具备合法性基础。 现实中依然存在诸如在职教师从事有偿家教

等违反政策法规、 损害教育公平的行为， 以及“双减”政策所要治理的超标超前学习、 功利应试等家教

辅导行为。 因此， 私人家教活动应当在法律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开展。
（二）凸显因材施教与全人发展的价值

作为一种非正式形态的教育活动， 私人家教的功能定位与教育活动的根本目的一致， 都在于促进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１２］就其教育属性而言， 私人家教的独特价值在于为个体提供教育选择的机会， 尽可

能满足个性化与差异化的学习需求， 实现因材施教。 由此， 因材施教的家庭教育、 强基固本的学校教

育和融入生活的社会教育形成了一种教育合力， 共同推动着学生实现全人发展。［１３］ 作为一项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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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对于社会公义的追求并不意味着对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的否定， 这一点特别值得政策解读者们

注意。
然而在现实中， 由于教育考试制度具备的筛选功能， 加之过去十多年间校外培训机构的无序发展，

导致课后补习被异化为功利应试的工具， 这也是“双减”政策出台的初衷。 尽管家教辅导应当满足学生

在学科方面的合理学习需要， 但其内容不应片面限定于学科辅导， 而应当以发展学生课余爱好（特别是

文艺、 体育和科技特长）为主， 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为目标。 在这个意义上， “双减”政策对校外学科培

训的培训时间及内容的限定也同样适用于私人家教的学科辅导， 即“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 休息日

及寒暑假期”且“严禁超标超前培训”。 而对于才艺类家教辅导而言， 其开展的时间则不受上述规定限

制， 只要是安排在课余时间且有助于达到放松学生身心的效果， 均可以正常开展。
（三）保障家教组织形态的多样及有序

学生个体学习需求的差异性决定了家教组织形态的多样性， 这也是家教活动生命力的来源。 首先，
在组织性方面， 家教活动包括了个体从业和依托机构从业等类型。 前者包含个体经营工作室或上门辅

导等形式， 后者包含依托培训机构或高校家教中心开展家教等形式。 其次， 在专业性方面， 家教活动

包括了全职从业和兼职从业等类型。 前者包含个体家教从业和依托辅导机构从业等形态， 后者主要表

现为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兼职从事家教活动。 最后， 在沟通渠道方面， 私人家教与家长的对接渠道主

要包括熟人介绍、 微信 ／ ＱＱ 群推介、 中介机构推介等， 其中个体家教人员主要依托第一种渠道， 兼职

从业人员主要依托后两种渠道。 总体而言， 私人家教活动的开展并不必然依赖特定的中介服务机构。
不论对于何种家教从业形态， 政府相关部门均应建立相应的监管机制， 以避免家教活动走入“地

下”和走向无序发展。 在监管主体方面， 应当由教育行政部门、 市场监管部门、 物价部门等多部门进行

协同配合， 且以教育行政部门为主。 由于私人家教既是一类教育活动同时也是一类市场性活动， 因此

教育部门主要负责的是内容监管、 人员审查、 平台搭建、 宣传引导和政策研拟， 而市场监管部门则配

合教育部门开展家教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及家教中介机构运行监管， 物价部门负责确定各类家教辅导服

务的指导性收费标准。 针对家教活动的不同从业形态， 应建立下列分类监管机制： 对于家教中介机构

和志愿服务机构应进行注册监管， 并建立相应的管理信息系统， 以全面掌握其师资情况、 费用标准及

辅导内容等核心信息； 对于个体家教从业人员， 无论全职或兼职从业均应进行登记备案， 保障家教活

动的规范开展及有效追责； 对于对接家长与家教从业人员的中介性平台， 如网站或微信 ／ ＱＱ 群等虚拟

网络平台， 应进行有效监控。
（四）确立从业资质的德行与操守标准

关于私人家教从业人员是否需要统一的资质标准， 涉及个体教育选择权与国家监管职能间的冲突

协调。 在现实中存在一定的两难困境： 一方面， 作为一种非正规的教育形式， 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

使得家教服务并不像学校课程教学那样具有明确客观的质量标准， 其成效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家长和

学生的满意度， 属于主观评价， 因人而异。 同时， 作为一种市场行为， 家教服务的“产品质量”亦应当

由购买服务的受众（即家长）而不是政府部门或公共机构进行判断， 即由市场本身的机制进行调整。 另

一方面， 作为直接面向未成年学生且多为一对一形式的辅导活动， 家教从业人员的德行及专业操守应

当由权威部门（即司法机关和教育部门）进行严格把关。 综合以上两方面因素， 应当确立针对私人家教

从业人员资质标准， 但具体内容应限定在对从业人员犯罪记录、 道德品行及专业操守等底线行为的把

·５３·

余晖， 胡劲松： “双减”政策下的私人家教： 无序风险与规范向度



关方面， 而无需针对其学历、 资质或专业能力做出限定。
具体而言， 由于私人家教的辅导内容并不直接指向由国家颁发的学业证书或技能资格， 因此并不

受国家对正规学校办学资质的限制， 其从业人员也并不需要具备“专业人员”的知识能力与从业资质。
换言之， 私人家教就其教育属性而言类似于父母对子女的学业辅导， 或者是社会生活中随时随地发生

的人与人之间的辅导行为。 由于其所指向的是学生个体化、 差异化的学习需求， 因而只要能够满足学

生的学习需求即达成了辅导目标。 尽管现实中大量家教从业人员事实上具备了教师资格证或相关行业

资格证， 但就其工作性质而言， 家教从业人员并不需要像学校教师那样经由官方资质认定而获得“专业

人员”的身份。 若对家教从业人员设定准入标准， 反而会妨碍家教市场中“供给端”与“需求端”的自由

对接， 造成人为添堵的反效果； 此外还将导致大量不符合相关资质的从业人员转入“地下”， 加大政府

部门的监管难度， 最终造成相关资质标准有名无实， 难以真正落地。
与此同时， 由于私人家教面向的是未成年学生， 其从业人员的犯罪记录、 道德品行及专业操守应

当由权威部门进行严格把关， 通过后方可发放（或续认）家教从业资格证书。 具体而言， 对家教从业人

员犯罪记录及道德品行的审核应由司法部门负责， 此外若其在取得从业资质后从事违法犯罪或严重违

反社会公德的行为， 则应吊销从业资格证书。 同时， 家教从业人员的专业操守应由教育部门进行考核，
若取得从业资质后出现违背教师专业操守（如辱骂、 体罚学生等）的行为， 则同样对其从业资格证书予

以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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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参与影子教育存在邻里效应吗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

徐丹诚　 薛海平

（首都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４８）

　 　 摘　 要：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ＦＰＳ）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数据， 运用二元 Ｌｏｇｉｔ 模型， 探究学

生参与影子教育是否存在邻里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 （１）学生参与影子教育存在邻里效应， 同

一社区影子教育参与率越高学生个体参与影子教育的概率越大， 将同一社区影子教育参与率

的滞后期纳入回归模型后结果依然显著。 （２）影子教育的邻里效应逐渐减弱， 同一社区影子教

育参与率的系数呈逐年下降趋势。 因此， 建议教育行政部门、 学校和社区有效落实“双减”政

策， 拓宽家校社共育途径， 引导家长树立科学育儿观； 居民社区应配合有关部门加大力度规

范校外培训机构宣传内容， 缓解家长教育焦虑， 抑制影子教育的邻里效应， 以期有效减轻学

生负担。
　 　 关键词： 影子教育； 邻里效应； “双减”政策

　 　 中图分类号： Ｇ４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２０９５－６７６２（２０２２）０２－００３７－０９

一、 引言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４ 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

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政策）。 “双减”政策将减轻学生校外培训负担提升至

空前高度， 这是因为影子教育（Ｓｈａｄｏｗ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在近 ２０ 多年来“野蛮生长”， 冲击了主流学校教育体

系， 严重破坏了教育生态。 影子教育作为提升学生成绩而进行的补充性教育活动［１］， 已经成为教育竞

争的重要形式［２］。 已有研究表明我国影子教育规模和支出呈逐年上升趋势［３］。 影子教育大规模扩张不

仅加重了学生的学业负担［４］和家长的精神负担， 高昂的影子教育支出也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
陡增的育儿成本将降低年轻人的生育意愿。 因此， 需要进一步探究学生参与影子教育的影响因素。 一

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学生个体特征、 家庭背景和学校排名、 区域等因素都会影响学生参与影子教育［５－８］。
这些研究均将学生参与影子教育看作是独立于群体的行为。

许多学者的研究结论表明学生的行为会受同辈群体行为的影响［９－１１］。 我国是典型的关系型社会［１２］，
人与人之间频繁的交流与互动， 使得中国居民的思想和行为易受他人行为的影响［１３］。 从社会心理学的

·７３·



角度看， 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 群体间通过长时间的互动， 个体的思想和行为会逐渐与群体趋同［１４］。
生活在统一社区中群体对个体的影响的现象称为邻里效应［１５］， 即社区邻里层次的特征对社区居民个体

生活所具有的影响［１６］。 因此， 学生个体可能会受到同一社区影子教育参与率的影响参与影子教育。 本

研究将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ＣＦＰＳ）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数据， 以居住于同一社区（包括农村村落和城

市社区）的家庭作为一个群体， 运用二元 Ｌｏｇｉｔ 模型考察学生参与影子教育是否存在邻里效应。
Ｍａｎｓｋｉ 认为家庭与邻里之间行为共同变动的作用机制是内生影响、 外生效应及关联效应。 内生影

响是指受到邻居行为或思想的影响， 这是本研究核心自变量同一社区影子教育参与率。 外生效应是指

邻居其他外部特征（如同一社区平均受教育年限、 平均职业层级等）影响参与影子教育行为， 关联效应

是指学生家庭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与某些类似特征的家庭居住在同一社区时所导致的参与影子教育行

为的共同变动［１７－１８］， 这两种机制将干扰对邻里效应是否存在的判断。 因此， 本研究将选取同一社区邻

里群体特征的平均值和社区特征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实证模型以减小外生效应和关联效应对研究结论的

影响。

二、 文献综述

（一）邻里效应

早在 １７ 世纪， 居住在弱势邻里中的居民更可能与犯罪、 低教育水平、 低社会经济地位和较高的疾

病发生率联系在一起等问题就已被人们认识到， 而邻里效应（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ｅｆｆｅｃｔ）作为专门的实证研究

始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１９］。 邻里效应最早出现于美国社会学家威尔逊（Ｗｉｌｓｏｎ）的著作《真正的穷人》， 通

过对美国城市中贫民窟的研究， 威尔逊发现邻里特征会影响居民的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２０］。
在教育学领域， 国外的研究多集中于探讨邻里外部特征对学业成就的影响， 而国内教育领域有关

邻里效应的研究较少， 已有研究表明学生的学业成就、 教育期望以及家庭的教育支出均存在邻里效应。
Ｏｗｅｎｓ（２０１０）基于全国青少年健康纵向研究数据（Ａｄｄ Ｈｅａｌｔｈ）， 研究发现邻里家庭社会经济背景与学生

教育程度呈正相关关系［２１］。 Ｗｏｄｔｋｅ 等（２０１５）采用 ６， １３７ 名儿童的追踪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发现， 弱势

社区对青春期学生的学业成绩存在负面影响［２２］。 Ｃｈｅｔｔｙ 等（２０１６）利用“搬向机遇（Ｍｏｖｉｎｇ ｔｏ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ＭＴＯ）”的试验数据分析发现， １３ 岁之前搬到低贫困社区的儿童会提升其升入大学的概率［２３］。 Ｗｏｄｔｋｅ
和 Ｐａｒｂｓｔ（２０１７）使用来自 ＰＳＩＤ 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 社区社会经济构成显著影响儿童和青少

年的阅读和数学成绩［２４］。 刘欣和夏彧（２０１８）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ＦＰＳ）２０１４ 年调查数据的城市样

本， 采用多层线性模型进行分析发现， 城市社区邻里效应对于青少年儿童学业成就的重要性， 邻里优

势集聚对学业成就的促进作用［２５］。 孙伦轩（２０１８）基于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ＣＥＰＳ）的实证

研究发现， 在青少年成长中存在邻里效应， 不同社区类型会给青少年自我教育期望和同伴上进程度带

来显著影响［２６］。 余丽甜和詹宇波（２０１８）基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 ＣＦＰＳ 数据研究发现， 同社区的家庭平均教

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支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２７］。
（二）邻里效应与影子教育

社区邻里和班级同伴对学生个体参与影子教育的影响， 均是从群体角度探讨影子教育的影响因素，
故本研究对邻里效应、 同伴影响与学生参与影子教育的文献进行综述。 方航等（２０２１）基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农户数据， 研究发现农户个体的教育支出会随其他农户教育支出的增长而增长［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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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东洋和吴愈晓（２０１８）对 ＣＥＰＳ 基线数据使用多层混合效应模型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班级内影子教育

参与比例越高， 学生个体参与影子教育可能性和支出越高［２９］。 杨莉（２０２１）基于 ＣＥＰＳ 两期数据研究发

现， 班级同伴校外补习支出对个体校外补习支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并且父亲为精英职业、 富裕家

庭学生校外补习支出受同伴效应的影响更大［３０］。 金红昊等（２０２１）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实证研究发

现， 班级平均补习参与率对学生个人的课外补习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３１］。
综上所述， 既有研究存在如下不足： （１）虽然已有研究证实了同一社区的邻里对学生学业表现和行

为具有显著影响， 学生参与影子教育也会受到同伴的影响， 但极少有研究探讨邻里效应与学生参与影

子教育的关系。 （２）多数学者将社区质量、 邻里社会经济地位等外生效应影响因素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未关注从众心理这一内生效应的影响（３）关于邻里效应的研究多采用截面数据， 会产生反射性问题， 影

响结果的准确性。 因此， 本研究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ＣＦＰＳ）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数据， 运用二元 Ｌｏｇｉｔ 模
型， 探究学生参与影子教育是否存在邻里效应， 并将同一社区影子教育参与率的滞后期纳入回归模型，
以克服反射性问题。

三、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ｈｉｎ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ＦＰＳ）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追踪数据， 该数据抽样采用了内隐分层的（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多阶段、
多层次、 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式（ＰＰＳ）。 样本来自中国除香港、 澳门、 台湾、 新疆、 西藏、
青海、 内蒙古、 宁夏和海南之外的 ２５ 个省、 市、 自治区的人口。 这 ２５ 个省、 市、 自治区的人口约占全

国总人口（不含港、 澳、 台）的 ９５％。 访卷包括三种： 村（居）问卷、 家庭问卷和个人问卷（包括 １６ 岁以

下的少儿问卷和成人问卷）， 分别以了解社区环境、 家庭环境及个体状况为目的， 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能够较好地反映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状况。 本研究 ５ 个年份基础教育的样本容量分别为 ６２７７、
６６９１、 ６８５７、 ６７６９、 ７３６４。

（二）变量说明

１． 因变量

本研究因变量为“是否参与影子教育”， 该变量的数据来源于成人和幼儿问卷中“是否参加家教 ／辅
导班”和“过去 １２ 个月课外辅导费（元）”合并而成， 若参与影子教育则编码为 １， 反之为 ０。

２． 自变量

本研究自变量为“同一社区影子教育参与率”。 ＣＦＰＳ 的调查具体到村 ／居委会层面， 居住于同一村

或社区里面的居民彼此间交流频繁且数量适宜。 因此， 本文根据村 ／居编码“ｃｉｄ”将同一个村 ／社区的家

庭汇总为邻里。 本研究借鉴 Ｌｉｕ 等（２０１４）和 Ｌｉｎｇ 等（２０１８）的做法， 采用当前研究中较为常用的邻里效

应计算指标， 将邻里效应定义为除家庭 ｉ 之外， 社区 ｃ 内其他家庭的平均影子教育参与数量［３２－３３］， 如

公式（１）所示：

ｐｅｅｒ＿ ｓｈａｄｏｗ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
－ｉ ＝

∑
Ｎｃ
ｓｈａｄｏｗ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ｓｈａｄｏｗ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

ｉ

Ｎｃ－１
（１）

其中， ｐｅｅｒ＿ ｓｈａｄｏｗ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
ｉ 为社区 ｃ 中家庭 ｉ 的影子教育参与情况， ∑

Ｎｃ
ｓｈａｄｏｗ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为社区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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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参与影子教育的家庭总和， ｐｅｅｒ＿ ｓｈａｄｏｗ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为社区 ｃ 除家庭 ｉ 之外其他家庭影子教育参与情

况， Ｎｃ为社区 ｃ 中样本家庭的个数。
３． 控制变量

本研究控制变量为可能影响学生参与影子教育的个人特征及其所在的社区特征， 及区位特征， 如

表 １ 所示。
表 １　 统计分析中的变量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因变量 是否参与影子教育 ０． 否； １． 是

自变量 同一社区影子教育参与率 连续变量

控制变量： 个人特征 性别 ０． 女； １． 男

父母受教育程度
１． 文盲 ／半文盲； ２． 小学； ３． 初中； ４． 高中； ５． 大专；

６． 大学本科及以上

父母职业层级 １． 下层； ２． 中层； ３． 上层

家庭人均收入 连续变量

控制变量： 邻里特征 同一社区平均性别 连续变量

同一社区平均父母受教育年限 连续变量

同一社区平均父母职业层级 连续变量

同一社区平均家庭人均收入 连续变量

控制变量： 区位特征 是否为重点校 ０． 否； １． 是

城乡 ０． 乡村； １． 城镇

地区 １． 东部地区； ２． 中部地区； ３． 西部地区

　 注： １． 关于父母的职业背景， 李春玲将职业分中上中产阶级、 中下中产阶段和底层阶级。 中上中产阶级包括： 机关

及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中层管理人员、 中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 一般机关干部公务员、 经济业务人员、 私营企业主

（雇工 ８ 人或以上）。 中下中产阶级包括： 基层管理人员、 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一般技术员、 企事业单位职员、 技术工人、
军人警察消防人员、 个体户 ／小业主（雇工 ８ 人或以下）。 底层阶级包括： 商业与服务业人员、 非技术工人、 农林牧渔业

人员、 自由职业者、 无业失业下岗家务人员。 根据李春玲的分类将中上中产阶级划分为上层阶层、 中下中产阶级划分为

中层阶层、 底层阶级划分为下层阶层。

四、 数据分析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表 ２ 呈现了本研究所用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由表 ２ 可得， ５ 个年份数据中个体参与影子教育的均值

分别为 ２３ ６％至 ２５ ７％， 同一社区影子教育参与率由 ２２ ３％至 ２５ ６％， 与全国影子教育参与情况大致

相当。 其他变量不再一一赘述。
　 　 （二）二元 Ｌｏｇｉｔ 模型回归结果

表 ３ 呈现了二元 Ｌｏｇｉｔ 模型回归结果。 如表 ３ 所示， “同一社区影子教育参与率”的估计系数均为

正， 且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说明学生参与影子教育的确存在邻里效应， 假设 Ｈ１ 成立。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

的系数分别为 ３ ４７２、 ２ ６５６、 ２ ５３７、 ２ ２７８ 和 ２ ０１５， 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从控制变量来看， 女性、
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 人均家庭收入层级越高、 重点校及城镇学生参与影子教育的概率更大， 父母职

业为上层或中层的学生参与影子教育的概率比父母职业为下层的大。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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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８ 年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是否参与影子教育 ０ ２５７ ０ ４３７ ０ ２３６ ０ ４２５ ０ ２４７ ０ ４３１ ０ ２４４ ０ ４２９ ０ ２４４ ０ ４２９
同一社区影子教育参与率 ０ ２５６ ０ ２７２ ０ ２３２ ０ ２４３ ０ ２３８ ０ ２５２ ０ ２２９ ０ ２４５ ０ ２２３ ０ ２５６
性别 ０ ５２０ ０ ５００ ０ ５２０ ０ ５００ ０ ５２０ ０ ５００ ０ ５３１ ０ ４９９ ０ ５２９ ０ ４９９
父母受教育程度 ２ ８９３ １ １４５ ３ ０９４ １ ０５７ ３ ０７６ １ １４２ ３ ０９７ １ ２０３ ３ ２８１ １ ２３９
父母职业层级 １ ４３２ ０ ５６７ １ ４７４ ０ ５８６ １ ６４９ ０ ６５３ １ ７４６ ０ ６６５ １ ７０２ ０ ６４４
家庭人均收入 ６７８３ ８６７５ １０４９３ １３１１４ １１８３４ ２５３９２ １７１１８ ５３４７０ ２０２２０ ５９８６１
同一社区平均性别 ０ ５２０ ０ １７０ ０ ５１６ ０ １６６ ０ ５１８ ０ １８６ ０ ５２９ ０ １９５ ０ ５２４ ０ ２０１
同一社区平均父母受教育年限 ２ ８７４ ０ ７８３ ３ ０８１ ０ ７０１ ２ ９６０ ０ ８３７ ３ ０１０ ０ ８０７ ３ １４９ ０ ８４２
同一社区平均父母职业层级 １ ３４９ ０ ３５０ ０ ８８５ ０ ４０５ １ ４５９ ０ ４３０ １ ５８１ ０ ４１８ １ ３８９ ０ ４５８
同一社区平均家庭人均收入 ６４０５ ５４３１ １０１１１ ６５８６ １０５５９ １０８９９ １５６４２ ３１７５８ １７００６ １４２０３
是否为重点校 ０ ０６５ ０ ２４７ ０ ２５９ ０ ４３８ ０ ２６２ ０ ４４０ ０ ２８４ ０ ４５１ ０ ２７６ ０ ４４７
城乡 ０ ３８０ ０ ４８５ ０ ３８５ ０ ４８７ ０ ４２４ ０ ４９４ ０ ４２６ ０ ４９５ ０ １４４ １ ７３１
地区 ２ ０４０ ０ ８１４ １ ９４５ ０ ８４５ １ ９６２ ０ ８３８ １ ９７２ ０ ８３８ １ ９５８ ０ ８４２

　 注： “是否为重点校”变量 ２０１０ 年所用问题为“就读是哪种类型的学校”， 而其余年份为“学校是否示范 ／重点”， 故均

值差别较大。

表 ３　 影子教育的邻里效应二元 Ｌｏｇｉｔ 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８ 年

同一社区影子教育参与率 ３ ４７２∗∗∗

（０ １６）

２ ６５６∗∗∗

（０ ２８）

２ ５３７∗∗∗

（０ １８）

２ ２７８∗∗∗

（０ ２０）

２ ０１５∗∗∗

（０ ２１）
性别

（以女姓为参照）

－０ ０４９

（０ ０７）

－０ ２６２∗∗

（０ １０）

－０ １４０∗

（０ ０８）

－０ ３７４∗∗∗

（０ ０８）

－０ ２６６∗∗∗

（０ ０９）

父母受教育程度
０ ２０４∗∗∗

（０ ０４）

０ ４３０∗∗∗

（０ ０６）

０ １２５∗∗∗

（０ ０４）

０ １９９∗∗∗

（０ ０４）

０ ３０４∗∗∗

（０ ０５）
父母职业中层

（以下层为参照）

０ ０９７

（０ ０８）

０ １１６

（０ １１）
０ １７４∗

（０ ０９）

０ ０４９

（０ １０）
０ ２９０∗∗∗

（０ １０）
父母职业上层

（以下层为参照）

０ ３５２∗

（０ １９）

０ ４３３

（０ ２７）
０ ３５１∗∗

（０ １５）

０ ５８４∗∗∗

（０ １４）

－０ ００９

（０ １７）

家庭人均收入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００３）

同一社区平均性别
－０ ０１１

（０ ２２）

－０ １６６

（０ ３１）

－０ １８３

（０ ２１）

－０ ０７０

（０ ２１）

０ １６９

（０ ２２）

同一社区平均父母受教育年限
０ １０３

（０ ０８）

０ ０７０

（０ １１）
０ ２０６∗∗∗

（０ ０７）

０ ２３９∗∗∗

（０ ０８）

０ ２１０∗∗

（０ ０８）

同一社区平均父母职业层级
－０ １７２

（０ １２）

０ １６６

（０ １４）

－０ １１９

（０ １１）

０ ０２０

（０ １２）

０ １８１

（０ １１）

同一社区平均家庭人均收入
－０ ００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００４）
是否为重点校

（以非重点校为参照）
０ ３５４∗∗

（０ １４）

０ ３９４∗∗∗

（０ １２）

０ １３２

（０ ０９）
０ １９５∗∗

（０ ０９）

０ １５８

（０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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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

（以乡村为参照）

０ １４１

（０ ０９）
０ ２９６∗∗

（０ １３）

０ ２７２∗∗∗

（０ １０）

０ １４７

（０ １０）

－０ ０２９

（０ １１）
中部地区

（以东部地区为参照）

－０ ０１７

（０ １０）

－０ １６６

（０ １３）

０ ０６１

（０ １０）

－０ ０２５

（０ １０）

－０ １０７

（０ １１）
西部地区

（以东部地区为参照）

０ ０６８

（０ １０）

－０ ４１０∗∗∗

（０ １３）

－０ ３５７∗∗∗

（０ １１）

－０ ４３５∗∗∗

（０ １１）

－０ ２２３∗

（０ １１）

常量
－３ ００３∗∗∗

（０ ２４）

－３ ３５８∗∗∗

（０ ３５）

－２ ７０８∗∗∗

（０ ２５）

－２ ８５９∗∗∗

（０ ２７）

－３ ７９９∗∗∗

（０ ３０）
Ｐ 值 Ｐ＜０ ００１ Ｐ＜０ ００１ Ｐ＜０ ００１ Ｐ＜０ ００１ Ｐ＜０ ００１
伪 Ｒ 方 ０ ２１８ ０． ２１２ ０． １７８ ０． １６３ ０． １６３
样本容量 ５ ０９８ ２ ５７７ ３ ７０８ ３ ６１３ ３ ２５５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 ∗∗∗ ｐ＜０ ０１， ∗∗ｐ＜０ ０５， ∗ｐ＜０ １。

　 　 （三）稳健型检验结果

表 ４ 呈现了影子教育的滞后期邻里效应二元 Ｌｏｇｉｔ 模型回归结果。 如表 ４ 所示， 滞后期系数分别为

１ ６２３、 １ ８０７、 １ ７７２、 １ ４８２， 均为正数且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结果证实了学生参与影子教育存在邻

里效应， 更好地克服了反射性问题， 研究结论更为稳健。
表 ４　 影子教育的滞后期邻里效应二元 Ｌｏｇｉｔ 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

同一社区影子教育参与率
１ ６２３∗∗∗

（０ ２４）

１ ８０７∗∗∗

（０ ２５）

１ ７７２∗∗∗

（０ ３０）

１ ４８２∗∗∗

（０ ３８）
个体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邻里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位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量
－３ ６８６∗∗∗

（０ ３４）

－３ ６６１∗∗∗

（０ ３４）

－３ ７７６∗∗

（０ ３９）

－３ ８５７∗∗∗

（０ ５５）
Ｐ 值 Ｐ＜０ ００１ Ｐ＜０ ００１ Ｐ＜０ ００１ Ｐ＜０ ００１

伪 Ｒ 方 ０ ２２６ ０ ２２０ ０ ２３２ ０ １５６

样本容量 ２ ６８５ ２ ５０１ １ ９１０ ８８５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 ∗∗∗ ｐ＜０ ０１， ∗∗ｐ＜０ ０５， ∗ｐ＜０ １．

五、 主要结论、 讨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ＦＰＳ）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数据， 运用二元 Ｌｏｇｉｔ 模型探究学生参与影子

教育是否存在邻里效应， 并得出如下结论：
１． 学生参与影子教育存在邻里效应

学生参与影子教育存在邻里效应， 影子教育的邻里效应表现为同一社区影子教育参与率对学生参

与影子教育具有稳健的显著正向影响。 首先， 根据参照群体理论， 个人是其成员的群体和那些个人并

非其成员的群体都可以构成某人态度、 自我评价及行为的参照群体［３４］。 因此， 同一社区的邻里可被看

作是学生和家长的参照群体［３５］。 受当前“就近入学”政策的影响， 同一社区的邻里也多为学生和家长的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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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辈群体。 同辈群体作为一个外在于个体或家庭特征之外的结构情境因素具社会遵从功能， 社会遵从

行为多数出于群体的压力或惩罚。 邻里在互动过程中， 会形成一定的舆论、 风气及行为规范， 产生一

种心理压力。 出于自尊、 声望和被他人所接受等心理需求， 多数人参与影子教育的行为对学生和家长

个体造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 若不遵从则可能会受到群体成员的排斥甚至惩罚。 所以， 学生需要参与

影子教育， 以维持对群体的归属［３６－３７］。 其次， 学生家长受“就近入学”政策所致的居住群分效应的影响

而感到焦虑， 从而对子女进行过度的和非理性的影子教育投资。 另外， 在家校社共育的过程中， 社区

未能满足学生校外个性化、 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和有效引导家长树立科育儿观， 且对校外培训机构在社

区线上线下的虚假宣传、 夸大宣传管控力度不足， 以至于学生和家长在焦虑氛围下疯狂“卷入”影子

教育。
２． 影子教育的邻里效应逐渐减弱

本研究发现同一社区影子教育参与率的系数呈逐年下降趋势， 影子教育的邻里效应逐渐减弱。 这

可能是因为， 随着城市化与市场化发展， 城市居民生活节奏加快导致其无闲暇时光与邻里交流， 现代

网络的迅速发展和住房结构的转换也逐渐减少了邻里间的社会联系［３８］。 已有研究表明， 有六七成的居

民不知道同一楼层邻居的姓名［３９］。 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也使得乡村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随着大量劳动力流入城市， 乡村地区的邻里关系表现出淡化趋势［４０］。 现如今发达的网络打破

了城镇和乡村居民的交流格局， 邻里间关于教育的交流不仅限于居住在一起的邻居， 学生和家长不限

于将邻里作为参照群体。
（二）政策建议

从古时“孟母择邻”到现代“择校而居”， 社区邻里对学生个体行为的影响不容忽视。 教育作为实现

代际流动的重要方式， 家庭教育支出又是决定子女教育机会的重要因素， 家庭在所属群体中对相对优

势的社会地位的追求将促使家庭追随其他家庭参与影子教育［４１］。 影子教育的邻里效应虽然在近些年来

呈减弱趋势， 但依然显著影响学生个体参与影子教育。 影子教育的邻里效应导致学生疯狂“卷入”影子

教育， 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 学生也背上了沉重的身心负担。 因此， 本研究尝试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以抑制影子教育的邻里效应， 有效减轻学生负担。

１． 落实“双减”政策， 拓宽家校社共育途径

“双减”政策的落实将有效降低影子教育的供给和需求， 降低同一社区影子教育参与率， 有助于抑

制影子教育的邻里效应。 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积极构建家校社共育的多种途径， 学校可定期开展家

长课堂、 家长沙龙等交流活动， 为家长提供科学的育儿引导和服务。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颁布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 （以下简称《家促法》）从法律层面提出社区应为家庭教育提供支持。 《家促

法》明确指出， 家庭教育指导机构对辖区内社区家长学校进行指导①。 因此， 教育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
着力推动建设覆盖城乡的社区家庭教育指导机构， 社区应积极建设学生活动中心， 为学生参与社会实

践、 社团活动、 志愿服务提供活动场所。 其次， 学校应与社区建立结对帮扶， 全面了解学生成长环境，
针对社区以及学生家庭情况， 依托社区家庭教育指导机构开展具有针对性的学生课后服务和育儿指导

服务。 社区也可以建立教育联席会议制度和街道—学校沟通机制［４２］， 向学校反映社区中学生和家长的

教育需求。 同时， 学校和社区应有效利用当地自然和人文资源， 联合博物馆、 科技馆和文化馆等专业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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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承接学生的课后活动， 进一步整合社会资源［４３］， 拓宽家校社共育途径， 满足学生校外个性化、 多

样化的教育需求， 引导家长树立科学育儿观， 破除“唯分数论”， 真正基于孩子的发展理性参与影子教

育， 减少学生和家长的影子教育需求， 避免盲目跟风和过度焦虑。
２． 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宣传内容， 缓解家长教育焦虑

有效落实“双减”政策还需校内外共同发力， 校外培训机构的虚假宣传营造了焦虑氛围， 在一定程

度上加剧了教育竞争， 以致形成影子教育的邻里效应， 最终将加重学生及其家庭负担。 截止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以“虚构、 夸大、 诱导”等违规行为为由已对 １５ 家知名培训机构进行顶额处

罚［４４］。 因此， 校外培训机构需要明确社会责任， 自觉遵守宣传准则。 同时， 居民社区应贯彻落实《关
于做好校外培训广告管控的通知》中“居民区不刊登、 不播发面向中小学（含幼儿园）的校外培训广告”
的要求①， 配合市场监管等部门持续加大校外培训市场监管力度， 坚决遏制虚假宣传、 夸大宣传等违规

行为， 依法依规严惩各种夸大培训效果、 误导公众教育观念和制造家长焦虑的广告行为。 社区应配合

各类新闻媒体积极宣传科学育儿观， 不炒作考试成绩排名和升学率， 营造良好社区育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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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课后服务政策工具选择及其优化
———基于 ２７ 份省级政策文本的计量分析

邓　 亮　 张一帆

（江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南昌 ３３００２２）

　 　 摘　 要： 本研究基于内容分析法构建政策工具和工作要素的二维分析框架， 对我国省级政

府课后服务政策工具构成进行计量分析。 研究发现， 我国课后服务政策工具选择存在内部结

构性失衡、 政策供给不均衡， 以及课后服务政策工具与工作内容要素间不匹配等问题。 应优

化政策工具的结构性， 提升课后服务政策的协同效力； 增强政策工具的均衡性， 实现课后服

务政策的长远目标； 完善政策工具的匹配性， 创设课后服务实施的良好环境。
　 　 关键词： 课后服务； 政策工具； 均衡； 匹配； 计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 Ｇ５２２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２０９５－６７６２（２０２２）０２－００４６－１０

　 　 课后服务是中小学课堂教学结束后， 由学校、 家庭和社会等多部门提供的一种不同于学校课堂教

学， 旨在保护和促进儿童成长的教育服务活动。［１］为全力做好课后服务工作， 解决“三点半”难题， 我国

教育部于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印发的《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
出， “广大中小学要积极开展课后服务工作” ［２］。 此后， 全国各省、 直辖市和自治区相继出台了省级层

面的课后服务政策实施方案。 然而， 政策制定并不必然意味着政策价值和政策目标的实现， 政策执行

作为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 受诸多因素影响， 尤其是“政策工具作为实现政策目标的基本途径， 其选择

是政策成败的关键” ［３］。 美国学者莱斯特·Ｍ·萨拉蒙（Ｌｅｓｔｅｒ Ｍ Ｓａｌｍｅｎ）指出“公共行动的失败不是源于

政府管理人员的无能或渎职， 而更多是由于他们使用的工具或行动方式” ［４］。 从当前政策执行情况来

看， 课后服务政策执行效果并未达到预期目标， “６６ ４％的教师和 ５４ ５％的家长认为课后服务形式单

一， 难以满足学生成长需求” ［５］。 为确保课后服务政策执行结果达到预期目标， 应关注其政策工具的使

用情况。 因此， 本研究依循政策工具视角， 构建“政策工具－工作要素”二维分析框架， 对我国省级政府

层面课后服务政策中政策工具的类型结构、 选取倾向及其对当前我国课后服务工作发展的影响等进行

分析， 以期从政策文本内部审视课后服务政策， 剖析文本内部政策工具的深层结构和互嵌关系， 揭示

政策工具选择和使用中存在的问题， 为今后课后服务政策科学出台和有效落实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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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策文本选择与分析方法

（一）政策文本选择

为保证研究样本的权威性和科学性， 本研究样本均来自教育部、 教育厅和教委网站发布的相关政

策， 共收集到全国 ２７ 个省份“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的政策文本（见表 １）。
表 １　 课后服务政策文本

编号 省（市、 自治区） 颁布时间 文件名

１ 湖北 ２０１６－０８－２４ 关于开展小学生课后在校托管服务的指导意见（试行）

２ 广西 ２０１７－１１－２０ 关于做好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３ 天津 ２０１７－１２－２２ 关于在我市中小学开展课后服务工作的通知

４ 广东 ２０１８－０３－２３ 关于做好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５ 福建 ２０１８－０３－２９ 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６ 北京 ２０１８－０９－１９ 关于加强中小学生课后服务的指导意见（试行）

７ 浙江 ２０１８－１２－１２ 关于进一步规范小学放学后校内托管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

８ 安徽 ２０１８－１２－１７ 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通知

９ 江苏 ２０１８－１２－２０ 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１０ 四川 ２０１９－０１－２６ 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

１１ 辽宁 ２０１９－０２－２０ 关于切实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通知

１２ 湖南 ２０１９－０２－２８ 关于做好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１３ 上海 ２０１９－０３－０１ 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的通知

１４ 河北 ２０１９－０４－０８ 关于做好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１５ 陕西 ２０１９－０５－２３ 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１６ 山东 ２０１９－０５－３０ 关于全面推进小学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１７ 内蒙古 ２０１９－０８－１６ 关于做好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１８ 新疆 ２０１９－０８－１９ 中小学校试点开展学生课后托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１９ 江西 ２０１９－０８－３０ 关于做好全省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２０ 海南 ２０１９－０９－２６ 关于做好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

２１ 黑龙江 ２０１９－１１－０６ 关于做好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２２ 甘肃 ２０１９－１１－１９ 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

２３ 重庆 ２０１９－１１－２８ 关于全面推进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

２４ 宁夏 ２０１９－１２－２７ 中小学生（幼儿）课后服务工作指导意见

２５ 河南 ２０２０－０５－２０ 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２６ 山西 ２０２０－１２－２８ 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２７ 吉林 ２０２１－０２－２６ 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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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研究方法

内容分析法是“对被记载下来的人类传播媒介的研究， 其本质是一种编码， 即将原始材料转换成标

准化形式材料” ［６］， 通过对质化文本内容所包含的信息进行规范性的分类编码和数理统计， 分析和验证

政策文本制定者的意图、 目标及有效性等［７］。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课后服务政策文本展开分析，
通过构建政策工具与工作要素二维分析框架， 对编码后的课后服务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

二、 课后服务政策分析框架构建

政策工具是政府为达到既定政策目标所采取的手段［８］， 也就是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果之间的桥梁。
政策工具的相关研究最早始于荷兰经济学家柯辛（Ｋｉｒｓｃｈｅｎ）等对经济政策工具的分类。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政策工具研究不断丰富和拓展， 并成为政策科学研究的焦点。 学者们依据不同标准对政策工具进行了

不同分类： 麦克唐纳尔（ＭｃＤｏｎｎｅｌｌ）等依据政策工具目的将其分为命令性工具、 激励性工具、 能力建设

工具和系统变化工具 ４ 种［９］； 施奈德（Ｓｃｈｎｅｉｄｅ）等人基于目标群体对政策反应的行为假设将其分为权

威、 能力建设、 激励、 象征及劝诫、 学习工具［１０］； 罗斯威尔（Ｒｏｔｈｗｅｌｌ）等将其分为供给型、 需求型和

环境型政策工具［１１］。 本研究认为罗斯威尔·罗伊的分类方法更为具体， 易于操作， 且该政策工具已广

泛运用于我国基础教育领域的政策文本中［１２］， 对于分析课后服务政策具有较好的适切性。
（一）Ｘ 维度： 政策工具类型维度

本研究将课后服务政策样本中的政策工具按照供给型、 需求型和环境型工具进行分类（见图 １）。 其

中， 供给型政策工具是指对课后服务起到推动作用的政策， 通常体现为政府通过提供基础设施、 教育

培训、 公共服务、 资金投入等有效手段来支持课后服务工作的开展， 它是我国课后服务工作持续推进

的基本保证； 需求型政策工具是指对课后服务起拉动作用的政策， 通常体现为政府通过政府购买、 公

私合作、 鼓励引导、 示范宣传来激发课后服务工作； 环境型政策工具是对课后服务产生影响的政策要

素， 包括目标规划、 金融支持、 管理措施和法规管制等。

图 １　 政策工具对课后服务工作的影响

　 　 （二）Ｙ 维度： 课后服务工作要素维度

政策工具类型呈现了课后服务政策的一般特征， 但难以反映课后服务工作的内在规律和特点， 而

这恰是制定课后服务政策和落实课后服务工作要关注的重点。 因此， 需要在政策工具维度基础上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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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结合课后服务工作的要素来构建课后服务政策的二维分析框架。 张亚飞通过对英美等主要发达国家

中小学课后服务研究发现， 课后服务工作包括“认识定位、 经费保障机制、 场所供给、 内容设计、 师资

配置、 质量监管”六大要素［１３］。 屈璐通过对我国课后服务政策的梳理发现， 课后服务工作包括“行政职

能、 实施对象、 服务内容、 经费保障、 人员推进”五方面要素［１４］。 本研究依据教育部《意见》及省级课

后服务政策文本的相关内容， 结合国内外已有研究对课后服务工作构成要素的分析， 将我国中小学课

后服务工作要素划分为总体要求、 服务内容、 师资队伍、 经费保障、 质量评价和监督管理六个方面。
其中， 总体要求是政策执行主体对课后服务工作应达目标与相关要求的认识与安排， 包括目标定位和

具体要求两个次级要素； 服务内容是课后服务应该提供何种形式的学习内容， 具体包括服务形式和服

务方式两个次级要素； 师资队伍是对从事课后服务工作的教师进行聘任、 培训以及评价等制定安排，
包含教师聘任、 教师培训和教师评价三个次级要素； 经费保障是开展课后服务所需要的经费支持， 具

体包括财政投入、 税收优惠、 费用收取三个次级要素； 质量评价是多元主体对课后服务质量的评价，
包括教学评价、 组织管理评价和社会满意度三个次级要素； 监督管理是为保障课后服务政策高效运转

所实施的保障性措施， 具体包括工作监督、 规范管理、 批评惩处三个次级要素。

三、 政策文本内容分析

政策文本内容分析是以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 对政策文本中的内容进行量化分析， 以发现文本深

层次内涵的一种研究方法。 该方法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文献定性研究的主观偏见， 增加研究的可信度，
因而广泛应用于政策研究当中。 本研究运用内容分析法对我国课后服务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 首先

是对政策文本进行内容编码， 其次依据构建的分析框架对编码内容进行计量分析。
（一）政策文本内容编码

依据构建的二维分析框架， 对研究样本进行内容编码， 并从纵横两个维度进行计量分析。 本研究

按照“省（市、 自治区）－章－节－条目”的规则， 对政策文本内容反复研读， 以具体条款中所表达的一句

话（以句号或分号为标准）作为编码依据与划分标准进行编码和归类统计。 编码由三个人共同完成。 编

码前先明确了编码的要求与标准， 然后三名研究人员运用独立评判法共同进行编码归类， 通过协商确定

编码中出现的不同意见。 具体操作步骤： （１）在充分理解研究设计和编码要求后， 三人同时独立对分析

单元进行类目编入， 得到初步编码表； （２）对比初步编码表， 对编码不一致的分析单元进行二次归类；
（３）最终形成了表 ２ 所示的内容编码一览表（由于篇幅限制， 此处仅展示部分编码内容）。
　 　 （二）Ｘ 维度分析

通过对 ２７ 份政策文本编码单元进行计量分析后， 得到课后服务政策工具分析结果（见图 ２）。 根据

量化统计结果可知， 我国课后服务政策综合运用了供给型、 需求型和环境型三种基本政策工具， 但三

者的使用频率存在较大差异。 其中， 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最多， 占比达到 ５８ ２２％； 其次为供给型政策

工具， 占比 ２４ ３９％； 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最少， 占比 １７ ３８％。 由此可知， 我国课后服务政策较为依

赖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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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课后服务政策文本的文献编码（部分）

省（市、 自治区） 章 节 条目 编码

海南省 二、 基本原则 （四）民主管理原则 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由学校统一组织或参与

实施， 服务方式、 服务内容、 安全措施、 收费

标准等事项要公开公正， 主动接受学生、 家长

和社会监督。

２０－２－４－１

……
北京市 一、 总体要求 （一）总体思路 普遍建立弹性离校制度， 以学校丰富多彩的课

外活动为基础， 以提供课后托管服务为基本内

容， 做好课后服务工作， 促进学生全面健康

成长。

６－１－１－２

……
宁夏自治区 五、 保障措施 （三）加强队伍保障 学校（幼儿园）开展课后服务可根据实际学生人

数组班， 对参加人数较少的可跨班级跨年级统

筹组班， 每个班应安排 １ 名教师负责管理服务。

２４－５－３－２

……

图 ２　 课后服务政策工具类型的比例图

　 　 对政策工具各维度的频次统计分析发现， 三种课后服务政策工具的二级分类中， 占比也各不相同，
且均存在明显倚重的政策工具类别。 在供给型政策中， 基础设施频次为 ５５， 占比 ５ １４％； 教育培训频

次为 ２４， 占比 ２ ２４％； 公共服务频次为 １２３， 占比 １１ ５０％； 资金投入频次为 ５９， 占比 ５ ５１％。 在需求

型政策中， 政府购买频次为 ２７， 占比 ２ ５２％； 公私合作频次为 ３８， 占比 ３ ５５％； 鼓励引导频次为 ７３，
占比 ６ ８２％； 示范宣传频次为 ４８， 占比 ４ ４９％。 在环境型政策中， 目标规划频次为 ７９， 占比 ７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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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支持频次为 ８２， 占比 ７ ６６％； 管理措施频次为 ３７３， 占比 ３８ ８６％； 法规管制频次为 ８９， 占比

８ ３２％。
（三）Ｘ－Ｙ 二维分析

为深入探究课后服务政策工具应用的具体领域差异， 本研究构建了“政策工具（Ｘ）－工作要素（Ｙ）”
二维分析框架， 并基于该分析框架对政策文本分析单元的匹配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和编码， 从而形成 Ｘ－
Ｙ 维度的交叉分析统计表（见表 ３）。 整体来看， 政策文本内容基本涵盖了课后服务政策工作的所有要素

内容， 但三种政策工具在不同要素中的应用频次存在显著差异。 其中， 与监督管理相关的政策工具共

有 ４０８ 条， 占比高达 ３８ １３％， 表明国家尤为注重对课后服务的监督管理， 这与前文 Ｘ 维度的分析一

致。 但在师资队伍和质量评价中， 三种政策工具使用不足， 前者有 ６３ 条， 后者只有 ２３ 条， 占比分别为

５ ８９％和 ２ １５％。
表 ３　 Ｘ－Ｙ 维度交叉分析

　 　 政策内容

工具类型　 　 　 　
供给 需求 环境 总计 占比

总体要求 ５７ ５４ １１５ ２２６ ２１ １２％

服务内容 ６３ ２８ １０５ １９６ １８ ３２％

师资队伍 ２２ ９ ３２ ６３ ５ ８９％

经费保障 ３０ ３６ ８８ １５４ １４ ３９％

质量评价 ５ ３ １５ ２３ ２ １５％

监督管理 ８４ ５６ ２６８ ４０８ ３８ １３％

合计 ２６１ １８６ ６２３ １０７０ １００％

四、 当前我国课后服务政策工具选择存在的问题及影响

（一）当前我国课后服务政策工具选择存在的问题

通过上述对我国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政策工具分布的分析发现， 当前我国课后服务政策工具已产

生了较为严重的选择偏向， 对课后服务工作带来了不利影响， 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１． 政策工具结构性失衡

第一， 过度使用环境型政策工具， 且集中于管理措施。 在我国省级层面课后服务政策所包含的三

种政策工具当中， 环境型政策工具占比 ５８ ２２％， 这近乎六成的比重使其具有绝对主导地位， 然而其内

部结构却呈现两极分化状态。 管理措施所占比重为 ３４ ８６％， 超过其他三个比重之和。 从文本内容分析

来看， 政府主要通过一定的方法、 措施以及手段来推动课后服务工作的开展。 这些管理措施在一定程

度上有利于促进课后服务开展， 但其发挥作用的持续性有限， 尤其是当政府部门对于课后服务的目标

规划不够明晰时， 专注于管理措施会导致课后服务缺乏方向以及相应的评价标准。 法规管制共计 ８９
条， 占比 ８ ３２％， 说明政府应加强课后服务工作的法律监管， 明确违规收费、 变相补课等行为的惩处

措施。 从整体来看， 环境型政策工具中， 管理措施占比最高， 其余三项占比较低， 且比重差别不大，
政策工具的影响力有限， 政策工具内部的协调性较差。

第二， 供给型政策偏弱， 潜力尚未发挥。 供给型政策工具对课后服务工作起着直接的刺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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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效推动课后服务工作的开展以及课后服务市场的形成。 通过分析发现， 供给型政策工具总共 ２６１
条， 占比为 ２４ ３９％， 相比环境型政策工具而言， 明显偏弱。 尤其是针对课后服务的基础设施、 教育培

训和资金投入更显不足。 而我们知道， 课后服务工作的可持续推进离不开大量资金的投入， 同时更需

要通过形式多样的教育培训来打造高素质的专业化教师队伍。 由此可知， 目前课后服务供给型政策工

具使用不足， 其执行效果不够充分， 需要进一步挖掘和释放供给型政策工具的潜力。
第三， 需求型政策工具较为缺乏， 处于“半缺失”状态。 与前两种政策工具相比， 需求型政策工具

在所有政策工具中占比最低。 仅为 １７ ３８％， 在政策工具整体设计中处于弱势地位和“半缺失”状态。 在

二级政策工具分类中， 政府购买占比最低， 进一步结合文本分析可知， 目前政府部门并未通过积极购

买课后服务市场中的优质教育资源来推动学校课后服务质量提升， 加之由于“学校管理者没有从思想上

真正认识到家长参与学校管理的重要性以及家长参与学校管理的相关制度不健全” ［１５］， 使得学校难以

联合家庭等多方力量， 无法提供丰富且多元的优质课后服务内容， 也严重挫伤课后服务市场的积极性

与政策影响力。 由此可见， 目前我国课后服务政策体系中， 需求型政策工具的设计与应用能力亟待

提升。
２． 政策工具选择多着眼于短期效益， 政策供给不均衡

通过对 Ｘ－Ｙ 维度的统计数据可知， 政策工具在课后服务工作的六大要素上都得到了全面覆盖， 但

各要素间呈现出不均衡的政策供给。 监督管理、 总体要求和服务内容这三个要素的频次较多， 所占比

重也较高， 而经费保障、 师资队伍和质量评价三个要素的频次依次减少， 比重较低， 尤其是与课后服

务密切相关的师资队伍和质量评价要素供给严重不足。 这表明当前我国课后服务政策的重心是在监督

管理方面， 即着眼于通过快速解决眼前出现的问题以推进课后服务工作全面开展， 而对于课后服务的

关键性问题和有利于课后服务长远发展的问题关注不够。 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 过于注重

对课后服务工作的监督管理， 难以释放课后服务市场活力。 加强监督管理确实有利于课后服务工作的

有序开展， 但如果只是一味强调对课后服务工作的监督， 难以发挥学校之外的社会组织力量， 难以充

分激发课后服务市场活力。 其次， 课后服务师资队伍缺乏。 与师资队伍相关的政策工具使用比例只有

５ ８９％， 明显不足。 如果没有充足的专业化教师队伍， 课后服务质量的提升便无从提起。 随着课后服务

规模的扩大， 以及对高质量课后服务的多元化需求， 加强课后服务师资队伍的政策工具设计显得至关

重要。 最后， 课后服务质量评价标准缺失。 如何对课后服务进行科学的质量评价也是影响课后服务工

作的重要因素。 从目前的分析可知， 政策工具对于该维度的关注明显不足。 这也反映了目前关于课后

服务工作质量评价的指标体系、 评价主体以及评价方式等都是极为缺乏的， 这也是未来课后服务工作

的重点改进之处。
３． 课后服务政策工具与工作内容要素间的匹配性不足

Ｘ－Ｙ 维度的交叉分析显示， 课后服务政策供给与内容要素间存在匹配性不足问题。 一方面， 不同

政策内容的工具类型匹配不足。 例如， 监督管理和总体要求的政策工具类型较多， 而质量评价、 师资

队伍等政策内容的工具类型较少， 这种匹配不均衡导致课后服务工作的一些要素在政策落实中受到忽

视， 影响政策的实效性。 教师队伍是开展课后服务的重要主体与关键因素， 没有优秀的教师队伍， 课

后服务的形式、 内容与质量都得不到有效保障。 另一方面， 同一政策内容的工具类型匹配不足。 例如

课后服务内容在供给、 需求和环境三种工具类型的频次分别为 ６３、 ２８、 １０５， 出现了需求政策工具匹配

不足， 这会导致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极端偏差行为。 又如， 针对课后服务工作的监督管理， 若仅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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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需求型政策供给， 而缺乏供给型政策和环境型政策的配合使用， 将严重影响监督管理政策的整体

效应。
（二）当前我国课后服务政策工具选择对课后服务工作的影响

当前我国课后服务政策中政策工具的环境型选择偏向与缺乏系统组合配置对课后服务政策的实施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 环境型的政策工具选择偏向能在短期内营造课后服务工作的氛围； 另一

方面， 缺乏系统组合配置则会影响课后服务工作的可持续性。
１． 促使学校迅速开展课后服务工作， 扩大课后服务规模

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 尤其是其中监督措施的大量使用能为课后服务工作开展创造较好的环境

氛围。 与此同时， 政府部门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措施能够有效推进中小学校迅速开展课后服务工作———
即使在条件还不成熟的学校， 为了避免不履行上级政策文件所带来的惩罚， 学校也会通过成立课后服

务工作领导小组， 发布学校层面课后服务文件来推动课后服务工作开展。 如此， 短期内课后服务规模

将得到快速扩大。
２． 难以激发课后服务市场活力， 限制课后服务内容的多元化

通过对课后服务政策文本进行横向维度分析发现， 需求型政策工具中的政府购买和公私合作占比

都非常低。 这说明目前的课后服务政策工具选择仍然偏向于要求学校利用已有场地和资源来开展课后

服务， 而对于已具有较好优势的课后服务市场化运作机构以及具备资源优势的社区等没有进行政府购

买和积极合作。 这种将课后服务市场化机构排除在外的政策行为难以激发课后服务市场活力， 也难以

提供丰富且多元的课后服务内容。 有研究指出： “由于学生放学后学校和教师被‘义务性’地要求提供和

履行额外服务， 缺乏必要激励， 学校和教师缺少动力探索和提供多样化的社会服务。” ［１６］ 这与现实中许

多学校缺乏开展课后服务的相关场所和资源、 许多时候只为应付上级的要求、 学校依然将课后服务局

限于辅导学生作业或让学生自习等较为单一的形式较为吻合。
３． 不利于打造专业化教师队伍， 影响课后服务质量水平提升

从对课后服务政策文本进行纵向维度分析发现， 目前的政策文本对于师资队伍和质量评价的政策

关注和政策供给偏弱。 中小学教师目前教学任务和压力都较大， 若还要开展课后服务难免会不从心。
如果课后服务工作只是“一味依靠教师的自觉性来实施， 这项工作就缺乏可持续性和常态化机制［１７］ ”，
况且中小学教师更倾向于提供作业辅导等课堂内容服务， 对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所需要的艺术鉴赏、
课外劳动实践等形式的课后服务内容难以提供。 因此， 如果仅在供给型政策中强调公共服务， 而不是

加强对教师培训以打造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课后服务教师队伍， 将影响课后服务质量提升。 与此同时，
课后服务政策科学的评价标准尚未建立， 对于按什么标准考评、 考评结果如何使用等问题都没有明确

的指导。［１８］质量评价政策的供给不足， 使得学校和社会无法对课后服务质量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 这将

进一步“助推”教师开展一些低层次且质量不高的课后服务， 严重影响课后服务工作的可持续推进与质

量的稳步提升。

五、 政策建议

（一）优化政策工具的结构性， 提升课后服务政策的协同效力

不同的政策工具具有不同的特点及适用情境。［１９］因此， 政策工具的科学化组合对政策效果有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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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当前我国政府应根据课后服务政策目标与现实需求， 对政策工具进行科学组合， 提升政策协同

效力。 首先， 在环境型政策工具中， 应减少短期性管理措施的运用， 增强对课后服务的长远目标规划

以及相关的金融支持和法规管制， 为课后服务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氛围。 其次， 在供给型政策层面，
在增强基础课后服务公共服务建设的同时， 进一步强化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 为课后服务开展提供充

足的设施场所， 尤其应增加课后服务的资金投入以及教师培训， 为课后服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资金与

师资队伍保障。 纵观我国 ２７ 份省级课后服务政策发现， 大部分样本中对于政策工具的三个层面均有所

覆盖， 每一个政策工具都有其特定的使用范围与实效价值。 今后我国课后服务政策制定应该根据课后

服务目标， 选择合适的政策工具， 并平衡好政策工具的内容， 发挥政策工具促进课后服务工作开展的

综合效应。 最后， 增加需求型政策工具中各维度内容。 政府应通过增加政府购买与公私合作等行为方

式吸引更多优质的课后服务资源进入我国中小学课后服务当中， 丰富课后服务的形式与内容， 同时通

过鼓励引导与示范宣传等方式树立课后服务工作先进典范， 为我国课后服务的高质量开展提供政策支

持与保障。 总之， 政府部门应综合运用三种基本政策工具， 并协同使用各工具中的子工具， 为我国课

后服务工作开展提供长效的政策动力。
（二）增强政策工具的均衡性， 实现课后服务政策的长远目标

在省级层面课后服务政策的实施过程中， 必然会出现政策的调整、 反馈以及改进， 这些过程除了

应关注当前课后服务工作的启动与开展之外， 更应该立足长远， 关注课后服务工作如何实现高质量的

可持续发展。 因此， 在强化监督管理与丰富服务内容的同时， 要不断增强课后服务师资保障、 经费投

入以及质量评价， 使政策供给实现高质量的动态均衡。 从长远效益来看， 省级政府部门应该进一步制

定专项政策， 以加强对课后服务的经费投入， 研制课后服务质量评价标准。 例如， 上海市教委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的通知》提出， “要加强对财政性经费使用

的规范管理， 指导学校提高经费使用效益” ［２０］ 等具体要求， 明确省级政府层面不仅应该重视对课后服

务经费投入政策的供给， 更应该不断规范课后服务经费的使用， 以提高经费使用效益。 其他省（市、 地

区）可以效仿上海市的做法， 进一步出台专项政策， 实现政策供给的均衡性。 与此同时， 政策制定部门

接下来应该结合本地课后服务开展的总体要求与现实情况， 邀请相关专家来研制课后服务质量评价标

准， 并对课后服务工作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
（三）完善政策工具的匹配性， 创设课后服务实施的良好环境

为满足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深入开展的迫切需要， 我国省级政府部门应充分发挥政策工具的作用，
提高基本政策工具与课后服务内容要素之间的匹配性， 尤其是根据课后服务工作发展的现实问题与未

来目标， 动态调整政策供给与内容要素之间的匹配性， 优化我国课后服务政策体系。 在总体要求要素

中， 应增加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 促使人们对课后服务总体要求有更明确的认识， 也为课

后服务总体要求的实现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氛围； 在师资队伍建设要素中， 应该增强需求型政策工具

的使用， 通过政府购买优质课后服务， 鼓励和引导有才艺和经验的社会人士参与到学校的课后服务中

来， 扩大课后服务教师队伍规模， 优化课后服务教师队伍结构。 比如， 广东省《关于做好中小学生校内

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提出校内托管为主， 校外参与为辅的理念， 建立“家长有责， 合理分担”
“教工参与， 合理取酬”的机制， 对课后服务工作模式进行了新的探索。［２１］ 在质量评价要素中， 政府部

门要做好顶层设计， 在增加相关政策工具供给的同时， 也要做好政策供给与质量评价要素间的良好匹

配， 让课后服务质量评价工作在良好的环境当中稳步推进， 为我国课后服务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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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家长作业参与： 方式、 行为与改进

康乃馨１　 徐文琪２　 方　 征２

（１． 西安航空学院， 西安 ７１００７７； ２． 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广州 ５１０６３１）

　 　 摘　 要： 采用混合研究法， 通过对 ４２９ 组学生及家长展开问卷调查， 对家长和教师进行深

度访谈， 以考察家长在学生家庭作业中的参与方式及行为。 研究发现， 以自主支持或控制型、
响应或介入型的方式参与学生作业时， 家长较高的自我效能感促使其高频率、 高响应的参与

行为形成； 以物理环境构建型的方式参与学生作业时， 家长对自主学习观的误解及参与条件

和体验感的缺乏， 导致其行为具有较强的控制性和监控性。 改善小学家长作业参与， 应更新

家长观念确保学生在作业中的主体地位， 促进家校联动、 加强作业参与的沟通和指导， 激活

社会资源帮助家长释放活力。
　 　 关键词： 家庭作业； 家长参与； 参与方式； 参与行为

　 　 中图分类号： Ｇ４５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２０９５－６７６２（２０２２）０２－００５６－１０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

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明确指出建立作业管理机制， 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 严禁要求家

长检查、 批改作业。 然而， “严禁要求家长检查、 批改作业”的规定是否等同于家长不用参与学生家庭

作业？ 除了检查批改作业， 家长在学生家庭作业完成上还需要和能够扮演什么角色和发挥什么功能？
本文将基于我国小学家长在家庭作业中的具体参与行为， 廓清目前家长的参与方式和特点， 探寻在“双
减”背景下家长作业参与的改进路径。

一、 文献回顾与研究框架

（一）文献回顾

１． 家长参与和作业参与

家长在子女教育中的参与十分普遍。 国外学者认为家长参与内容包括： （１）建立家校合作关系；
（２）充当教育角色， 如在学校作为志愿者或在教学上提供帮助； （３）出席学校活动及支持孩子学业， 如

·６５·



设置学业目标、 辅导学生作业、 设立学业期望等。① 家长参与， 尤其是家长作业参与看似是发生在家庭

中的， 但事实上是学校教育在家庭环境中的延伸， 家长的参与行为并不仅取决于家长和子女， 更受到

其他教育主体的影响， 如学校、 专门教育机构等。
因此， 本研究将“家长参与”定义为家长为了提升子女学习、 促进子女全面发展， 与孩子、 学校及

其他教育组织机构产生的互动行为。 并将家长的作业参与行为的范畴定义为对作业的辅导、 批改等简

单行为， 和对子女思维方式的培养、 学习习惯的培养、 学习环境的塑造， 以及由作业表现产生的家校

沟通等。
２． 家长参与学生家庭作业的行为方式划分

美国家庭作业领域的专家 Ｈａｒｒｉｓ Ｃｏｏｐｅｒ（２０００）用自主支持、 直接接入和消除干扰三个维度区分家长

在孩子作业过程中的参与方式。 自主支持（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 指家长让孩子独立完成作业的行为； 直

接干预（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指家长在教师或者孩子的要求下， 参与学生家庭作业， 帮助孩子理解作业

内容的行为； 消除干扰（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是指家长排除作业干扰， 为孩子营造安静的学习环境

的行为。 这一划分法被称为“三分法”， 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引用， 多用来给家长作业参与行为进行分类。
德国学者 Ｄｕｍｏｎｔ 及其团队（２０１４）在开发家长作业参与质量测量表时， 也用控制（ｃｏｎｔｒｏｌ）、 响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和结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三个维度划分家长参与方式。 控制与 Ｃｏｏｐｅｒ 提出的自主支持相对， 专

指父母参与中的消极行为方式， 如施压、 干涉和指挥等行为； 结构指父母对作业物理环境的布置和构

建； 响应用来表示介入（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指家长在作业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行为。
我国则起步较晚， ２０１０ 年开始才陆续有学者关注这一话题， 学者们一系列关于家长参与学生作业

行为的研究证实了国外的划分方法可以在中国本土化情境中被广泛利用。 如黄小瑞， 安桂清（２０１８）在
对国内外文献分析的基础上， 通过对我国学生及家长进行调查， 得到四种家长参与类型， 分别是支持

型、 一般型、 严厉型、 放养型。
３． 家长参与学生家庭作业的原因及角色功能

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发现有不少家长会参与到学生的学习及作业过程中去。 有学者总结出家长参与

学生作业的原因在于： 第一， 家长对家长角色的构建， 家长认为参与子女教育是家长的义务和责任；
第二， 家长对自我效能的感知， 家长认为他们参与子女教育能够促进孩子成长成才； 第三， 来自学生

的请求， 家长会因为子女在作业过程中请求帮助而参与作业， 这也让家长感受到他们的参与是被需要

的。②③

国外学者研究发现， 家长在学生作业参与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功能都是多样的。 家长的榜样

角色起到了重要作用， 由于家长的作业参与给学生近距离认识父母提供了机会， 学生便会通过观察家

长的参与行为， 感受到家长的学习态度、 学术水平和学习能力。 此外， 家长的作业参与不仅对学生学

业产生影响， 使学生的知识和技能得到巩固、 强化和指导， 也对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情感认知产生影响，
有助于端正学生对学习和做作业的态度、 形成有效的作业完成策略， 也有利于帮助学生对个人能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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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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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产生正确的自我认知。① 反观国内， 家长在学生作业中所发挥的作用都较为单一， 家长的作业参与

形式多为提供支持、 监督和控制， 大多关注孩子作业的完成情况及其学业成绩， 缺乏对孩子思维能力、
非认知能力等多方面的素质培养。 如， 高雷（２０１６）通过问卷调查发现， 家长参与、 家长自主支持和教

师支持都能通过影响家庭作业自主动机进而影响家庭作业努力。 李新（２０１８）表示当家长对作业管理态

度越严时， 学生各科学业成绩表现越好。 实际上， 除了对孩子作业的简单参与外， 家长还需拓展作业

参与的角色与功能， 使参与的方式更多样化、 更有价值， 这也是本研究所关注的重点。
（二）研究框架

家庭作业是学生接受学校教育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对巩固学生所学、 促进全面发展发挥着重要作

用。 为了更好地发挥作业功能和价值， 许多家长主动或被动地以控制型、 介入型的方式参与学生作业，
如监督、 检查、 批改作业等。 但是， 家长在作业中的参与不仅限于上述方式， 本文借鉴 Ｃｏｏｐｅｒ 的三分

法和 Ｄｕｍｏｎｔ 的量表， 对我国家长参与行为进行区分提出本研究分析框架（见表 １）。 家长作业具体参与

行为被从三个维度进行分析： （１）自主支持或控制， 家长参与行为被分为自主支持型参与和控制型参

与； （２）响应或介入， 将家长参与行为分为响应型参与和介入型参与； （３）物理环境构建， 这一维度描

述家长在作业过程中， 表现出的对作业环境的布置和构建行为。
表 １　 家长家庭作业参与分析框架

参与方式界定 具体参与行为描述

自主支持

或控制

自主支持型

参与

１． 家长参与学生家庭作业的频率稳定且持续。

２． 学生经常独立完成作业。

３． 家长参与作业的目的并不只在于提高作业完成速度。

控制型参与 １． 孩子并不需要任何帮助时， 家长仍会辅导作业。

２． 孩子做作业时， 若作业出错家长会立刻纠正。

３． 当孩子作业表现不佳时， 家长会施加惩罚（如禁止看电视）。
响应或介入 响应型参与 １． 在孩子求助或遇到难题时， 家长会来辅导作业。

２． 在孩子做作业时， 他可以随时向家长寻求帮助。

３． 在孩子做作业时， 家长会用心听取孩子想法， 而非直接粗暴地告诉孩子该如何去做。

介入型参与 １． 家长不是自愿参与作业， 而是因为学校或教师的要求。

２． 在孩子求助或遇到难题时， 家长难以及时辅导。

３． 家长的不当帮助反而给学生带来困扰（如家长辅导内容与学校教育内容不相适合等）。

物理环境构建 １． 家长希望孩子在外出或玩耍前先做作业。

２． 家长重视孩子是否有充裕的时间做作业。

３． 家长会确保孩子处于一个安静的作业环境中， 如不受到音乐、 电视或电话等带来

的干扰。

４． 家长会向孩子解释为何需要在特定的学习环境中（如安静的书房里、 或专门的书

桌前）做作业。

５． 家长会确保孩子在做作业时准备好所需物品（如尺子、 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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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设计

（一）研究设计

本研究主要运用混合方法中的顺序性解释设计， 即先通过发放问卷收集量化数据， 通过分析量化

数据对家长作业参与的行为与方式产生基本认识， 再通过选择典型个案进行访谈， 收集质性数据以帮

助解释量化数据结果背后的原因和意义， 最后综合定量和定性的结果从整体进行探析。① 同时， 本研究

也融入了嵌套思想， 即在资料分析阶段， 针对研究问题“家长在学生家庭作业中的参与行为有何特

点？”， 以分析量化数据为主， 并借助部分质性数据对内容进行补充说明； 在分析研究问题家长参与学

生家庭作业行为特点的形成因素时， 以质性数据分析为主， 辅之以量化数据分析研讨家长特征和家长

参与方式间的相关性。
１． 问卷设计

本研究基于上文分析框架， 设计了《家长参与学生家庭作业行为调查问卷》， 本套问卷分为《家长参

与学生家庭作业行为调查问卷（家长版）》（以下简称为《家长版问卷》）和《家长参与学生家庭作业行为调

查问卷（学生版）》（以下简称为《学生版问卷》）。 其中， 《家长版问卷》包括家长的背景变量， 家长对于

参与家庭作业的看法、 功能的认知、 对学生作业表现的基本评价， 以及家长参与学生家庭作业的频率

和方式。 《学生版问卷》包括学生的背景变量， 学生对于家长参与家庭作业的意愿和效果反馈， 以及对

作业功能的认知等内容。
２． 访谈设计

访谈具体分为三个部分： 访谈前期， 即访谈提纲的设计、 访谈对象的联系及确定。 正式访谈， 分

为家长访谈和教师访谈。 访谈后期， 即对访谈材料进行整理和归纳， 分析访谈材料， 整理结论。 本研

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对受访对象（家长和教师）进行提问， 更为深入全面地了解家长作业参与的具体情

况。 家长访谈主要围绕家长参与家庭作业的基本情况、 学生做作业遇到问题时所采取的策略、 对参与

家庭作业的看法等话题展开。 教师访谈则主要用于了解家长与教师间就学生作业问题展开的家校沟通

情况， 如沟通方式、 沟通频率和沟通内容等， 并了解教师对于家庭作业功能的看法。
（二）样本选取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和典型抽样相结合的方法， 选取 Ｇ 市 ４２９ 组学生和家长， 以及 １０ 位教师作为

样本。 其中， Ｇ 市是我国一座具有代表性的外来人口流入大市， 学生与家长群体的特征存在较大差异，
保证了样本的全面性和代表性。 另外， 为了确保调查数据的有效性， 避免学生在校寄宿导致家长无法

参与家庭作业的情况发生， 本文所选样本均来自非寄宿学校， 使研究结论更具说服力。
（三）数据收集

数据收集包括两个方面： （１）问卷数据。 研究将每位学生及其家长的问卷配对为一组样本。 经统

计， 本研究共发出问卷 ４２９ 组， 共收回有效问卷 ３３６ 组， 回收率达 ７８ ３％。 采用 ＳＰＳＳ 统计分析软件对

问卷进行信效度检验得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ｓ Ａｌｐｈａ ＝ ０ ７１９， 大于 ０ ７， 表明问卷信度较好； 效度检验得到，
ＫＭＯ＝ ０ ７５２， 大于 ０ ７， 表明问卷量表部分结构效度较好。 （２）访谈调研。 研究选取了 １９ 位已接受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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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调查的家长， 及 １０ 位班主任教师作为访谈对象。 访谈对象身份及编码见表 ２。
表 ２　 访谈对象身份及编码

取样对象 取样代码

家长 Ｓ１． １、 Ｓ１． ２、 Ｓ２． １、 Ｓ２． ２、 Ｓ３． １、 Ｓ３． ２、 Ｃ１． １、 Ｃ１． ２、 Ｃ１． ３、 Ｃ１． ４、 Ｃ１． ５、 Ｃ２． １、 Ｃ２．

２、 Ｃ２． ３、 Ｃ２． ４、 Ｃ３． １、 Ｃ３． ２、 Ｃ３． ３、 Ｃ３． ４
班主任教师 Ｓ． １、 Ｓ． ２、 Ｓ． ３、 Ｓ． ４、 Ｃ． １、 Ｃ． ２、 Ｃ． ３、 Ｔ． １、 Ｔ． ２、 Ｔ． ３

三、 家长在学生家庭作业中的参与方式分析

（一）家长在学生家庭作业中的自主支持型或控制型参与方式

表 ３　 家长在家庭作业过程中的自主支持型参与方式统计（家长问卷）

题目 选项 占比（％）

家长辅导孩子家庭作业的频率 每天 ４２ ２６

每周 ２ 次以上 ３２ １４

大约 １ 周 １ 次 １３ ６９

大约 ２—３ 周 １ 次 ８ ０４

大于 １—２ 月 １ 次 ３ ８７

家长参与作业的目的是否只在于提高作业完成速度 是的 １３ ３９

有时是的 ４６ ４３

不是， 出于其他原因 ４０ １８

学生独立完成作业的频率 总是 ３４ ２３

经常 ５５ ３６

偶尔 ９ ２３

从不 １ １９

　 　 据表 ３ 结果显示， 约 ７４％的家长在学生家庭作业中的参与频率较高， 甚至有四成的家长每天都会

辅导孩子作业， 从侧面反映出， 大部分家长对孩子做作业的情况都较为关心， 能做到定期参与孩子的

作业辅导， 给孩子提供稳定且持续的帮助。 在帮助的同时， 大部分家长也会注重为孩子提供独立完成

作业的时间， 让孩子拥有独立思考和独立解决问题的机会。 另外， 有 ８６％的家长作业参与的目的并非

只图“快”， 他们往往会为了达到多样的目的去辅导孩子作业， 如保障孩子作业质量、 巩固学习成果、
锻炼思维能力等， 体现了家长对作业潜在的作用和帮助的深刻理解。 总体而言， 家长在家庭作业过程

中能适当地给与孩子支持与帮助。
表 ４　 家长在学生家庭作业中的控制型参与方式（学生问卷）

题目 总是 经常 偶尔 从不

当孩子作业表现不佳时， 家长会施加惩罚 １９ ６４％ １１ ６１％ ２６ ７９％ ４１ ９６％

孩子做作业时， 若作业出错家长会立刻纠正 １１ ６１％ １３ ６９％ ３８ ９９％ ３５ ７１％

孩子不需要任何帮助时， 家长仍会辅导作业 ８ ０４％ １５ ４８％ ４５ ８３％ ３０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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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表 ４ 显示， 较少家长会在学生作业过程中选择控制型的参与方式。 大部分家长在孩子作业表现

不佳时， 不会选择对孩子施加惩罚来改进作业表现， 因为批评和惩罚式的辅导教学只会适得其反。 在

孩子做作业过程中， 多数家长不会一看见孩子作业出错就立刻纠正错误， 他们会先考虑孩子的需求再

向孩子提供指导， 可见让孩子学会自己检查和更正作业在家长眼里更为重要。
（二）家长在学生家庭作业中的响应型或介入型参与方式

表 ５　 家长在家庭作业过程中的响应型参与方式统计（学生问卷）

题目 总是 经常 偶尔 从不

在孩子做作业时， 家长会用心听取孩子想法， 而非直接粗暴地

告诉孩子该如何去做
５０％ ２２ ６２％ １２ ８％ １４ ５８％

在孩子做作业时， 他可以随时向家长寻求帮助 ３２ １４％ ２４ ４％ ３４ ２３％ ９ ２３％
在孩子求助或遇到难题时， 家长会来辅导作业 ４１ ９６％ ３３ ０４％ １８ １５％ ６ ８５％

　 　 据表 ５， 受访学生反映， 在做作业遇到问题、 需要帮助时， 多数家长都会提供及时性、 经常性的响

应和帮助， 而且大部分家长在提供帮助时， 会听取和尊重孩子的想法， 不会简单粗暴地向孩子灌输经

验和做法。 综合来看， 家长在作业参与过程中能结合考虑孩子的需求再向其伸出援手， 该参与方式表

现出家长较好的响应性。
表 ６　 家长在家庭作业过程中的介入型参与方式统计（家长问卷）

题目 选项 占比（％）

学校或教师要求家长参与家庭作业的频率 每天 １９ ４６

每周 １—２ 次 ３０ ９５

大约 ２—３ 周 １ 次 ２４ １１

大于 １—２ 月 １ 次 ２５ ３

在孩子求助或遇到难题时， 家长能及时辅导的频率 总是 ４６ １３

经常 ４２ ８６

偶尔 １０ ４２

从不 ０ ６

家长是否觉得自己的辅导是一种不当帮助， 反而给学生带

来困扰

总是 １ ７９

经常 １１ ０１

偶尔 ４０ ４８

从不 ４６ ７２

　 　 表 ６ 显示， 学校或教师要求家长参与家庭作业的频率的中位数位于“每周 １－２ 次”， 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学校经常对家长在作业中的参与做出要求， 这也许会加大家长被动介入学生家庭作业的可能。 另

外， 超过 ８７％的家长认为， 学生做作业遇到问题时， 他们能经常为学生提供及时的帮助和指导， 而且

家长们对自身参与的效果较为乐观， 认为自己的参与不会给孩子的作业带来消极影响， 自己的介入不

会给孩子带来困扰， 这从侧面反映出家长对自己的作业参与都较为满意， 自我效能感较高。
（三）家长在学生家庭作业中的物理环境构建型参与方式

家长在参与孩子家庭作业时的物理环境构建是指为孩子布置安静、 适合的作业环境， 做出周全的

准备， 进行适当的提醒。 表 ７ 显示， 多数家长都会重视孩子的作业时间安排， 帮助学生营造安静的作

业环境， 甚至把必须的文具或学习设备都准备好， 部分家长不仅在行动上直接构建利于做作业的学习

环境， 也会主动向学生解释自己用心布置作业环境的理由。 由此看出， 家长在参与作业时的物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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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程度较高， 具有较好的物理环境构建意识， 注重为学生提供有利的学习环境， 传授孩子学习环境

构建的意识。 但家长亲力亲为的环境构建行为也从侧面反映出其对学生作业环境和作业态度有着较高

要求， 体现了家长在该参与方式中控制性较强的一面。
表 ７　 家长在家庭作业过程中的物理环境构建型参与方式统计（学生问卷）

题目 总是 经常 偶尔 从不

家长会确保孩子在做作业时准备好所需物品 ２８ ２７％ １５ ７７％ ２２ ０２％ ３３ ９３％
家长会向孩子解释为何需要在特定的学习环境中 ５０ ３％ １６ ３７％ １５ １８％ １８ １５％
家长会确保孩子处于一个安静的作业环境中 ５３ ５７％ ２１ ４３％ １６ ０７％ ８ ９３％
家长重视孩子是否有充裕的时间做作业 ５５ ０６％ ２６ ７９％ １１ ６１％ ６ ５５％
家长希望孩子在外出或玩耍前先做作业 ５５ ６５％ １７ ２６％ １４ ５８％ １２ ５％

四、 家长在学生家庭作业中参与行为的特点

（一）家长作业参与具有高度响应性

数据显示， 在作业参与过程中， 无论面对学生提出的学业问题， 还是学习需求， 多数家长能够及

时回应， 配合程度高， 普遍给孩子提供了较好的学习环境与硬件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 数据还显示学生就作业问题向家长求助时， 许多家长并不会直接告诉答案， 而是

循循善诱， 帮助学生理解题意、 掌握解题思路、 学习解题方法， 表现出家长在参与学生作业时的耐心

和用心， 说明多数家长的作业参与行为属于积极响应而非消极介入。
（二）家长作业参与具有较强的控制性

研究发现， 家长普遍认为孩子应具有独立作业、 自主学习的空间和时间， 而家长也为学生培养自

主能力提供了机会， 这表明家长具有培养学生学习的意识和行动。
家长进行物理环境构建型参与时， 会帮助学生准备好学习用具、 营造适合的作业氛围， 甚至亲自

规划学生的作业时间， 这些举动虽然体现了家长对学生作业的重视， 但家长亲力亲为的环境构建行为

所映射出的控制欲望与家长的自主支持观念构成了矛盾： 家长对学生作业准备工作的高度关心和介入，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学生自我规划能力和独立作业能力的发展， 暴露出家长对学生学习环境建构较强

的控制性。
（三）家长作业参与具有高频参与的特点

数据显示， ８８％家长会在一周内至少参与一次学生的家庭作业， 更有七成左右的家长会经常参与学

生的作业（每周至少参与两次）。 美国的一项调查称美国家长参与家庭作业的频率较高， 在不考虑家长

社会经济地位等变量的情况下， 约 ７０％的家长每周至少辅导孩子一次。① 相比之下， 我国家长在学生作

业中的参与频率远高于美国家长的参与频率， 反映出高频参与的特点。

五、 家长在学生家庭作业中的参与行为特点的成因分析

（一）家长较高的自我效能感促使其高频率、 高响应的参与行为形成

家长的自我效能感是影响家长参与子女教育的因素之一。 表 ８ 显示， 有近一半的家长认为其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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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行为对学生学习有着直接影响， 认为家长作业参与影响微弱的家长仅占 ５． ６５％， 说明家长的自我

效能感很高。 研究还发现， 家长普遍认可作业是帮助学生巩固知识、 提升学习效果的重要手段， 肯定

家长参与对学生作业表现、 学业成就上的积极影响， 体现了家长参与学生作业较强的意愿。 家长这种

积极的参与意识促进了高频率、 高响应的作业参与行为的形成。
表 ８　 家长的作业参与意愿与自我效能感的认知情况（家长问卷）

题目 选项 占比（％）

家长是否应该参与到孩子的作业过程中 必须参与 ２４ ７

可以参与 ５７ ４４

无所谓 ２ ３８

不应参与 １５ １８

家长作业辅导能否对于孩子的学习产生影响 有直接影响 ４７ ３２

有一定影响 ４７ ０２

影响可以忽略 ２ ０８

没有影响 ３ ５７

　 　 （二）家长参与条件的缺乏和体验感不佳， 减弱了参与的有效性

家长在学生家庭作业中的参与需要家长具备足够的时间和精力。 在我国， 双职工家庭的增多和学

生放学时间的提前形成了矛盾， 家长缺乏必要的、 充足的作业参与时间和精力， 无法顾及学生的作业

表现， 这样的现实困境冲击着家长参与的有效性。
而且， 学校教育内容和知识体系在不断更新， 部分家长的自身知识储备虽然能够“解决”学生作业

问题， 但家长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学校中的讲解方法会有出入， 导致家长有时不能有效地为学生答疑解

惑。 在访谈中， 有家长提到： “有一些题目真的是有点难度， 老师讲的一些方法跟我们所自己理解的方

法有出入， 这导致指导性的作用暂时（无法发挥）， 可能发现跟老师讲的不一样， 所以我们也就不会太

多去干预了。”（Ｃ１ ３）这种情况说明家长要想有效辅导学生作业， 就需要不断学习巩固课内知识， 但这

对有工作、 有个人生活的家长群体来说多有不便。 在这种情况下， 家长参与的有效性也相对减弱。
访谈中， 有位家长吐露的心声让人印象深刻： “（孩子）习惯没养成， 学习态度不好。 我们家长因为

这个也很烦的。 每次写作业我们都要跟他发脾气的。 如果（孩子）认真（家长心情）就很好， 我们有的时

候就得连哄带骗， 但是有的确实太那个， 我们也是会大发脾气的， 相信很多家长都是这样的……嗯很

烦的。 写作业时一直拖拖拉拉不写， 你让他去他不去， 很烦的。”（Ｃ１ ５）这位家长在短短 ２０ 秒中， 留下

了 ３ 个“烦”、 谈及 ２ 次“发脾气”。 这种不佳的情感体验令家长难以消化， 有些家长在这样的情绪下逐

渐产生厌烦心理， 不但会对作业参与形成不好的刻板印象， 而且使其更想用强硬的手段去干预孩子做

作业的过程。
（三）家长对自主学习观的误解导致其参与行为的监控性

在许多家长看来， 学习是为孩子自己而学， 学习是孩子自己的事情。 这些言论是有一定道理的，
能够让家长、 学生重视学习在个体成长成才中的重要作用。 但若以这些话语为依据来削弱家庭教育的

重要性、 推卸家长在子女教育中的责任， 则不妥当。 许多家长接受着传统观念， 向子女灌输“完全自主

学习”的观念， 如“作业是他自己的事情”、 “做作业是他的本职， 是他的分内事”（ Ｃ２ ２， Ｃ１ １）， 这是

片面的。 有家长在言语上表达“要支持学生自主学习”的观点， 可在实践中： （孩子做作业时）时不时地

敲敲他的门， 透过门缝看看他到底在做什么。 有时候他把门还反锁， 气的我要命！”（Ｓ２ １）这些行为暴

露出家长仍有监控欲望和介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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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家长用正确方式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习惯， 比如： “（孩子）他有自己的房间， 他自己可以在

房间里独立完成作业。 我也会让他把作业时间空出来， 要求他做作业前把桌面清洁干净， 把玩具啊课

外书啊这些不必要的东西清理掉。”（Ｃ２ ４）但实际上， 家长仅仅提供物理环境条件上的支持并不是真正

意义上的自主支持， 要在主观上充分尊重和信任孩子， 减少如过分的监督、 苛责、 命令等强制的介入

行为， 让孩子做自己学习的主人， 才能真正实现对孩子的自主支持。

六、 我国小学家长作业参与的改进

研究数据显示， 我国小学家长的作业参与意识强， 但参与体验不佳； 作业参与频率高、 响应及时，
但参与方式局限于控制型和介入型。 家长在教育过程中的参与体验迄待得到改善， 家长的作业参与方

式也不应局限于狭窄的检查、 批改范围。 “双减”政策的推出， 正是将传统的、 狭义的作业参与方式叫

停， 减轻家长负担， 改善家长作业参与体验。
（一）更新家长观念， 确保学生在作业中的主体地位

家长需要理解自主学习的深刻含义， 充分尊重学生在作业参与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做好沟通工作。
首先， 家长需要更新观念。 理解自主支持并非单指为孩子提供物理环境条件， 还需要帮助学生发

挥主观能动性， 在作业参与中， 承担“指引者”的角色， 引导孩子的自主学习行为， 塑造孩子主动自主

学习意识。 如在孩子独立完成作业的过程中减少打扰、 不擅自帮孩子规划作业时间或准备作业工具等；
减少在作业中的强制介入行为， 只需在学生真正有需求时及时响应、 在学生遇到瓶颈时加以指点。

其次， 家长需要注重沟通。 在作业参与前， 与孩子进行足够的沟通， 充分了解孩子需要何种参与、
何种支持， 明确孩子的真实诉求； 在参与时， 应观察孩子学习习惯和成长特性， 耐心倾听孩子的反馈，
将孩子作业表现中暴露出的问题细致化、 精致化， 再有针对性地改进作业参与策略， 最终实现提升作

业质量的目标。 这样一来， 家长的参与也更加灵活细腻， 良好的沟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与子女产生

摩擦和争执， 提升了家长的参与体验。
（二）促进家校联动， 加强作业参与的沟通和指导

加强子女教育需要学校与家长形成合力、 协同发展， 帮助家长摆脱孤立无援、 无人指导与协助的

境地， 从而提高家长作业参与的效率。
首先， 学校应拓宽家校沟通的渠道。 学校要保留传统的家校沟通渠道， 如家长委员会、 家长学校、

家长会、 家访、 家长开放日、 家长接待日等， 同时也要创新合作手段， 以“高层次双向性”为导向， 就

家长作业参与问题和学生作业表现与家长加强沟通联系， 可以通过搭建家长与教师的课后互动云平台，
使得学生在学校和家庭的学习动态都能够被家校共享， 并形成双向的家校沟通模式， 或通过增设家委

会中作业管理委员职责等途径， 盘活多种家校沟通渠道， 全面整改家校合作工作， 使家校沟通话题细

致化、 实际化。
其次， 家长应积极联系教师和学校。 家长要放下对学校的防备， 解除不信任关系， 主动关注家校

沟通的渠道， 与教师和学校取得联系， 针对在作业参与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向教师提出家庭作业

设计形式和内容的建议和意见， 针对学生个性特征及作业表现， 与教师一同探讨有效指导学生作业、
培育学生习惯能力的技巧和方法。

（三）加大社会关注度， 释放家长作业参与的活力

家长在参与学生作业的过程中受到多种必要条件的限制， 因此， 获得社会各界的帮助与关注尤为

重要。
首先， 政府应明确作业参与中各主体的权责边界， 加强对各主体的监管。 可通过政策指引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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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加以实现， “双减”政策就是政府对学生作业参与进行管理的重要表现， 有助于家长从检查、 批改

作业的桎梏中脱离出来， 更有时间和精力关注学生在作业过程中反映出的思维能力和其他表现。
其次， 政府应激活社会和社区资源， 牵头确立专门的家校合作管理队伍。 如我国的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工作就是在各级妇联组织、 教育行政部门、 中小学校等多主体主导下进行的。① 家校合作工作也可

以参照这一模式确定统筹家校合作工作的主导部门， 并且在各级政府内引入有专业资质的、 可以有效

开展家校合作指导工作的专家学者及专职人员， 建立起一支专业水平过硬的家校合作指导队伍。
最后， 政府应调动学校资源， 指导开展家长学习培训活动。 在一定区域内和学校内组织家长学习

专业文化知识， 提高专业素养， 加强家校合作知识技能培训， 培养家校合作意识， 为更好地指导家长

如何参与子女教育储备专业知识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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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研究以广东省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开展了 ３０ 多年的“三同”劳动教育课程为

研究对象， 采用访谈法对核心教师进行深度访谈， 并对 ２１． ８ 万字的学生总结和校友回忆语料

库进行词频分析和关键词提取， 从教师和学生的视角总结提炼了“三同”劳动教育课程三大领

域和十大方面的育人价值， 三大领域分别是理想责任、 劳动生活和创新审美， 十大方面分别

是增强理想信念、 增强国家认同、 增强责任担当、 形成劳动观念、 形成劳动精神、 形成劳动

能力、 形成劳动习惯与品质、 培养问题意识、 培养探究能力、 培养审美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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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指出， 将

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教育模式， 以强化学生对劳动精神的理解。
同年 ７ 月， 教育部印发《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 表明劳动教育成为我国中小学校教育研

究与实践的重点和热点。 尽管政策文章在强化中小学劳动教育， 然而， 青少年劳动教育弱化是近二十

年来我国基础教育中不可忽视的问题［１］。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是广东省内的重点中学， 从 １９９０ 年就

提出“让学生到社会中去接受更深刻的教育”， 组织学生深入农村与农户同吃、 同住、 同劳动（简称“三
同”）， 进行真正的体验式劳动教育（习惯上称为“学农”）， 并逐步发展成为一门内容丰富、 具有广泛社

会影响力的特色课程。
国内有关劳动教育的研究自 ２０１３ 年以来出现爆发式增长。 ２０１８ 年， 苗小燕和张冲通过文献计量法

对 ６５０ 篇主题为“劳动树人”的论文进行量化分析， 发现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立德树人、 德育

课程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２］。 ２０２１ 年， 苗小燕对 ２０１７ 年以来中小学劳动教育的相关研究进

行再次梳理， 发现新时代劳动教育政策的发展完善推动了劳动教育研究的蓬勃发展， 对达成新时代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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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树人的育人目标具有战略意义［３］。 此外， 学者们从劳动教育的内涵和时代特点［４］， 劳动教育的作

用［５］， 劳动教育与五育共举结合［６］， 劳动教育与具身德育［７］ 等方面开展了研究。 总体上看， 目前劳动

教育的研究理论探讨较多， 实践探索较少， 教育政策研究较多， 教育内容研究较少， 实证研究更是少

之又少。
中小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分为“劳动教育”“活动课”和“综合实践活动”三个主要阶段［８］。 “三同”劳

动教育本质上是一类实践性课程。 以“劳动教育”和“课程”为关键词， 在 ＣＮＫＩ 中搜索 ＣＳＳＣＩ 所收录的

文献， 共得到 ２２５ 篇相关文献。 以“中小学”为主题， 可得到 ３４ 篇相关文献。 以国内外中小学的劳动教

育课程实践为研究视角对文献的摘要进行筛选， 最终得到 １５ 篇相关文献。 在这 １５ 篇文献中， 理论研究

居多， 实证研究较少。 宁本涛等通过大量样本调查发现， 青少年与教师、 家长在劳动认知上有一定差

异， 青少年对劳动教育价值的认识仍需进一步提升， 教师、 学生、 家长均对劳动教育持积极肯定的态

度［９］。 吕晓娟等， 夏惠贤等， 艾兴等则分别从百年及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劳动教育课程的发展历程，
基本走向及特征趋势等进行了详细的阐述［１０－１２］。 段福生等， 姜婷等则将中小学劳动教育与职业教育结

合， 探索普职联动共建的中小学职业体验课程［１３－１４］。 李群等， 李绪明等， 田友谊等， 朱志勇等， 牛瑞

雪等主要从劳动教育课程策略方面开展研究［１５－１９］。 殷世东则从背景、 输入、 过程和成果四个维度建构

了基于 ＣＩＰＰ 课程评价模式的劳动教育课程评价体系［２０］， 但该文仅给出了思路和理论基础， 没有开展

实证研究。 从比较的视角看， 德国中小学劳动教育课程的目标及考评有一定借签意义［２１］， 俄罗斯及美

国的中小学劳动素养提升策略也有一定启发。［２２－２３］ 综上所述， 对于如何凝练劳动教育课程的育人价值，
现有研究还有较大深入空间。

二、 研究方法及数据处理

为准确地评估“三同”劳动教育课程的育人价值， 本研究采用了以质性研究为主的研究方法。 首先，
研究者对早期（１９９０ 年代）及现阶段（２０２０ 年代）前后 ３０ 多年设计、 策划和实施劳动教育课程的数位“关
键信息提供者”进行访谈， 获得教师视角的“三同”劳动教育课程的育人价值。 其次， 通过 ＲＯＳＴ－ＣＭ 软

件， 结合背对背关键词提取方法， 以学生总结及校友回忆语料库为基础材料进行内容分析， 考察学生

视角的“三同”劳动教育课程育人价值。 具体操作过程为： （１）收集和整理数据。 为了降低乡村的发展及

变化对课程效果的影响， 故本研究选取了 ２０１６—２０２１ 年的学生总结， 以及 １９９０—２０２１ 年间的校友回忆

为分析数据。 同时对相同作者的总结进行剔除， 最终获得 ２１． ８ 万字的文字材料并形成语料库， 将文本

保存为 ｔｘｔ 格式， 便于后期分析。 （２）进行数据处理。 首先运用 ＲＯＳＴ－ＣＭ 软件中的语义网络分析、 高频

特征词分析以及情感分析功能进行第一次分词处理。 由于 ＲＯＳＴ－ＣＭ 软件中自带的分词库中包含的词汇

有限， 较多的常见词汇缺失， 故在整理文本过程中， 把经常出现的名词、 动词、 形容词等进行归纳，
并添加到系统分词库中。 然后， 将第一次分词结果中出现的无意义或不相关词汇添加到系统过滤词库

中， 进行第二次分词处理。 对分词结果进行分析发现， 有部分词汇词义相近。 因此， 为了更好地突出

核心词汇， 对文本中意思相近词汇进行替换。 最后， 将修正后的 ｔｘｔ 文本导入 ＲＯＳＴ－ＣＭ 软件中， 对文

本内容依次进行语义网络分析、 高频特征词分析以及情感分析。 （３）数据分析。 以 ＲＯＳＴ－ＣＭ 所得到的

关键词为基础数据， 研究团队采用背对背关键词提取的方法， 根据从教师视角得出的育人价值体系具

体指标相对应的关键词进行归类整理， 直到两组操作者在同一维度下得出的关键词趋于一致， 然后以

此数据为依据对劳动教育课程学生视角的育人价值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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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结果和分析

（一）教师视角的“三同”劳动教育课程育人价值分析

研究者首先对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负责策划及组织学农实践活动的 ２ 位负责人

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 访谈内容围绕当初为什么设计这个课程， 这个课程的育人目标是什么， 具体内

涵是什么， 育人价值如何体现。 其次， 研究者对当下组织课程实施的 ３ 位负责人进行访谈， 访谈内容

考察课程的目标体系及其发展变化。 最后整理出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三同”劳动教育课程的育人价

值体系（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三同”劳动教育课程育人价值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具体内涵

理想责任 增强理想信念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 坚定为国家富强、 人民幸

福和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的信念

增强国家认同
增进对国情（特别是三农问题）的认识， 增强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 增强热爱家乡、 热爱国家的情感

增强责任担当
增强责任意识， 激发学习动力， 勇于承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 积极参

加志愿服务， 服务社会、 服务农村、 服务农民

劳动生活 形成劳动观念 理解劳动是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 认识劳动创造人、 劳动创造价值、
创造财富、 创造美好生活的道理， 尊重劳动， 尊重普通劳动者， 树立劳动最光

荣、 劳动最崇高、 劳动最伟大、 劳动最美丽的思想观念

形成劳动精神 领会“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内涵与意义， 继承中华民族勤俭节约、 敬业奉献的优

良传统， 弘扬开拓创新、 砥砺奋进的时代精神

形成劳动能力 掌握一定的劳动知识和劳动技能， 具有动手劳动能力及创造性劳动的能力； 在劳

动过程中磨练意志品质， 提高抗挫折能力

形成劳动习惯

与品质

能够自觉地参与日常劳动； 珍惜劳动成果， 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 杜绝浪费； 珍

惜自己的生活和学习环境， 提高自我管理能力； 形成诚实守信、 吃苦耐劳的品质

创新审美 培养问题意识 具有改进和创新劳动方式、 提高劳动效率、 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 能对个人感兴

趣的领域开展广泛的实践探索， 提出具有一定新意和深度的问题

培养探究能力

能将所学科学文化知识用于农村生产实践或社会调查， 综合运用知识分析问题、
开展研究、 解决问题， 建构基于证据的、 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形成比较规范的研

究报告或其他形式的研究成果

培养审美情趣
感知农村优美的自然与人文风光， 形成审美体验； 形成劳动创造美的观念， 培养

热爱自然、 热爱生活、 热爱祖国、 热爱劳动者的美好情感

　 　 （二）学生视角的“三同”劳动教育课程育人价值分析

１． 词频、 语义网络及情感分析

词频分析是根据系统默认词表以及研究者自定义词表抽取文本中的核心词汇， 并对核心词汇的频

数进行统计。 本研究利用 ＲＯＳＴ－ＣＭ 提取词频最高的 １００ 个特征词， 其中名词共计 ６１ 个， 形容词 １５
个， 动词 ２４ 个。 具体如表 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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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高频特征词分析

序号 特征词 频数 词性 序号 特征词 频数 词性

１ 我们 １６８４ 名词 ５１ 青年 ４９ 名词
２ 学农 ５０１ 名词 ５２ 振兴 ４６ 动词
３ 生活 ３４１ 名词 ５３ 这次 ４６ 名词
４ 农村 ３１６ 名词 ５４ 淳朴 ４６ 形容词
５ 劳动 ３０６ 动词 ５５ 生命 ４４ 名词
６ 孩子 ２４７ 名词 ５６ 田间 ４４ 名词
７ 同学 ２２４ 名词 ５７ 努力 ４３ 名词
８ 农户 ２０８ 名词 ５８ 面对 ４２ 动词
９ 农民 １５８ 名词 ５９ 国家 ４１ 名词
１０ 老师 １５６ 名词 ６０ 过去 ４０ 形容词
１１ 乡村 １４４ 名词 ６１ 成长 ３９ 动词
１２ 城市 １４０ 名词 ６２ 工作 ３９ 名词
１３ 时间 １２９ 名词 ６３ 辛苦 ３９ 形容词
１４ 感受 １２４ 动词 ６４ 环境 ３９ 名词
１５ 学生 １１５ 名词 ６５ 青春 ３８ 名词
１６ 实践 １１３ 动词 ６６ 文化 ３８ 名词
１７ 清远 １０８ 名词 ６７ 汗水 ３７ 名词
１８ 知道 １０８ 动词 ６８ 中华 ３７ 名词
１９ 农活 １０６ 名词 ６９ 明白 ３４ 动词
２０ 社会 １０５ 名词 ７０ 感动 ３２ 形容词
２１ 朋友 １０２ 名词 ７１ 能力 ３２ 名词
２２ 支教 ９９ 名词 ７２ 喜悦 ３２ 形容词
２３ 热情 ９６ 形容词 ７３ 习惯 ３１ 动词
２４ 教育 ９５ 名词 ７４ 创造 ３１ 动词
２５ 学习 ９２ 名词 ７５ 困难 ３１ 名词
２６ 回忆 ９２ 动词 ７６ 真实 ３０ 形容词
２７ 体验 ８９ 动词 ７７ 珍惜 ２９ 动词
２８ 问题 ８８ 名词 ７８ 完全 ２９ 形容词
２９ 中国 ８５ 名词 ７９ 感恩 ２８ 动词
３０ 稻田 ８０ 名词 ８０ 家庭 ２７ 名词
３１ 土地 ８０ 名词 ８１ 价值 ２６ 名词
３２ 自然 ７７ 名词 ８２ 学会 ２４ 动词
３３ 美好 ７６ 形容词 ８３ 最好 ２３ 形容词
３４ 人生 ７１ 名词 ８４ 团结 ２３ 动词
３５ 记忆 ６９ 名词 ８５ 城里 ２２ 名词
３６ 拉练 ６８ 名词 ８６ 成果 ２２ 名词
３７ 精神 ６６ 名词 ８７ 责任 ２２ 名词
３８ 经历 ６５ 动词 ８８ 祖国 ２１ 名词
３９ 慢慢 ６５ 形容词 ８９ 完成 ２１ 动词
４０ 收获 ６５ 名词 ９０ 情感 ２１ 名词
４１ 准备 ５９ 动词 ９１ 意识 ２０ 动词
４２ 学校 ５８ 名词 ９２ 任务 ２０ 名词
４３ 体会 ５８ 动词 ９３ 梦想 ２０ 名词
４４ 可爱 ５７ 形容词 ９４ 改变 ２０ 动词
４５ 知识 ５６ 名词 ９５ 融入 １９ 动词
４６ 晚会 ５４ 名词 ９６ 相信 １９ 动词
４７ 过程 ５２ 名词 ９７ 主动 １９ 形容词
４８ 力量 ５２ 名词 ９８ 充实 １９ 形容词
４９ 未来 ５２ 名词 ９９ 热爱 １９ 形容词
５０ 身体 ５１ 名词 １００ 历史 １９ 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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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义网络分析是通过抽取文本中的高频特征词， 利用共现矩阵形成网络结构图， 可以直观地反映

不同特征词之间的关联程度。 对农村“三同”劳动教育课程总结文本进行语义网络分析， 如图 １ 语义网

络结构图所示： 网络图共包含 ２８ 个特征词。 对特征词进行归纳， 可分为 ４ 大类： （１）活动及地点类词

汇 ８ 个， 分别是“清远”“飞来峡”“农村”“农户家”“晚会”“支教”“拉练”“劳作”； （２）身份类词汇 ６ 个，
分别是： “农户”“农民”“户主”“孩子”“老师”“同学”； （３）学生感受类词汇 ９ 个， 分别是： “美好”“体
验”“回忆”“热情”“收获”“感受”“内心”“记忆”“问题”； （４）互动类词汇 ６ 个， 分别是： “下来”“准备”
“行李”“晚上”“劳动”“学农”。 总的来看， 感受评价类词汇和活动及地点类词汇偏多， 且多为正面词

汇。 从核心特征词来看， 与“三同”劳动联系较为紧密的特征词有： “学农” “农民” “农户” “收获” “支
教”“感受”“记忆”“热情”“体验”。 其中， “农户”“农民”是表示是本次劳动最密切相关者的词汇， 劳动

的内容以及劳动方式都是由学生所住农户家的农户提出， “热情”是学生们对农户的感受， 同时可以看

出学生与农户家之间的关系是融洽的； “学农”“支教”“拉练”均为本次劳动教育课程的核心内容； “收
获”“感受”“体验”“记忆”是学生们对“三同”劳动教育课程的深切体会和感受， 可以看出课程对于学生

而言产生了外在和内在的影响， 具有一定的教育效果。

图 １　 语义网络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学生对劳动教育的情感状态， 运用 ＲＯＳＲ－ＣＭ 中的“情感分析”功能对网络文本进

行分析， 结果见表 ３。
表 ３　 高频特征词情感分析

情绪分类
分析结果 一般 中度 高度

数量 ／条 比例 ／ ％ 数量 ／条 比例 ／ ％ 数量 ／条 比例 ／ ％ 数量 ／条 比例 ／ ％

积极情绪： １４ ９３ ３３％ ４ ２６ ５７％ ３ ２０ ００％ ７ ４６ ６７％

中性情绪： ０ ０ ００％

消极情绪 １ ６ ６７％ ０ ０ ００％ １ ６ ６７％ ０ ０ ００％

　 　 说明： 积极情绪的分段标准为： 一般（０—１０）， 中度（１０—２０）， 高度（２０ 以上）； 消极情绪的分段标准为： 一般（ －

１０—０）， 中度（－２０—１０）； 高度（－２０ 以下）； 中性情绪不做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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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积极情绪比例为 ９３ ３３％， 中性情绪比例为 ０ ００％， 消极情绪比例为 ６ ６７％。 总体来看， 学生

对“三同”实践课程持积极态度并且满意度较高。
２． 文本关键词与课程育人价值的对应分析

以 ＲＯＳＴ－ＣＭ 所获得的关键词为基础， 结合高频特征词分析与教师视角的育人价值体系， 通过背对

背方法进行关键词抽取， 以分析文本关键词与课程育人价值的对应关系。
第一是理想责任方面， 对应增强理想信念的关键词包括“坚定、 珍惜、 未来、 青春、 梦想”， 对应

增强国家认同的关键词包括“国家、 祖国、 家庭、 城市、 乡村、 中华、 感恩”， 对应增强责任担当的关

键词包括“责任、 人生、 社会、 真实”。
“中国未来的发展， 当然更离不开农村。 学农能更好地让我们了解中国农村的现状， 将来为我

国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我们在农村社会的接触过程中， 明白当代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现状， 让我们在社会实践过程

中， 通过独立生活、 独立思考、 独立自主的去面对问题、 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 对社会的认识更

加清晰。 不管在实践过程中遇到挫折还是成功， 对我们都是一种收获， 明确了优势同时也发现了

不足之处， 让我们面对社会更加自信。”
“在交流与学习中， 把青春梦想， 与祖国之乡村振兴大业紧密联结。 奋斗致远是吾辈青年应接

住的历史接力棒， 我们纵情放歌飞来峡， 眼前是稻田千里， 心中是诗书抱页———我们可以脚踏黄

土辛勤劳动， 亦可以怀抱问卷了解民生， 规划未来。 在与农民同吃、 同住、 同劳动的七天里， 我

真正体悟了乡村生活， 认识了‘三农’问题， 在与农户建立起友好而和谐的关系时， 心中亦萦系着

乡村未来。”
“学农十天见过的每个人， 经历的每件事， 都给我未来的人生道路留下了念想———农户家留守

的女人和孩子告诉我， 我该为那个外出打工的丈夫和父亲及时领取工资做点事情， 所以我们有了

‘民工惠’； 我所收割过的那四亩田地， 所打过的每一把稻谷告诉我， 农村土地应该流转起来， 让

龙头企业把现代农业引进来， 所以我们有了农业龙头企业专项贷款； 临走， 乡亲们把自己不舍得

吃的土鸡蛋、 红薯送给我们， 这沉甸甸的礼物告诉我， 农村有那么多城里供不应求的好食材需要

用线上的手段销往全国各地， 于是我们有了‘善融商务扶贫专区’……我还没有回去， 也许是因为

我觉得， 自己应该为那里做的事情还有许多没有做到。”
学生们长时间生活在学校的象牙塔内， 一定程度上缺乏对国家发展现状的了解。 华南师范大学附

属中学的“三同”劳动教育课程在校园与社会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通过这座桥梁， 使学生对乡村和社

会发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学生通过自己的切身实践， 直观地看到农村的发展现状， 加深了对农村社

会现状、 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 增强了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勇担时代责任紧

迫感。 同时， “三同”劳动教育课程能够促进学生理想信念的形成， 是培养责任担当的重要途径。 通过

组织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引导高中生深入社会， 能使他们在实践的大课堂中了解社会， 认识国情，
培育自觉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意识， 进一步明确自身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牢固树立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 在志愿服务课程中， 一方面将学生在学农过程中形成的责任担当、 劳动意识转化为具体的

行动； 另一方面， 通过角色互换， 学生在实践中进一步加深了对学农成果的理解和认同。 以此， 让学

生志存高远， 去思考、 去规划自己以后的发展道路， 树立为国家富强、 人民幸福和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而奋斗的远大志向。
第二是劳动生活方面， 对应形成劳动观念的关键词包括“充实、 淳朴、 朴实、 珍贵、 珍惜”， 对应

形成劳动精神的关键词包括“艰苦、 困难、 意志、 体会、 汗水”， 对应形成劳动能力的关键词包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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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掌握、 技能、 食材、 收获、 稻田、 支教、 家务、 任务”， 对应形成劳动习惯与品质的关键词包括

“磨练、 意志、 习惯、 满满、 拉练、 团队、 独立”。
“学农使我们懂得珍惜劳动， 珍惜成果， 每日三餐， 农户都会为我们准备丰盛的饭菜， 而我们

往往难以全部吃完， 有时农户会为每人再盛一些， 更多时候会将剩菜收集起来喂养牲畜。 不浪费

是一种美德， 更是一种对劳动的珍惜敬畏。 此外， 在手忙脚乱地合力完成了一桌饭菜， 在复杂的

流程和难以掌握的火候中， 我们更当明白： 劳动不易， 故应珍惜。”
“通过体验艰苦的学农生活， 在极大地开拓视野的同时， 让我们亲身感受到原来每天上学要来

回走那么远的路， 原来夜幕降临后村里的路乌漆嘛黑的只能待在家里哪也去不了， 原来村里唯一

一家小卖部买到的带金箔戒指的廉价糖果是那么好吃……”
“通过劳动， 青少年可以养成艰苦奋斗、 吃苦耐捞的品性， 形成朴素节俭、 懂得感恩的优秀品

质， 摈弃好逸恶劳的恶习， 培养健康的人格。”
“割禾正确的姿势是左手从右至左搂禾秆， 右手持镰刀从左至右、 刀口向外割， 这样不容易伤

到自己， 割下来的禾顺手放在地里。”
通过上述关键词提取以及部分访谈资料可以看到， “三同”劳动教育课程让学生发自内心地认同劳

动、 崇尚劳动、 尊重劳动， 懂得了劳动最光荣、 劳动最崇高、 劳动最伟大和劳动最美丽的道理。 农事

活动中， 学生走出教室， 走进农场， 身心得到了放松， 也感受到了自然与人类的密切关系。 长期生活

在城市的学生通过在这短短的与农户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时光中， 学到了新的农业知识和技能， 在实践

过程中切实提高了动手能力。 学生在劳动的过程中完成相应的农事任务时体会到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在认知过程中， 高中生的情感体验以及情绪经验会影响个体的态度和行为， 这也是促进劳动价值内化

的重要因素。 “三同”劳动教育课程提高了学生的情感体验， 并且培养了学生的劳动观念， 让学生在劳

动情境中构建了正确的劳动观。 在树立正确劳动观念的过程中， 学生会形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和艰苦奋

斗的精神， 从而让责任担当素养落地生根。 劳动教育的本质是把劳动观念、 习惯和技能等内化的过程，
而内化的最佳方式是走进真实社会劳动的实践体验。 因此， 可以认为“三同”劳动教育课程的实践体验，
既培养了学生基本的劳动技能， 又让他们懂得帮助他人， 主动担当和奉献社会的意义和价值， 将艰苦

奋斗精神和吃苦耐劳品质外化于形， 内化于心， 让学生充分发掘劳动的价值。 所以， “三同”劳动教育

课程实现了劳动教育优质与高效发展， 形成了契合高中生实际和时代特征、 多维一体的劳动习惯与态

度， 促进了学生劳动理念、 知识、 技能的深度融合， 让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形成二维共进， 推动了学

生身心全面发展和人格健全。
第三是创新审美方面， 对应培养问题意识的关键词包括“实践、 调查、 学习、 创新”， 对应培养探

究能力的关键词包括“研究、 问题、 解决、 创造”， 对应培养审美情趣的关键词包括“乐趣、 田间、 感

受、 美好、 融入”。
“与此同时， 学农实践更让一些有识之士和未来的社会精英走进农村， 了解农村， 与农民交流

心声， 听到农民心中所需所想。 只有根植于这样的实践中， 才能真正看到乡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进而思考其原因和影响， 最后给出解决方案， 为乡村发展建言献策。”

“或许有的人会认为贫困农村的农民不太懂科学， 甚至很迷信。 但是， 经过这次研究性调查

后， 我认为这是不真实的。”
“我研究的课题是关于清远飞来峡镇普通话调查， 设计并打印了一百份调查问卷， 在田间地

头， 在村民家里， 在横岗村、 大厂村和富勤第三小学等地积极调研， 回收有效问卷近六十份。”
“芦苇荡里， 我们奔跑， 随着你们的目光； 晨光熹微， 我们收割， 身影定格在你们的相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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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段与自然和谐共处简单生活的日子里， 我们从原本程序化的生活节奏中跳脱出来， 与那

个充满诱惑的世界拉开距离， 时间的空闲足以让我们慢下来悉心感受身边的一切， 去亲身体会农

村问题的重要性， 去享受劳作带来成果的快乐， 去认真思考自我的存在和与世界的联系。”
通过分析得出， 区别于单纯的以“苦”启发人、 磨练人，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三同”劳动教育

课程真正做到贴近真实的农村生活， 让学生在了解“三农”问题的同时， 深入观察农户的生产生活现状

并开展社会调查和研究性学习， 进而从不同层次认识农村现状。 这样的方式很好地运用了真实情景，
培养了学生主动发现问题的意识和探究意识。 同时， 由于学生们长期生活在城市里， 容易失去积极、
敏感、 鲜活的情感表达和感受力， 进而失去感受美的动力， 也就容易被消费文化和娱乐文化劫持着走

向浮华和颓废。 “三同”劳动教育课程让学生真正走进自然村， 使其身心浸润在美丽的大自然中， 触发

灵感， 激发潜能， 舒畅地进入一种奇妙的审美体验状态。 劳动教育对学生的审美能力培养有着重要作

用， 一是因为古今中外人文领域的基本知识和成果都源于生活， 是人们在生产劳动中创造的， 是为人

民大众服务的； 二是因为只有源于生活的人文作品才有生命力， 才能被人们所接受和喜爱。 学生通过

参与劳动， 形成对劳动人民的情感认同、 形成高尚的人文情怀和正确的审美情趣。 因此， 劳动教育是

培养学生浓厚的人文情怀和科学的审美情趣一种重要途径。

四、 结论与讨论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三同”劳动教育课程有鲜明的社会性和生命性； 无论从教师还是学生的

视角看， 都具有较高的育人价值。 其育人价值可统括为三大领域十大方面： 三大领域分别是理想责任、
劳动生活和创新审美； 十大方面分别是增强理想信念、 增强国家认同、 增强责任担当、 形成劳动观念、
形成劳动精神、 形成劳动能力、 形成劳动习惯与品质、 培养问题意识、 培养探究能力、 培养审美情趣。

从课程的角度看， “三同”劳动教育是“活”的课程， 是“真”的课程， 充满了活力与张力， 体现出课

程的深刻性和内容的丰富性， 不断丰盈着劳动教育课程的创新与进步。 这种劳动教育课程优化了学校

教育教学体系， 关照到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全面发展的统一； 从学生总结的关键词情感分析来看， 学

生对该课程的满意度也较高。 此外， 该课程促进了协同育人格局的形成， 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

教育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丰富与完善， 很好地展现了劳动教育课程的育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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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举办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立项仪式暨学术沙龙

为进一步鼓励我院研究生积极开展具有创新性和前沿性的教育教学研究， 加强研究生科研创新意识、 创新思维和

创新能力的培养， 推动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不断提高， 我院于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正式设立“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 用于资

助研究生开展创新课题研究。
３ 月 １５ 日下午， 我院在学院 ２２５ 会议室顺利举办 ２０２２ 年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立项仪式暨学术沙龙。 研究生院

安宁副院长、 马冬秀老师应邀出席， 我院李盛兵院长、 葛新斌副院长、 卓泽林副教授和线下线上的 ５０ 余名研究生参加

立项仪式和学术沙龙。 活动由院研工办王晓隆老师主持。
在立项仪式上， 葛新斌介绍了我院实施设立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的背景、 目的和筹备过程。 他指出， 经过前

期评审， ２０２２ 年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共立项 ４１ 个课题。 其中， 特别委托项目 １０ 个， 重点项目 １０ 个、 一般项目 ２１
个。 希望这次获得项目立项的同学们把握机会， 刻苦钻研， 努力提高自身的科研能力和综合素质。

安宁在致辞中对我院的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设计和研究生的项目选题， 表示高度肯定。 她指出， 教科院专门

设立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 在石牌校区各研究生教育单位中， 尚属首次。 在研究生阶段参加科研项目， 是一次很

宝贵的锻炼机会。 同学们的项目选题得当， 主题鲜明， 或贴合学院和学科发展需要， 或关涉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前沿，
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她勉励同学们在学习中不仅要了解学术前沿动态、 广泛阅读、 勤于思考， 更要掌握研究方法，
学会沟通与合作。

李盛兵对获得本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立项的同学表示祝贺。 他强调， 做好学术研究， 首先要牢固树立 ４ 个

意识： 即要有鲜明的问题意识、 方法意识、 成果意识和时间意识； 要注重研究过程， 积极体验、 潜心研究， 培养钻研

精神， 促进科研能力提升。
随后， 与会领导先后为特别委托项目、 重点项目、 一般项目主持人颁发了立项通知书。
２０２１ 级博士研究生谢辰在代表获批项目主持人发言时表示， 学院举办此次项目为研究生科研创造了机会， 并表示

此次项目可以增加自身的科研实践和提升自身的科研能力， 此次入选既是荣誉也是鞭策。
仪式结束后， 我院卓泽林副教授围绕“学术历程与发表”， 结合自己的科研经历， 从选题、 模仿、 交流、 方法、 热

情、 如何开展课题等六个方面， 向同学们分享了自己的科研技巧和方法。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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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研内卷生态及其非预期后果
———双一流高校大学生保研历程的个案研究

海子奕　 程　 猛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　 要： “内卷”一词被用于描述精英大学普遍存在的过度竞争生态， 而保研是观察这一生

态的重要窗口。 通过对北京市某双一流高校 ８ 位本科生保研历程的深度访谈发现， 保研中的

内卷生态具体表现为“抢好分”、 拼筹码和竞争性攀比。 绩效主义取向的积分式保研规则促成

褒奖与贬抑效应， 加剧了个体的自我剥削， 极易将学生引向精神世界的“空心化”， 铸造“精致

的利己主义者”和“内卷型”人格， 既危及学生身心健康， 也给国家长期的人才选拔和培养种下

选才单一化、 功利化的苦果。 超越“内卷”既需要个体觉醒， 更依赖高等院校乃至全社会的制

度变革与文化重塑。
　 　 关键词： 内卷； 保研； 竞争； 内卷型人格； 制度变革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２０９５－６７６２（２０２２）０２－００７５－１２

　 　 “在大学里， 学生因‘内卷’而迷茫， 教师因找不到潜心治学的学生苦恼……揭开漂亮的指标、
体面的成功， 中国最聪明的年轻人在极度竞争中， 成功压倒成长， 同伴彼此 ＰＫ， 精疲力竭。” ［１］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三联生活周刊一篇名为《绩点为王： 中国顶尖高校年轻人的囚徒困境》的文章引发广

泛的社会关注。 “内卷”一词的使用也从农业经济领域不断向外拓展， 直到翻过高墙， 跃进象牙塔， 成

为对精英大学普遍存在的过度竞争生态的一种精准描述。
在高等教育日益大众化、 文凭贬值加剧的社会情势下， 仅仅跨入大学之门已经难以改变寒门学子

的命运， 也难以维持中产阶层家庭的社会地位。 读研， 就成为许多本科生从入学伊始便心向往之的选

择。 相比普通高等院校， 顶尖的精英高校的保研率明显高出一截。 与竞争激烈的考研相比， 保研①显

然是更“稳妥”且循序渐进的一条通道， 也成了一种不用解释的、 “被质疑最少”的选择［２］。 当保研意指

的教育获得可以兑换更多的社会资源时， 这种教育机会就会显得愈加稀缺。 为了取得推免资格， 精英

高校的大学生们只能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这样一场角逐之中。 因此， 保研也就成为观察精英大

学“内卷”生态的重要窗口。

·５７·



本研究意欲探索的问题有以下两个层面。 首先， 对于身处精英高校的大学生来说， 存在“保研内

卷”吗？ 如果存在， “保研内卷”呈现出哪些特征， 又是如何弥散于他们的大学生活之中的？ 其次， “保
研内卷”产生了哪些影响？ 又该如何应对？ 通过聚焦“保研内卷”， 本研究试图深描当代中国精英大学

“内卷”生态， 进而反思与之相关联的研究生推免制度以及大学生的精神风貌。

一、 “内卷”与保研“内卷化”

“内卷”一词最早源自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Ｇｏｌｄｅｎｗｅｉｓｅｒ）对原始文化的分析。 戈登威泽

认为毛利人的装饰艺术呈现一种内卷化的状态， 即“在所有边缘被固定的情况下， 发展表现为内部的精

细化” ［３］。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Ｇｅｅｒｔｚ）在研究印尼水稻种植时拓展性地使用了

这个概念。 在《农业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化过程》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一书［４］中， 格尔茨用“农业内卷化”描述“无数的劳动力集中在有限的水稻

生产”中的农业发展形态。 格尔茨和戈登威泽对内卷的理解并没有断定这种在外部边界被严格控制、 内

部“集中”和“精细化”的过程对收益究竟产生了何种影响。
在对中国人多地少的小农经济史进行分析时， 黄宗智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格尔茨的分析框架， 用“内

卷化”来形容农业生产中“单位劳动投入报酬严重递减” ［５］的现象， 将“内卷”的讨论引向了“没有发展的

增长” ［６］。 在邱泽奇和刘世定看来， 这种对“内卷”的理解改变了“分析的基本方向” ［４］。 而后， “内卷”
在杜赞奇的阐发下， 被应用于“国家政权内卷化”的讨论［７］。

在教育领域， 杨可通过对教育市场化背景下母职变迁的分析， 发现城市家庭中的母职实践突破了

私领域内照料子女的传统内涵， 教育职责陡增并且呈现出一种“经纪人化”的新特征， 且这种趋势有不

断“内卷”的倾向。［８］黄宗智在最近的文章中也指出， “内卷”的机制“也可以见于以应试为主的教育界。
面对快速递增的竞争人数和伴之而来递减的机会， 一些学校会‘逼迫’学生投入越来越多的‘劳动’来应

试， 为的是提高本校的平均考分以及其质量评估水平， 促使本来就缺乏创新性的应试教育体系更加内

卷化， 基本排除了更多关注创新（而非死记）的教育改革。” ［９］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咬文嚼字》编辑部发布了“２０２０ 年十大流语”， 其中之一即是“内卷” ［１０］。 “内卷

化”有逐渐被泛化使用的趋势， 泛指“任何过度竞争的社会现象” ［１１］， 目前已应用于分析社区治理［１２］、
教师职称评定［１３］， 甚至学术界本身也出现了“学术研究当力避内卷化” ［１４］的讨论。 徐英瑾认为， “内
卷”兼有“内耗”与“席卷一切”的语义， 切中“中国中产阶级在面对各种激烈的社会竞争时所感受到的急

切的焦虑与深深的无力” ［１１］。
综合上述文献， “内卷”在当下的意涵已经发生了转变， 从不带明显价值判断的“内部不断精细化和

复杂化的过程”（格尔茨的本意）转向“无意义的过度投入和竞争”， 即黄宗智意义上的“内卷化”———“劳
动的边际收益递减”或“没有发展的增长”。 本研究主要在后者的意义上使用“内卷”一词。 在本研究中，
“保研内卷”指在保研（推免）制度框架下， 大学生为了在保研资格选拔中胜出， 在学业以及各项涉及保

研的活动中陷入无意义的过度竞争的现象。

二、 研究方法与资料收集过程

为了尽可能深入了解大学生的保研历程， 在方法论层面， 本研究主要采用了质的研究方法。 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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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 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

探究， 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整理形成理论， 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

解的一种活动” ［１５］。
在资料收集方面， 本研究主要采用了深度访谈（ｄｅｐｔｈ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的方法。 深度访谈在学界也被称为

半结构式访谈， “涉及的是一种研究者与被访者面对面情况下的我群关系” ［１６］。 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可

以随时调整问题及回应内容、 方式， 不断地逼近被访者对自己行动的意义理解， 帮助研究者解释性理

解社会行动者的意义世界。
本研究以北京市某双一流建设高校 Ｂ 大学①为个案， 综合年级、 专业和保研情况等因素， 采取理论

抽样的方式寻找合适的研究对象。 保研主要涉及大学三级和大学四年级的本科生， 因此首先选择了 ６
位正在经历保研或有意保研的本科生进行了深度访谈。 为保证研究对象的差异性， ６ 位被访者之中， 有

２ 位已保研成功， ４ 位因保研困难选择考研。 之后， 研究者还对已通过推免读研的 ２ 位研一学生进行了

深度访谈。 每位访谈对象访谈 １—２ 小时。 ８ 位被访者的简介及编码如下：
表 １　 访谈对象简介②

编码 年级 专业类别 性别 保研情况

Ｆ－Ｕ－１ 大四 人文 女 综合成绩排名差一名， 未能保研

Ｆ－Ｕ－２ 大三 社科 女 跨专业保研比较困难， 准备考研

Ｓ－Ｕ－３ 大四 社科 女 已保研

Ｓ－Ｕ－４ 大四 人文 女 本校竞争激烈， 未通过初审， 保研外校

Ｆ－Ｕ－５ 大三 理工 男 保研困难， 准备出国

Ｆ－Ｕ－６ 大四 社科 女 保研无望， 考研失败， 准备“二战”或者工作

Ｓ－Ｍ－１ 研一 社科 女 保研成功， 现已在读

Ｓ－Ｍ－２ 研一 社科 女 保研成功， 现已在读

　 　 研究过程中， 我们对 Ｂ 大学各院系公示的保研相关制度文件进行了收集和整理。 此外， 还和 ２ 位

深度参与研究生招生及培养的教师③就保研学生的特点以及推免制度进行了访谈。 通过对访谈转录文本

以及相关制度文件的分析， 本研究试图呈现身处精英高校的大学生在保研历程中的内心体验以及与制

度互动的过程。

三、 保研内卷生态的特征

在访谈中， 我们发现“内卷”或者“卷”已经成为当前大学生活中一种弥散性的话语实践。 被访者在

谈到自己目前（或曾经）为保研做出的努力时， 常常提到“卷”。 诸如“我本科真的很卷” （Ｓ－Ｍ－１） 、
“在卷的同学一直在卷， 也不是大三才开始卷的”（Ｆ－Ｕ－１）、 “今年卷的格外厉害”（Ｓ－Ｕ－３）。 其他的类

似表达还有“他太卷了”“这也太卷了” “我们学院太卷了” “不能这么卷”， 最“卷”的人还会称之为“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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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Ｂ 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综合性大学， 双一流建设高校（Ａ 类）。
访谈学生的编码方式为： 学业阶段＋保研结果＋序号， 其中 Ｕ 指本科生， Ｍ 指硕士研究生， Ｓ 指保研成功， Ｆ 指

保研失败。
教师的编码方式为： Ｔ＋序号， 其中 Ｔ 指教师。



王”。 “卷”不仅是个人对自己所处环境的一种理解， 也反映了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精英大学生存样态。
（一）“抢好分”
对于有意通过保研获得深造机会的大学生们来说， 了解保研的制度设计至关重要。 在 Ｂ 大学， 各

个学院的保研制度均由成绩和成绩之外的加分项构成， 只是在构成比例上稍有不同。 在 Ｘ 学院， 保研

的综合考核成绩测算由专业课程成绩（９０％）、 外语成绩（１％）、 科研创新成绩（７％）、 社会服务成绩

（２％）四个部分组成①。 由于成绩所占比重较大， 唯有尽可能地追逐好的成绩， 才能为自己累积保研优

势。 这样， 选课、 作业和期末考试就成为学生关注的焦点。 尽管本科三年级才开始真正涉及保研的一

系列流程， 但在大一入学伊始的选课阶段， 这场保研大战的号角就已经吹响。
你抢课抢的不是好老师， 抢的是好分。 （Ｓ－Ｕ－３）
一个师兄和我说， 在选给分高和选好老师之间， 你一定要选给分高的课。 书可以自己读， 分

不能自己给。 （Ｓ－Ｍ－１）
言下之意， 选“给分高”的老师而非真正自己认可的“好老师”是取得高绩点的秘籍。 在这种选课文

化之下， 给分高的“水课”反而可能成为学生趋之若鹜的焦点， 给分严格、 认真负责的教师却可能被日

益边缘化， 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 在选课之外， 作业是另一个“卷”的焦点。 为了取得好的平时

成绩， 作业常常成为一场字数的“军备竞赛”。
大二的时候老师让写个读书报告， 要求 ５０００ 字以上……大家都写了 ８０００， 你就不好意思写

５０００……然后我们都写了个七八千。 （Ｓ－Ｕ－５）
期末考试成绩在一门课程的总成绩中占比常常超过 ５０％， 直接影响成绩单上的数字， 是最后的决

战环节。
你看我本科成绩单上真的最高 １００， ９８、 ９９， 就这样往下排， 那时候真的在卡着， 每次出成绩

就特别紧张， 卡着你要算加权， 哪些是专必（专业必修课）， 哪些是专选（专业选修课）， 哪些成绩

是绝对得高的， 哪些成绩要比平均分高多少， 你才能稳打稳地拿到保研名额。 （Ｓ－Ｍ－１）
在积分制的保研制度下， 学生们要求自己在每一门的选课上都需要谋篇布局、 精打细算， 在成绩

上精益求精， 追求最高的分数， 造就了一个“不断抽打自己的陀螺式的死循环” ［１７］。 一旦获得高绩点取

代了对知识的真正渴求， 成了唯一目的， 真正的大学精神也就难以觅见。
（二） 拼筹码

成绩之外的加分虽然所占比例较小， 却不容忽视， 因为其在保研中意味着更多的筹码。 科研项目、
社会实践虽然占比不是很大， 但却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加分项”。 即便成绩很好， 也可能因为缺乏科研

和社会活动加分而落于人后。 不放过任何可能加分的机会， 尽一切可能把助益于保研的加分项收入囊

中， 方可确保胜算。 一些学业成绩较为落后的学生更需要在这一部分下足功夫， 来弥补自己在成绩方

面的劣势。
大学没有假期， 平常我就不说了， 周五周六周日跟平时没区别的。 假期是有， 但是为了分数，

你得去参加暑期社会实践， 你得去寒假调研， 你得去社会服务， 就很多啊。 （Ｓ－Ｕ－３）
我们有 １０ 分的额外分。 所以当时参加什么数学建模大赛， 什么英语竞赛， 什么六级刷分，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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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专业课程成绩指在本校修学并取得学分的部分通识课程、 学科基础课及专业模块课程（必修）成绩， 成绩优劣直

接体现为绩点的高低； 外语成绩和四六级、 托福、 雅思等成绩挂钩； 科研创新主要包括各类创新创业项目、 学

术论文或专利、 学科竞赛获奖等； 社会服务则包括以上之外的其他获奖、 社会工作和社会实践三项。



后包括去做课题。 （Ｓ－Ｍ－１）
为了获得保研资格， 及早“拼”一个更加稳妥的未来， 大学生们不得不早做准备， 精打细算， 从成

绩到社会活动， 连带学生工作、 暑期支教、 志愿服务， 能要的都要， 一个都不能少， “习惯追逐”却“缺
乏勇气和自由来创造自己的道路” ［１８］。

（三）竞争性攀比

由于保研名额是既定的， 班级同学之间、 宿舍同学之间也存在竞争关系。 象牙塔里的日常交往也

时而蒙上一层敏感的底色。 平时的课堂笔记分享、 保研的方向等方面都会影响宿舍关系。 彼此之间的

交往在紧张的竞争氛围下变得小心翼翼， 分数、 成绩、 发表、 获奖都成了敏感信息。
大家在涉及到学习的时候就是很敏感。 （笔记）肯定是不会分享的， 你如果贸然的说你这学期

的笔记可以给我看一下吗？ 无异于要杀他要抢劫……选方向那几天也挺敏感的， 就是问一问你想

选什么方向， 然后发现大家都不一样， 那就放心了。 要不然的话， 其实两个人都选一个方向， 其

实挺麻烦的。 （Ｓ－Ｕ－４）
很多人都是觉得他做了我为什么不能做。 他怎么就做了， 我也要做。 真的就是比， 从小到大

啥不比， 没有尽头的。 （Ｓ－Ｕ－３）
在看似同质的“内卷”过程中， 实质有不同的卷入机制， 一种是主动型的， 一种是被动型的。 主动

型的学生直接瞄准各项指标进行规划， 认为成绩越高越好， 同时尽力拿到所有的荣誉和加分， 被戏称

为“内卷先锋”。 被动型学生容易受到同学的影响， 在相当程度上“被卷入”， 唯恐落于人后， 暗含着某

种从众和攀比心理。 在群体层面展现出的“内卷”特征， 以其独特的存在样态促成了一种有意识或无意

识的焦虑情绪和竞争性攀比。 这种生存心态会渗入学校生活的方方面面， 影响个体的学习动机和人际

交往心态。

四、 保研内卷的生成机制

保研内卷生态的形成既有宏观的结构性因素， 又受到微观运作机制的影响。 “卷”还是“不卷”， 看

似是个人自主的选择， 实质上与行动者的现实处境高度相关。 理解“保研内卷”何以生成需要看见象牙

塔之外更广阔的社会图景。
（一）寻求确定性和安全感

随着高等教育从大众化迈进普及化， 读研成为提高“身价”和增加未来职场竞争筹码的优先选择。
根据《人民日报》报道的深圳中学公布 ２０１９ 年拟招聘的 ３５ 名教师名单显示，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的毕

业生就有 ２０ 人， 还有 １ 人毕业于哈佛大学， 且 ３５ 人均是研究生学历， 其中 ８ 人是博士（３ 名博士

后） ［１９］。 在社会对学历的要求水涨船高的局面之下， ２０２０ 年初新冠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又造成出

国读研人数锐减， 国内读研成为本科生优先考虑的出路。 ２０２１ 年， 全国研究生报考人数为 ３７７ 万， 再

创历史新高； 相比 ２０１７ 年， 考研人数增加了 １７６ 万。 ５ 年间， 考研报名人数翻了近一番。［２０］ 相比于保

研， 考研的不确定性更高， 而且远不如保研显得“体面”。
一位清华大学教师坦言： “在精英大学中， 学生们会认为考研是一件特别可耻的事情， 都会选择推

免保研， 或者直接出国。 若是哪个学生考研， 其他学生会向他投来异样的眼光， 他本人也会觉得尴尬。
为了避免这份尴尬， 学生们从一进大学开始就会不断为了达到‘不考研’的目标努力， 完成学业内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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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标准。” ［２１］考研只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在访谈中， 不少被访者袒露了自己对于考研的恐惧。
不想再浪费时间去考研， 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准备着保研的这种事情。 （Ｆ－Ｕ－１）
越来越多人不喜欢考研， 因为它就像高考一样， 不确定性太高了。 大家好像对确定性格外的

在意……而不是说把自己的命运都寄托在那一场考试……你真能考上吗？ 我觉得真的挺难的， 我

看我室友都看累了。 （Ｓ－Ｕ－３）
在考研的竞争程度剧增的形势下， 对于不愿意再参加一次“高考”的大学生而言， 需要长期投入的

保研是一个更加具有确定性和安全感的选择。 这样， 许多有意读研的大学生都会选择以精打细算的方

式度过自己的大学生活， 尽可能多地积累筹码， 为获得保研资格殚精竭虑。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需

要步步为营、 谨小慎微， 看似“安全”却也不免让人缩手缩脚， 不敢尝试， 拒斥意外、 风险和不确定性。
这就从根本上偏离了创新的应有之义， 也压缩了学生探索自我和创造性发展的空间。

（二）褒奖与贬抑效应

在每一个社会组织中， 都存在具体的道德边界以及相应的褒奖和贬抑效应。 积分式的保研制度促

成了带有奖惩性质的地方性道德系统， 具有“奖励顺从和击退攻击的能力” ［２２］。 制度褒奖的， 就会被视

为道德的、 可理解的。 反之， 不符合制度的行动就经常处于被审视和打量之中， 成为需要行动者给予

解释甚至被贬抑的。 作为一种学术选拔制度， 保研规则构成了大学生生活中具有导向性质的行动纲领，
它明确地对符合制度规范的行动进行褒奖， 对与之相悖的行动进行潜在贬抑。 在积分制的保研制度下，
大学生们不得不按照量化的筛选标准来打磨自己， 功利化地对待学业， 甚至违心地承担自己并不喜欢

的学生工作、 社团活动和一些能够加分的竞赛。
我社恐， 并不是一个喜欢做学生工作的人， 其实自由而散漫。 但综测的难题就是横在我面前，

是选择功利还是选择从心……因为这些年我每年的综测几乎都是因为零分的学生工作从一等落入

二等， 这也可能和未来的保研挂钩。 但是它真的重要吗———如果我不能从中得到快乐， 而仅仅是

负担。 （Ｆ－Ｕ－２）
在被动卷入的情况下， 大学生们不仅容易违背自己的兴趣和本心， 而且不断陷入“无意义感”的自

我质疑之中。 尽管他们可能从中获益， 获得制度“褒奖”， 取得保研资格。 但这种“褒奖”背后隐藏着代

价。 兴趣和热情是学术创新的基本要素， 追逐表面化的、 功利化的短期利益， 可能会严重透支学生长

期的学术发展潜力； 整个大学的学习、 教学与科研风气也会愈加远离大学精神的真正意涵。
而那些不愿意卷入其中的人， 那些出于兴趣和本心学习和参与学校活动的大学生， 就会被制度“贬

抑”， 无缘通过保研获得继续学术深造的资格。
很多人其实一上大学就跟师姐他们要那种加分的表， 然后一项一项去对着做， 把分加满， 你

说这样有啥办法？ 我室友都反思自己， 就说自己的“失败”， 从大一就是注定的， 因为开始的时候

就有很多同学跟师兄师姐的关系很好， 然后在选课上面他们就选给分高， 而不是自己感兴趣的老

师的课， 他们就只做能加分的项目。 （Ｆ－Ｕ－２）
在保研过程中， 学生的内心经常处于矛盾之中， 在功利化的选择和自己真正的追求之间犹疑徘徊。

在这样一种规则明确的制度情境中， 个体即便有所反思， 也很容易陷入螳臂当车的无可奈何和自我怀

疑之中。
（三）看不见的绳索

经济市场中的“信号”是参与者制定计划、 做出行动的重要依据。 斯彭斯（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ｐｅｎｃｅ）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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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传递： 雇佣过程中的信息传递及相关筛选过程》中提出了信号传递模型（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他指出：
“求职者通过改变自己的某些可以观察到的特征， 他能够影响并确实影响了他呈现给雇主的这份彩票。
假设这些调整是理性决策的产品， 则我们可称这些调整活动为信号传递， 称这些特征本身为信

号”。［２３］７－８虽然教育不是市场性的， 保研也不是一个市场竞争的过程， 但是斯彭斯认为， “招生市场信

号传递博弈的逻辑结构与就业市场信号传递博弈的逻辑结构没有本质区别” ［２３］６２。
如果我们将信号传递模型应用于对保研历程的分析， 可以将大学生每一项为获得保研资格做出的

努力视为学生向“保研市场”传递的“信号”。 从学生发出信号， 到接收者接收信息， 继而进行选择和行

动的整个流程， 就构成了一个多主体的信号传递博弈。 学生作为信号的发送者， 在不清楚保研资格获

得底线的情况下， 努力的目标就成为一条看不见、 只能根据历史经验和其他人的努力程度来揣测的

“线”。 这样， 保研就具有了“市场化”特征， “保研资格”就成为可以部分观察、 却具有不确定性、 也可

以发生改变的“信号” ［２３］８。 Ｓ－Ｕ－３ 在访谈中坦言， （有的人）从大一上学期就开始考虑保研的事情， 算

每一项能加多少分。 但这种投入经常伴随着无意义感和无限度的焦虑。
比如说数学建模大赛， 当时用了 ４ 天 ３ 夜， 之后那一晚上还热通宵了。 一点一点学什么

ｍａｔｌａｂ， 就是自己从图书馆拿着这么厚一摞书就开始搞编程， 然后做建模， 熬了那几天之后拿了三

等奖， 然后加了 ２ ５ 分。 对于这 ２ ５ 分来说这四天确实有意义的， 很有意义， 拿到那个 ２ ５ 分就是

综测直接就上去了， 但是对于我来说没有意义。 我当时干了啥做了什么题， 怎么写的， 卷子怎么

交的我都不知道。 （Ｓ－Ｍ－１）
“保研内卷”与学生对保研市场上其他人竞争力的判断有着直接的关系。 当觉察到竞争人数增多，

资格线必然水涨船高， 唯有通过投入更多时间来增加自己手中的筹码。 为了越过看不见的“线”， 竞争

者唯有投入更多才可能获得优势。 不确定的资格线和日趋激烈的竞争使得有意保研的大学生之间形成

了一种博弈关系， 唯有不间断地进行自我压榨， 才能获得更好的成绩和更多的筹码， 才能成为最终的

优胜者。

五、 “内卷”生态的三重后果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Ｒｏｂｅｒｔ Ｋ． Ｍｅｒｔｏｎ）在《目的性社会行动的非预期结果》一文中提出了“非
预期后果”（Ｕｎ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这个概念。 默顿使用这个概念是针对“人们（包含行动者本身）无
法正确判断行动的目的”的问题， 与他所提的相对于显性功能的“隐性功能”高度相关［２４］。 保研资格的

有限性决定了必定会产生竞争， 从入学就开始的精细化积分规则也看起来公平公正。 但这一看似公平

公正的积分制度， 一旦叠加外部社会情势的转变， 就会从根本上加剧竞争过度的态势， 并给个体、 社

会和国家带来一系列非预期后果。
（一）反噬自身的代价

尽管被访者在不同程度上表达了对保研过程中的“卷”持厌恶和批判态度， 但更多的人选择沉

默———要么游离在这套制度边缘； 要么从容就范， 顺服于既定的保研积分规则。 对保研制度的默认和

参与， 在无形之中为这一制度赋予了潜在的合理性。
你有的时候不得不去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情， 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 你可能没有办法去获得

上升的途径， 因为是真的很想读研。 （Ｆ－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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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是觉得 ２０１７ 年到现在， 跑得挺累的， 一直没有休息过。 （Ｆ－Ｕ－１）
在高强度的竞争氛围下， 个体很难超脱弥散性的沉重压力， 不少学生因此陷入精神焦虑的身心状

态。 积分式的保研制度造就了不健康的竞争方式和学术倾向， 保研大战成为人人参与的平庸之恶， 甚

至可能反噬自身。
我状态不好那一阵， 就保研这个词都快让我 ＰＴＳＤ 了。 我前两年心理有问题……我觉得可能所

有人很多时候都会面临这种抑郁情绪的困扰， 但是环境的作用是看这个环境是让你维持抑郁情绪，
还是能让你很快地走出抑郁情绪， 那么可能这个社会环境是比较容易让人维持抑郁情绪的。 （Ｆ－Ｕ
－５）
根据中国青年报社、 中青校媒联合丁香医生共同发布的《２０２０ 中国大学生健康调查报告》显示： 随

着年级的升高， 大学生们对自己的健康评价逐渐降低。 大一到大三， 年级越高， 受健康困扰比例就越

高。 大四学生中， 情绪困扰占比最高。 在大学生心理困扰这一项目中， 有 ６０％的学生都表示最近一年

被学业压力所困扰， 学业是最主要的压力来源。［２５］在对自我进行压制的过程中， 学生很容易迷失自我，
“主动”放弃很多对生活、 对学业、 对未知世界进行探索的勇气和可能性。

如果遵从本性的话， 我可能就想大学 ４ 年踏实地学好我的专业课， 然后把我感兴趣的东西都

好好地学一学， 然后用很多时间去看电影跟看书。 但是这个环境就只能让我非常的疲惫， 本来我

应该又舒适、 又充实的过大学 ４ 年， 但是这个制度就让我非常的难受。 （Ｆ－Ｕ－２）
过分量化的绩效主义指标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非理性或者不合理现象的产生” ［２６］， 学生在这样一

套制度中被迫同时成为了受害者和加害者。 “卷”入其中的大学生和真正热爱学术的大学生相比， 整个

参与过程多了一份“不得不如此”的疲惫和无奈， 对其中的诸多付出也伴随着精力和情感的无反馈消耗，
进而衍生为紧张的人际关系和过度的精神压力， 危及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和长远发展。

（二）急功近利的迎合式筛选

在整个保研过程中， 不同学生对这一套绩效主义的积分制度有着不同的心态， 这其中也有一个复

杂的转变历程。 大学生与保研制度互动的过程， 本身也是一个社会化过程。 顺从制度的学生更有可能

得到推免资格， 异见者或者在抱怨中消磨自己并错过这套体系提供的机会， 或者向现实妥协投入这套

体系的怀抱， 进而融入到制度所褒奖的规则之中。
我有一段时间一直在跟这个制度特别的过不去， 我就觉得我要跟他斗争……后来觉得其实挺

没有意思的， 你斗争也斗争不过， 然后觉得在加分表里， 我要是有愿意做的事情， 那我就做着，
不愿意拉倒， 算了。 （Ｆ－Ｕ－２）

它有时候是因为这个制度去把学生的真心给磨灭掉， 这一点我觉得很不好。 （Ｓ－Ｕ－３）
制度具有教育功能， 也对学生进行着教化。 当保研成为一场漫长的“军备竞赛”， 学生们耳濡目染

于功利化的成功套路， “掌握规则的学生可以依赖外在评价体系， 在短时间里将能力进行包装， 符合细

则规定， 获得加分项， 取得高成绩” ［２７］。
这个制度其实包容性很弱， 只要他那种模式化的， 你把他做出来都是一样的人。 我为什么现

在特别讨厌看什么十佳大学生评选， 你看他们的简历， 那不都是一样的工业产品吗？ （Ｆ－Ｕ－２）
到最后其实老师也理解学生， 但是没有办法， 这个就不是他们制定的， 然后大家就越学越累，

越学越累， 最后大家只能互相放水， 就老师睁一只眼给你考试， 考简单点， 你就死记硬背就好了。
我们下次选课大家还都选你， 然后就形成了这种默认的潜规则。 （Ｆ－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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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功近利的迎合式筛选会对创造性和自主意识产生压制， 进而可能筛选不出真正具有学术创新能

力的人。 而被选中的个体在一天天的被动和服从中可能会日益失去自己的主体性， 丧失那个活泼、 生

动、 富有创造性的自我， 最终背离学术选拔和高等教育培养的初衷。 正如黄宗智指出的， 与“内卷化”
真正对立的是“创新”， 需要“更多采纳培养创新人才的教育制度， 创建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研究和学

术” ［９］。 一项对某研究型大学保研制度的研究证实， 该校接近 ４０％学生的毕业去向为本校保研， 但在保

研的学生中仅 １５％出于学术兴趣而深造。［２８］积分式的保研制度可能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 培养出“精致

的利己主义者”①， 也给社会、 国家长期的人才选拔和培养种下选才单一化、 功利化的苦果。
（三）内卷型文化与人格

作为对生活现实处境的表达， “内卷”相关的话语和行动源于个体对所处制度情境的自然回应， 在

一定程度上是自我导向的结果。 Ｓ－Ｍ－２ 在刚上大学时并没有很强的竞争心态， 直到大三才发生转变。
大一的时候， 因为我高数还好， 但是计算机那种偏理科一点的成绩好像都不是特别好看。 然

后我记得当时有一门必修课 ８０ 多分， 当时没有跟别人比的概念， 也不想跟别人比。 直到后来突然

不知道什么时候， 发现我身边的人这门课全都是 ９０ 多分， 然后就开始想， 天， 这是要算到保研里

面的课， 我完蛋了， 我别的要补多少分回来， 才能赶得过别人。 其实当时也没有说刻意把成绩搞

进去。 对保研这种东西是到大三的时候才有改变了， 但是大三已经快来不及了。 （Ｓ－Ｍ－２）
高密度的时间管理和高强度的自我剥削是获得好成绩和各项加分的不二法门， 知识和学术探索本

身的魅力常常被忽略， 唯有在保研大军中脱颖而出才是“成功”。 这是一场规则明晰的漫长竞赛， 大学

也不再是一个拥有闲暇、 可以自由探索的象牙塔。 整个学校生活环境都会这种紧张的气息渗入， “卷”
经常成为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我觉得大学和高中最大的区别是， 很多人都是不愿意浪费时间， 我记得我高中经常会花半个

小时去发呆， 但是大学好像就不会。 因为高中只有那一件事情， 大学真的是做不完。 你今天学习

完了， 社团要开会了， 学生会要布置工作了， 那个什么你要准备入党材料了， 你要笔试了， 你要

面试了， 你要参加这个那个讲座， 上个培训班了， 你要去跑报销了。 （Ｓ－Ｕ－３）
在那个时候我宿舍楼道就可以说是一个“阴间”， 是因为外面全都在聊学习成绩、 竞争这一类

的话题， 压力特别大。 整个都不像一个大学的宿舍， 全都是这一类的话题， 躺在那听着进耳朵就

感觉自己好像又少干了什么， 被别人超过去了。 （Ｆ－Ｕ－５）
被动卷入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化过程。 长此以往， 身处其中的人很容易被动地陷入压抑的竞争性氛

围之中， 共同参与和塑造这样一种以“卷”为核心的生活和学习方式。 当非理性的自我剥削和无止境的

时间投入成为一种习惯和“应当”， 一种特定的性情倾向与人格类型也渐渐浮出水面。 他们很容易成为

“停不下来的人”， 不仅与他人竞争， 也不断与自己较劲。
越来越在乎那 ０． １、 ０． ２（的加分）， 没办法快乐啊， 就是竞争在这， 你说是拥有一个研究生

重要， 还是说快不快乐的重要？ 在你有一定物质基础的前提下才能谈快乐呀……自己也卷自己啊，
自己不停地逼自己， 突破了叫进步， 突破不了就叫抑郁了。 （Ｓ－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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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精致的利己主义”的说法来自北大中文系钱理群教授的一段话： “我们的一些大学， 包括北京大学， 正在培养

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他们高智商、 世俗、 老到、 善于表演、 懂得配合， 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

的。 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 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参见： 钱理群． 大学里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Ｅ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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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成功的渴望和对失败的恐惧的双重交叠让大学生深陷这样一种紧张状态中， 无法挣脱。 他们一

直被不成功的风险套上枷锁。 哪怕是短暂的失败， 都会影响到他们对自身价值的认定。［１９］就像一位大四

学生在谈到自己保研夏令营申请被拒绝时的绝望心境：
我就不知道后面两年意义在哪里， 反正我就觉得我输了， 反正在那场竞争里面我就输得干干

净净。 我觉得所有人都是只看你最终的结果， 没有人会因为你自己犯的错误而体谅。 （Ｓ－Ｕ－３）
教师 Ｔ－１ 也指出， 保研“最终渗透的还是精致个人主义的， 精致的利己主义的思想”。 看似公平公

正的保研制度， 却可能将学生引向“空心病”①， 越来越找不到自我， 铸造一种“内卷型人格”， 危及学

生身心健康和长远发展。 “内卷”可以被视为一种个体陷入高度竞争和极度自我增压的动力机制， 也形

成了一种被内化的感觉结构， 反映了象牙塔乃至整个当代社会生活正陷入一场功利化的危机之中。

六、 超越保研内卷： 反思与突围

经济学领域有一个著名的论及“指标体系异化”的坎贝尔定律（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ｓ ｌａｗ）， 即任何定量社会指

标， 在社会决策中使用得越频繁， 就越有可能暴露在腐化的压力之下， 越容易被扭曲， 越有可能败坏

希望用它来监视的社会进程。［２９］保研制度用一套客观化、 理性化的标准来框定“标准”的大学生活， 不

仅限制了大学生们的创造性， 也束缚了他们对于可能的大学生活的想象。 但事实上， 一旦学习的过程

缺失意义感， 无限度投入所伴随的自我消耗让许多大学生不仅产生了“卷”的无奈和自省， 也会不断去

反思“卷入其中”所要付出的代价。 “卷”还是“不卷”， 如何“卷”， 如何才可能“不卷”就成为个人行动和

选择必须直面的难题。
有被访者认为只要自己想读研， “内卷”是无可逃避的。 Ｓ－Ｍ－１ 在访谈中说： “我觉得没有人能摆

脱“卷”， 没有一个人可能会跟你特别坦荡地说自己没有‘卷’， 我觉得大家无非是从一个‘卷’跳到另一

个‘卷’。”也有被访者开始反思这样一种极度竞争背后的逻辑， 以及自己可以做出怎样的选择。 精英高

校的大学生在茫然中有反思和无奈， 也有独特的行动和认知的转变。
我们好像太注重量化的机制了， 学生工作也好， 志愿服务也好。 学习成绩也好， 一切都是分

数至上， 也没有什么质性的评价， 一个纯粹量化的体系， 就习惯于去排名， 包括就像一些服务社

团当中习惯性去评一些优秀。 但荣誉是有限的， 蛋糕是有限的， 想要的人又太多……我们渴望把

大学营造成一个民主的竞争环境， 但是我们的学生其实没有民主的能力， 只有竞争意识， 没有意

识去利用自己的权利选择， 既然这条路上要有， 我就全摘了。 （Ｓ－Ｕ－３）
在 Ｆ－Ｕ－２ 所在的学院， 推免制度规定只有担任校内八大社团相应职务才可以加分， 其他社团都不

可以。 在访谈中， Ｆ－Ｕ－２ 已经开始反思保研内卷的制度框架， 尤其是对不同类型社团加分的限定：
如果一开始给出这么一份榜单， 从大一选择可以加分的社团， 让内卷卷得更加激烈一些， 人

人逼迫人人， 为什么要考虑内心， 快乐这些事情。 社团最初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皆是此功利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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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空心病”是前北京大学副教授徐凯文老师在第九届新东方家庭教育高峰论坛主题演讲《时代空心病与焦虑经济

学》中提出的。 徐凯文老师认为， “空心病”是指进入名牌大学的孩子内心却没有积极的价值观做支撑， 他们没

有理想和信仰， 不知道自己是谁， 不知道生命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没有办法完成自我认同， 甚至自我厌恶到抑

郁自杀的程度， 这就是“空心病”。 参见： 徐凯文． “房间里的大象”———直面青少年抑郁问题［ Ｊ］ ． 中华家教，
２０２１（１２）： ６６－６９．



的， 那些冷门社团的未来出路、 生存境地又何在呢？ 那些真正喜欢这些社团的同学会不会望而却

步呢？ 一方面说是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 一方面用狭隘的思路为学生设置重重屏障， 让他们走“正

确”的路， 真的不矛盾吗？
在高强度的自我剥削、 无止境的时间投入以及同辈群体的竞争压力下， 许多学生感觉到很难认真

思考自己真正的需要和追求， “只是被动地去做那些周围所有人都认为理所当然的事” ［１８］， 被所处环境

中的焦虑情绪裹挟。 Ｆ－Ｕ－２ 在班级的三好学生评比中决心不再提及自己的成绩， 而是结合自己的经历

做了一次别出心裁的演讲：
在这样一个评选三好学生的场合和大家分享这些非常私人化的感受， 是想与大家分享一种接

纳和面对自己的勇气。 至于什么是三好， 什么是优秀， 每个人的理解可能都不同， 但我想， 有一

种优秀， 源于探索和坚持自我的勇气。 每当在我失落想要放弃自己的坚持时， 我都会去看我最喜

欢的动漫， 陪伴了我十五年的《数码宝贝》， 那些孩子徽章的意义、 勇气、 友情、 爱心、 诚实、 纯

真、 知识、 希望和光明， 正是让他们闪闪发光不同于他人的魅力之处。 长大后我才明白， 为什么

总是勇气徽章最先发光， 希望徽章最后发光， 因为人生即是如此， 万事之开端就差一股勇气， 有

勇气就有希望之光， 就如同我今天勇敢地站在这里与你分享这些感受和经历。 最后， 我相信我们

每一个人都可以不拘泥于既定的壳子， 重新发现和拥抱真实的自我， 温柔而坚定的面对这个世界，
创造属于自己的独特人生。
这里的演讲并没有谈及成绩、 绩点抑或各种荣誉， 而是谈及勇气、 诚实和坚定。 保研内卷反映的

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宏观社会背景下精英高校大学生普遍的焦虑感和不安全感。 其背后的动力机制是一

个强调绩效主义而非多元、 包容、 鼓励人创造性发展的制度情境。 用绩效主义的积分制来拣选“出乎其

类， 拔乎其萃”的学生存在巨大隐患［３０］。 依照一种流水线式的人才模板来引导学生， 让他们去过“标
准”的大学生活， 在极度竞争和自我剥削中“卷”走自我和创造性， 这已经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初心南

辕北辙。 最终， 无论是个体， 还是社会和整个国家都会在这个过程中受损， 也就真正导向了黄宗智意

义上的“内卷化”———“没有发展的增长”。
保研制度的制定者希望通过各种指标来精细地量化学生的学术能力， 探测其发展潜力， 创造了看

似公平的起跑线和向所有人敞开的制度环境。 但在这种制度环境之中， 唯有顺应精细化的积分制度的

学生才可以通过保研获得继续深造的机会。 真正有热情、 有潜力且适合做研究的人， 却可能被排斥在

这样一套“明码标价”的竞争规则之外。 绩效主义的量化积分规则框定了学术能力的意涵， “把教育的价

值用短期的回报率或实用性的狭隘目光来衡量” ［１８］。 就像有研究者指出的， 催生当下社会所面临的种

种过度竞争现象的根源在于： 评价者对于竞争参与者的品质的数字化表征的重视， 已经压倒了对于这

些品质的质性规定的重视， 由此导致了“量”与“质”之间关系的全面颠倒。［１１］

在保研竞争愈加激烈的当下， 如何有效避免保研过程中无意义的内卷化， 真正选拔出有学术热情

和创新潜力的本科生， 促进大学回归健康的学习生态？ 本研究仅仅基于个案对精英高校的保研生态做

了一些探索性的描述、 分析和回应， 不同层次和类型高校的保研生态可能是有差异性的。 “教育制度是

最重要的教育资源” ［３１］， 在“破五唯”的背景下， 需要摒弃量化的积分思路， 摆脱单一的人才选拔和评

价机制， 探索既公平公正、 又“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保研制度。 从“内卷”中突围既需要个体觉醒， 也最

终依赖高等院校乃至全社会的制度变革与文化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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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及高校竞争力：
空间特征与驱动力识别

刘晓凤１　 李　 研２

（１． 湖北经济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２０５；
２． 暨南大学力学与建筑工程学院， 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３２）

　 　 摘　 要： 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是提升高校竞争力的重要一环， 为高校竞争力提供了经济基础

与助推器。 本研究在构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指标基础上， 综合运用 ＣＤＡ 耦合协

调度模型、 ＥＳＤＡ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与 Ｇｅｏ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地理探测器模型， 探究中国大陆 ３１ 个省

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空间特征及驱动力。 结果显示： 中国各省高等教育

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水平较低且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特征， 显现出整体非均衡、 局

部聚集的空间结构特征。 此外， 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呈现出正向空间关联

性， 两者的协调度主要以胡焕庸线为界， 其东南侧多为热点聚集区， 西北侧多为冷点聚集区。
国家层面， 政府调控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有着重要的引导功效。 地区层

面， 东部地区协调度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 层级性特征， 创新驱动、 师资驱动、 投资拉动、
城市化带动和地区禀赋对东部地区的协调度发挥着重要作用； 人才培养结构、 社会服务、 创

新驱动和师资驱动对中部地区起着主要作用； 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

性空间差异多体现为政策驱动型， 人才培养结构、 投资拉动发挥着重要作用； 政府调控、 创

新驱动、 人才培养结构、 师资驱动对东北地区的协调度起重要作用。
　 　 关键词： 热点聚集区； 胡焕庸线； 高校竞争力； 驱动力识别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７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２０９５－６７６２（２０２２）０２－００８７－１４

　 　 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是促进高校竞争力提升的重要驱动， 是高校发展的经济支撑。 ２０１９ 年， 我国高

等教育财政投入为 １３ ４６４ 亿元， 比 ２０１８ 年增加 １１． ９９％， 高校生均教育经费为 ３８ ６８１ 元， 比 ２０１９ 年

增长 ６． ６０％［１］。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 ＱＳ 世界大学排名中（即 ＱＳ Ｗｏｒｌ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Ｒａｎｋｉｎｇ， 是由教育组织

Ｑｕａｃｑｕａｒｅｌｉ Ｓｙｍｏｎｄｓ 所发布的年度世界大学排名）， 中国高校排名整体上升， 中国共有 ８３ 所高校上榜，
比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增加了 １７ 所。 清华大学排名由 ２０２０ 年的第 １６ 位升至第 １５ 位， 北京大学、 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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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的排名分别为第 ２３、 ３４、 ４７ 位。 高校竞争力是高校教学、 科研、 师生、 活动、 设施、 资

源、 社会声望的集中体现， 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与“双一流”建设的重要依托。 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阶

段的到来， 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的交互作用越发凸显。
国外关于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关系的研究较早， 卡罗拉夫科（Ｋｈｏｌｉａｖｋｏ）、 扎瓦热纳科

（Ｚｈａｖｏｒｏｎｏｋ）等认为高校竞争力的提升有赖于高校的宣传推广、 教育现代化、 科研国际化、 学生设施的

改进等。［２］博位姆（Ｂｌｕｍ）和特里克（Ｔｒｅｅｃｋ）指出， 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经济、 政治、 高校竞争力相

关。［３］侯赛因（Ｈｕｓｓａｉｎ）， 罗素（Ｒｕｓｓｅｌｌ）和哈迪德（Ｈａｄｄａｄ）引入管理竞争力概念， 并深入探讨了欧洲高

校竞争力与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关系。［４］扎卡洛娃（Ｚａｋｈａｒｏｖａ）认为高校竞争力与学术声望、 论文引用率

密切相关， 需要向国际会议网络、 研究数据公开、 国际会议信息、 专业成果和认证、 校友就业投入更

多资源。［５］

国外研究为国内研究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 国内研究主要关注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

竞争力的作用关系。 陈慧敏、 陈海汉从投入－产出－环境视角， 探讨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的

相关性， 发现东部、 中部和西部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和高校竞争力都存在差距， 但在国家财政支持下，
高校竞争力差距正在缩小。［６］廖鹏、 乔冠华、 金鑫、 王志锋、 贾金忠发现随着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增加，
高校竞争力出现分化， 存在排名固化的问题。［７］尹敏捷、 刘宏生、 刘鹏祥认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增长速

度在各地不一， 引发各地高校竞争力出现差距。［８］王建华认为今天高校竞争力的核心在于创新， 只有增

强创新投入， 加强创新治理， 才能切实提升高校竞争力。［９］ 随着研究的深入推进， 基于高等教育财政投

入与高校竞争力的内涵和性质特征对两者交互关系展开实证研究的文献不断涌现。 已有成果为本研究

夯实了基础， 从研究区域尺度看， 已有研究对象多集中于高等教育发达地区， 中观尺度的省域对比研

究略显单薄， 不利于从整体上把握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和高校竞争力协同效应的空间格局； 就研究视域

看， 现有研究多集中于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关系研究， 较少考量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

竞争力、 社会进步间的互动关系， 且较少基于空间经济学视角识别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

调度空间差异的驱动力。
２０１７ 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指明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思路与模式，

意味着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背景下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渐趋成为促进高校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力量。 教

育部、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颁布的《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 高等

教育财政投入是保持高校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引擎与促进高等教育全面进步的必须要件。 高等教育财

政投入推动高校从师资队伍、 教学水平、 科研水平、 学科声誉、 社会服务等多维度加快建设进程， 为

高校竞争力的增强提供了必要条件。 然而， 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性空间差异特征

如何？ 协调性是否存在空间关联？ 驱动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发展的动力因素有哪些？
基于这些疑问， 本研究在建构两者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 综合运用 ＣＤＡ 耦合协调度模型、 ＥＳＤＡ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与 Ｇｅｏ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地理探测器模型， 探究中国大陆 ３１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高等教育

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的空间差异、 空间关联特征及驱动因素， 以期为中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

与高校竞争力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一、 指标体系构建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基于“双一流”建设， 构建了包含 ５ 个高校竞争力一级指标， １９ 项二级指标的区域高等教育

·８８·

《现代教育论丛》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指标体系， 并采用综合评价模型、 ＣＤＡ 协调度评价模型、 ＥＳＤＡ 探索性空间数据

分析法、 Ｇｅｏ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地理探测器模型等对上述指标进行探讨。
（一）基于“双一流”建设的指标体系构建

伴随高等教育普及， 我国更加强调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应与高校竞争力、 区域社会经济协调共生，
更关注其行业关联效应的发挥。 在高等教育财政投入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 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行

业效应将得到极大释放， 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将成为高校竞争力建设的重要支撑。 因此， 高等教育财政

投入综合评价指标构建应涉及投入规模和高校竞争力的相关指标。 这样不仅可以体现出高等教育普及

化背景下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优化配置与高校竞争力发展的共生性， 还可全面、 客观地测度两者间的协

调效应。 从系统论角度考量， 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并非孤立的经济活动， 其本身有很强的行业关联性和

联动性， 即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系统各要素通过高校的活动与行业产生交互， 其愿景为实现高等教育财

政投入与效益的关联效应。 高等教育财政投入规模、 区位布局、 效益、 效应等维度能够较大程度上反

映区域高校竞争力水平。 在已有研究的导引下， 本研究构建了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

系。 其中， 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效益表征区域高等教育运作绩效情况， 影响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资金数

额和高校竞争力发展； 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地位衡量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及对区

域创新的拉动力； 高等教育财政投入规模表现要素为供给规模对高等教育活动运行的支撑强度； 高等

教育财政投入效应衡量区域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活动产生的社会效应及吸引人才的规模强度。 依照以上 ４
个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系统一级指标确定 １３ 项二级指标。

高校竞争力测度方法涵盖单一指标法与复合指标法， 单一指标主要指高校的社会声望， 不能体现

出高校真实的发展实力。 如今多使用复合指标法测度高校竞争力。 参照《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
设的指导意见》与相关文献， 遵循系统、 科学和可操作的原则， 本研究认为高校竞争力是多层次复合系

统集成综合性指标的表征， 主要涵盖人才培养、 师资队伍、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国际合作交流等 ５
个维度。［１０］其中， 人才培养是高校培养的人才对区域的劳动力结构优化与智力支持效应， 师资队伍是高

校教学质量与学术水平的重要保证， 科学研究体现高校的创新能力， 社会服务体现高校与社会的关系

密切度， 国际交流合作体现了高校对外开放的程度。 根据这 ５ 个高校竞争力一级指标， 本研究确定了

１７ 项二级指标（见表 １）。
表 １　 区域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指标体系

项目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类型 指标涵义

高等教育财

政投入系统

影响因素 人均工资 ０． ０３６０ ＋ 所有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

教职工数量 ０． ０２１８ ＋ 高校专任教师、 行政人员、 教辅人

员、 科研机构人员的数量

生均教育经费 ０． ０４２３ ＋ 高校本专科、 研究生平均教育经费

在校生数量 ０． ０２８０ ＋ 各地在校本专科、 研究生规模

城市化水平 ０． ０３５４ ＋ 城镇人口 ／总人口

地区禀赋 ０． ０３６６ ＋ 人均 ＧＤＰ
努力程度 高等教育经费 ／教育经费 ０． ０４６５ ＋ 高校教育经费占各类教育经费的比重

高等教育经费 ／ ＧＤＰ ０． ０２６１ ＋ 高校教育经费占 ＧＤＰ 的比重

高等教育经费 ／财政支出 ０． ０２７４ ＋ 高等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变动程度 高等教育经费对财政收入的弹

性系数

０． ０１６１ ＋ 高等教育经费增长率 ／财政收入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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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均高等教育经费对财政收入

的弹性系数

０． ０１６１ ＋ 生均高等教育经费增长率 ／财政收入

增长率

配置合理性 仪器设备投入 ０． ０６７７ ＋ 研发经费中固定资产购置费用

Ｒ＆Ｄ 经费投入 ０． ０３７３ ＋ 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

高校竞争力

系统

人才培养 每十万人中的在校生数 ０． ０２５６ ＋ １００ ０００×在校生数 ／人口数

在校研究生数 ／在校生数 ０． ０３７２ ＋
在校研究生数占所有在校本专科、 研

究生数的比例

师资队伍 生师比 ０． ０２２４ ＋ 在校生与专任教师的数量比

教授数 ／专任教师总数 ０． ０２６４ ＋ 副教授及正教授占专任教师的比例

专任教师数 ／教职工总数 ０． ０１１４ ＋ 专任教师占教职工总数的比例

科学研究 研发人员全时当量 ０． ０５１３ ＋ 实际参加研发活动人员折合的全时当量

纵向科研经费占比 ０． ０１８２ ＋ 政府科研拨款占总科研经费的比重

重点学科数量 ０． ０３９１ ＋ 国家一流学科数量

重点实验室数量 ０． ０４２７ ＋ 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数量

科研成果获奖数量 ０． ０４２５ ＋ 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获奖数量

论文数量 ０． ０２２８ ＋ 国内外公开发表论文数量

专著出版数量 ０． ０３４７ ＋ 国内外出版专著数量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数量 ０． ０３３３ ＋ 教育部国家级教育成果奖获奖数量

国家级精品课程 ０． ０３３６ ＋ 本专科国家精品课程

专利申请授权数 ０． ０３３１ ＋ 得到授权的专利数

社会服务 技术转让实际收入 ０． ０５９３ ＋ 技术转让当年带来的实际收入

政策采纳率 ０． ０２９４ ＋ 提交的政策数 ／采纳的政策数

注： 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系统指标和高校竞争力系统指标采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

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教育部直属高校基本情况统计资料汇编》等各省省级层面的数据。 其中“＋”指正向指

标， 各指标权重基于 ２０１８ 年数据使用熵权法获得。

　 　 （二）模型构建

１． 综合评价模型

考量到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和高校竞争力是相互作用的两个系统， 本研究采用熵权法获得各指标权

重， 使用线性加权法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展开综合评估。 其公式为：

Ｕｉ＝Ｔ，Ｎ ＝∑
ｍ

ｊ＝１
ωｉｊＸｉｊ

（１）

其中， ＵＴ， ＵＮ分别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综合评价函数， ωｉｊ是各指标的权重， ∑
ｍ

ｊ＝１
ωｉｊ ＝

１， Ｘ ｉｊ是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的数值。
２． ＣＤＡ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是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系统间交互效果的测度， 体现交互效果达到一定临界

值时的发展趋势。 其公式为：

Ｃ＝
ＵＴ×ＵＮ

（α ＵＴ＋β ＵＮ） θ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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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Ｃ 指耦合度， Ｃ 值越大， 说明耦合度越高， Ｃ∈ ０， １[ ] ， α、 β 为特定权重系数， 赋值 α＝ β ＝
０ ５， θ 是调节系数， 取 θ＝ ２。

因耦合度不反映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的协同效应， 因此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 公式如

下：
Ｄ＝（Ｃ×Ｔ） １ ／ ２ （３）
其中， Ｄ 是耦合协调度， Ｔ 是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和高校竞争力综合指数， Ｔ＝ ａ ＵＴ＋ｂ ＵＮ， ａ， ｂ 是待

定系数， ａ＋ｂ＝ １。 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有利于高校竞争力的提升， 高校竞争力的提升又能吸引更多的高等

教育财政投入， 二者是交互作用的系统体系， 取 ａ＝ ｂ＝ ０ ５。
３． ＥＳＤＡ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

全局空间自相关（Ｇｌｏｂａｌ ＭｏｒａｎＩ）可以识别观测值在区域上的空间关联关系， 值越大， 表明观测值

的集中度愈高； 反之， 则表明观测值的集中度越低。 局部空间自相关（Ｇｅｔｉｓ－Ｏｒｄ Ｇｉ∗）可测算观测值在

热点区、 冷点区的分布。 本研究使用 ＥＳＤＡ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通过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来探

讨中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空间关联模式， 并辨析两者协调度局部冷热点的聚集属

性，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ＧＭＩ＝
∑ｎ

ｉ＝１∑ｎ
ｊ＝１ｗ ｉｊ（Ｘ ｉ－Ｘ ）（Ｘ ｊ－Ｘ）
Ｓ２∑ｎ

ｉ＝１∑ｎ
ｊ＝１ｗ ｉｊ

（４）

Ｇ＊
ｉ ｄ( ) ２ ＝∑ｎ

ｊ＝１Ｗｉｊ ｄ( ) Ｘ ｊ ／∑ｎ
ｊ＝１Ｘ ｊ （５）

其中， Ｓ２ ＝ １
ｎ
∑ｎ

ｉ＝１（Ｘ ｉ－Ｘ２） ， `Ｘ ＝ １
ｎ
∑
ｎ

ｉ＝１
Ｘ ｉ， Ｚ Ｇ ｉ( ) ２ ＝Ｇ ｉ－Ｅ（Ｇ ｉ） ／

　 Ｖａｒ Ｇ ｉ( ) ， ｎ 为省份单元数量， Ｘ ｉ

和Ｘ ｊ分别为 Ｘ 在空间单元 ｉ 与 ｊ 上的观测值， Ｗｉｊ是使用临近标准建构的空间权重矩阵， 其空间关系采用

逆向距离法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距离方法选择欧式距离 （Ｅｕｃｌｉｄｅａｎ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ＧＭＩ 反映既定显著性水

平下甄别观测值的集聚和扩散境况， Ｚ（Ｇ ｉ）的显著性水平则体现各省份冷点和热点的空间分布情况。 运

用 ＡｒｃＧＩＳ 的自然间断点（Ｎａｔｕｒｅ Ｂｒｅａｋ）分类法， 把 Ｚ（Ｇ ｉ）的结果分为热点、 次热点、 过渡、 次冷点与冷

点区域。
４． Ｇｅｏ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地理探测器模型

Ｇｅｏ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地理探测器模型主要用于分析空间差异性， 若因变量受到某一自变量的显著驱动， 则

因变量与自变量应有相似的空间分布。 本研究使用 ＧｅｏＤｅｃｔｏｒ 地理探测器方法探讨中国高等教育财政投

入和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空间差异的动力因子， 公式如下：

Ｐ＝ １－ １
σ２∑

Ｌ

ｋ＝１
Ｎｋσ２

ｋ （６）

其中， Ｌ 是自变量 Ｘ、 因变量 Ｙ 的层级数量， ｋ＝ １， ２， ３， …， σ２是全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

竞争力协调度的方差， σ２
ｋ是各省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的方差， Ｎｋ和 Ｎ 分别是各省与

全国的单元数。 Ｐ 是影响因子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 高校竞争力的解释力， Ｐ 取值区间为［０， １］， 当 Ｐ
＝ １ 时， 表明σ２

ｋ趋近于 ０， 各区探测因子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和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空间差异的影响力越

大； 当 Ｐ＝ ０ 时， 表明分区探测因子与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和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空间差异没有关联关系。
探测交互作用的目的在于甄别影响因子共同发挥作用时， Ｐ 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

度空间差异的解释力变强、 变弱， 还是保持中性。 评估方法经由比较单因子 Ｐ 值及双因子 Ｐ 值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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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别两因子间交互作用的方向和强度。
５． 研究对象和数据来源

本研究主要对中国大陆 ３１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和高校竞争力协调度及驱动力

展开测算， 采用综合评价模型计算各省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和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的综合得分， 运用耦合

协调度模型测算出各省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耦合度 Ｃ 与耦合协调度 Ｄ， 采用均匀分布函数

法对协调度等级进行划分， 各项指标分值见表 ２ 和表 ３。
表 ２　 各省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各项指标分值

省份 ＵＴ ＵＮ Ｃ Ｄ 省份 ＵＴ ＵＮ Ｃ Ｄ

北京 ０ １１３ ０ １９６ ０ ９２７８ ０ ７８３０ 湖北 ０ ０１９ ０ １６５ ０ ３７０４ ０ ５５４４

天津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４ ０ ８５２１ ０ ２３０１ 湖南 ０ １１９ ０ １１８ １ ００００ ０ ５３１９

河北 ０ １９３ ０ １３５ ０ ９６８７ ０ ６６９６ 广东 ０ ０４４ ０ ００７ ０ ４７３７ ０ ６０３２

山西 ０ ０８１ ０ ００７ ０ ２９２９ ０ ０７８８ 广西 ０ ０７３ ０ ０７ ０ ９９９６ ０ ３１８２

内蒙古 ０ ０５ ０ ０８ ０ ９４６７ ０ ３２４５ 海南 ０ ０３５ ０ ０１８ ０ ８９７１ ０ ０９８１

辽宁 ０ ０７９ ０ ０３ ０ ７９７９ ０ １８１８ 重庆 ０ ０２９ ０ ０４８ ０ ９３９１ ０ １９３５

吉林 ０ ０３１ ０ ０６２ ０ ８８８９ ０ ２４１７ 四川 ０ １１２ ０ ０９２ ０ ９９０４ ０ ４３６１

黑龙江 ０ １０２ ０ １５ ０ ９６３７ ０ ６１８８ 贵州 ０ ０５７ ０ １２７ ０ ８５５３ ０ ４８６５

上海 ０ １２８ ０ ２２ ０ ９３０１ ０ ８８０７ 云南 ０ ０８６ ０ １５ ０ ９２６５ ０ ５９８５

江苏 ０ ０９４ ０ ０９６ ０ ９９９９ ０ ４２９８ 西藏 ０ ０２６ ０ ０４８ ０ ９１１６ ０ １８９５

浙江 ０ ０３ ０ ０５５ ０ ９１３５ ０ ２１７４ 陕西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７ ０ ７３２５ ０ ４５５１

安徽 ０ ０４２ ０ ２０９ ０ ５５７３ ０ ７２９０ 甘肃 ０ ０３１ ０ ０６５ ０ ８７４６ ０ ２５１６

福建 ０ ０６７ ０ ０１５ ０ ５９７９ ０ １１１６ 青海 ０ ０４９ ０ ０５８ ０ ９９２９ ０ ２５０７

江西 ０ ０７６ ０ ０７２ ０ ９９９３ ０ ３２８５ 宁夏 ０ ０７５ ０ ０２ ０ ６６４８ ０ １３８６

山东 ０ １８６ ０ １６７ ０ ９９７１ ０ ７７２７ 新疆 ０ ００４ ０ ０２４ ０ ４８９８ ０ ０８２４

河南 ０ １９８ ０ ０３５ ０ ５１０６ ０ ２８７６

表 ３　 协调度等级划分

协调度 ０—０ １ ０ １—０ ２ ０ ２—０ ３ ０ ３—０ ４ ０ ４—０ ５ ０ ５—０ ６ ０ ６—０ ７ ０ ７—０ ８ ０ ８—０ ９ ０ ９—１

等级 极度失调 严重失调 中度失调 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 低度协调 中度协调 良好协调 优质协调

省份 海 南、 新

疆、 山西

重庆、 西

藏、 辽宁、

宁 夏、 福

建

河南、 甘

肃、 青海、

吉林、 天

津、 浙江

江 西、 内

蒙 古、 广

西

贵 州、 陕

西、 四川、

江苏

云 南、 湖

北、 湖南

河 北、 黑

龙 江、 广

东

北 京、 山

东、 安徽

上海 无

二、 实证研究

实证分析发现， 各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存在空间差异的同时， 也存在一定

的空间关联。
（一）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空间差异特征

根据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结果和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各项指数评分可知， 中国各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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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空间差异性显著且呈现高低对等属性， 即耦合协调度较高的地区，
其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水平也较高， 如上海市、 北京市、 山东省； 耦合协调度较低的地区，
其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指数也较低， 如海南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山西省。 具体来看，
各地的空间差异特征如下。

１． 良好协调型地区仅有上海市， 在空间上呈现离散分布状态

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 上海依靠自身发达的经济、 雄厚的高等教育基础、 高效的科研教学产出

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 特别是上海对人才的巨大吸引力， 区位优势与本地高等教育虹吸效应明显， 高

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发展过程中易产生规模经济与外部性， 使上海成为长三角地区高校竞争

力发展的重要依托。 加之高等教育资源禀赋充裕， 上海作为直辖市拥有 ６４ 所高校， 高等教育发展的带

动效应明显， 促使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互动效应呈现良好的协调度。
２． 中度协调型地区包括北京市、 山东省和安徽省， 在东部地区呈散点分布状态

这些省份（直辖市）的高等教育财政投入、 高校竞争力发展基础与高等教育资源丰富， 尤其是北京，
高校众多， 在“双一流”建设中拨得头筹， 加之其作为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等教育

实力雄厚， 源源不断地吸引着高层次人才集聚， 生产要素在人才集聚中产生涓滴效应， 高等教育财政

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同效应较好。 山东省与安徽省、 浙江省依托国家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政策调控

和“双一流”建设的政策保障， 正逐渐形成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加速推进高校竞争力质量建设的正向效应

模式， 同时高校竞争力的增强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扩容、 提质、 增效提供了内生驱动力。
３． 低度协调型地区有河北省、 黑龙江省和广东省， 在空间上呈现 Ｃ 型分布

这些省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发展同步性不高， 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或高校竞争力的滞

后延缓了两者间的协同效应。 比如， 河北省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综合得分高于高校竞争力综合得分， 而

黑龙江省的高校竞争力发展滞后延缓了其高等教育财政投入规模和效率的增长。
４． 勉强协调型地区有云南省、 湖北省与湖南省， 在空间上呈现反向 Ｌ 型分布

这些省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或高校竞争力的落后造成两者协同效应不佳。 比如， 云南省和湖北省

高校竞争力综合得分高于高校竞争力综合得分， 但湖南省高校竞争力发展滞后影响其高等教育财政投

入规模与效率的提高。
５． 濒临失调型地区有贵州省、 陕西省、 四川省、 江苏省， 空间上呈现倒 Ｕ 型分布

这些省份除江苏省之外都地处内陆， 高等教育区位相对欠佳， 高等教育资源丰度较为薄弱， 高等

教育发展链的横向拓展与纵向延伸不足， 加之高等教育发展基础不够稳固， 大量高等教育资源、 人才

和技术被协调度优势区所吸纳， 对其产生的引流效应显著。
６． 其余省份属于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轻度、 中度、 严重或极度失调型

这些省份基本上位于中国西部和东北地区， 受制于经济非均衡发展、 高等教育投入的不均衡、 高

等教育基础落后、 人才发展潜力不足、 学科建设亟需加强、 政策红利不明显、 交通不畅等因素的影响，
高等教育财政投入资源联动效应和经济驱动力、 政策保障力、 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释放受限。 尤其是

海南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与西藏自治区高等教育发展滞缓， 高等教育的

集聚性和协同较差： 一方面， 高等教育财政投入规模小， 待遇不高， 人才短缺、 人才流失严重， 国家

级重点学科、 重点实验室少； 另一方面， 高等教育投入的成本较高， 回报周期漫长， 高等教育财政投

入的效益有限， 加上经济发展滞后对高校竞争力驱动不足， 致使其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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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不对等， 两者相互牵制， 难以共同前行。
中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水平不高且存在明显的省际异质性， 展现整体不均衡、

局部聚集的空间分布结构。 协调度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发达的东部， 协调度低的地区主要集

聚在高等教育欠发达、 基础欠佳、 资源不丰富、 学科建设亟待加强的中西部地区。 这与区域自身的高

等教育基础、 社会经济状况和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密切相关： 东部地区经济发达、 资源丰富、 自然条

件优越， 有利于高等教育活动的开展， 而西部地区自然条件恶劣、 资源稀缺、 经济有待发展， 高等教

育发展受限。
（二）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空间关联特征

使用 ＡｒｃＧＩＳ 空间分析模块对中国 ３１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

度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测算显示， 两者协调度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为 ０ １０８９， 其关联度大于 ０， 且 Ｚ 值大

于 ５％置信水平的临界值 ２ １４３， 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反映出中国各省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

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空间聚集性。
表 ４　 中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冷热点空间分布

热点区 次热点区 次冷点区 冷点区

上海、 北京、

广东、 江苏、

陕西

湖北、 湖南、 安徽、 四川、 吉

林、 天津、 山东、 重庆、 黑龙

江

河南、 海南、 辽宁、 福建、 浙

江、 江 西、 云 南、 吉 林、 辽

宁、 广西

贵州、 甘肃、 宁夏、 新疆、 山

西、 青海、 内蒙古

　 　 采用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空间分析模块计算出各省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的冷热点统计量，
并使用自然断点法把各省份分为热点区、 次热点区、 次冷点区与冷点区（见表 ４）， 并对协调度的高分区

和低分区特征进行分析。 中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呈现半包围的分布特征， 东部热

点区是核心层， 向西依次过渡为热点区－次热点区、 次冷点区－冷点区的层次特点， 高等教育财政投入

与高校竞争力协调指数的冷热点分布， 对应于中国的社会经济格局， 冷热点的分布以胡焕庸线为界，
胡焕庸线右侧高等教育发达且高校竞争力强， 多为热点区； 胡焕庸线左侧高等教育薄弱且高校竞争力

弱， 多为冷点区， 为集中连片趋同分布。 原因在于： 一是经济发达地区通常财力雄厚， 借助于国家倾

斜政策与本地高等教育资源的丰度优势， 在高等教育发展中处于先发优势地位， 对资源与人才有着极

强的虹吸效应， 易形成高校竞争力的积聚性。 二是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
高校通过人、 财、 物的投入， 在科研、 教学、 人才培养、 社会服务中不断进步， 形成良性的马太效应，
有助于区域高校竞争力的提升。 因此， 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一定程度上受到社会经

济发达程度、 政策倾斜和资源丰度的影响。

三、 中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空间差异驱动力分析

运用 Ｇｅｏ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地理探测器模型识别中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空间差异的驱动

力。 依据客观性、 有效性、 典型性与数据可获得性原则， 经由文献分析法与专家咨询法共选取以下 ８
项指标作为 Ｇｅｏ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地理探测器分析的影响因子。

（１）地区禀赋（Ｘ１）： 经济增长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的驱动主要体现在供求两个

方面。 从供给侧看， 经济发达地区发展潜力大， 对周边地区生产要素流易产生虹吸效应， 高等教育发

·４９·

《现代教育论丛》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展集聚效应显著， 为区域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同发展提供了内生驱动力； 从需求侧看，
经济增长带来社会消费产品总量增长， 有效刺激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该指标用人均 ＧＤＰ 表示。
（２）城市化带动（Ｘ２）： 新经济地理学认为高校更倾向于为市场规模大的区域提供高等教育服务， 城市化

水平越高， 本地高等教育消费市场规模的扩大就越能够吸引资金流、 物质流和人才流集聚， 促使区域

高等教育消费的发挥本地市场效应潜能得到发挥。 该指标用城镇人口占比表示。 （３）政府调控（Ｘ３）： 政

府对区域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建设的作用， 一方面表现在政府对区域高等教育投入政策的

调整、 创新及在基础设施建设、 规划制定等领域的作用， 另一方面表现在政府对区域高等教育投入结

构优化及空间规划方面的引导。 该指标用生均高等教育经费表示。 （４）投资拉动（Ｘ４）： 高等教育科研投

资深化不仅可以优化科研经费的结构， 还有利于科技创新、 技术进步， 推动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

竞争力提质增效。 该指标用仪器设备投入 ／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表示。 （５）人才培养结构（Ｘ５）： 从人才培

养的特征与属性来看， 研究生具有创新能力强、 科研水平高、 专业素养高的特点， 研究生培养越多表

明高校竞争力越强， 人才培养结构红利越显著。 该指标用在校研究生规模占在校学生规模的比例表示。
（６）师资驱动（Ｘ６）： 师资队伍作为人才培养、 科技创新、 社会服务的主体， 优秀的教师队伍能够增强高

校竞争力， 为高校带来更多资源。 该指标用教授、 副教授数量占专任教师数量的比例表示。 （７）创新驱

动（Ｘ７）： 创新驱动是影响区域高校竞争力发展梯度层次的决定性因素。 该指标用研发人员人均专利申

请授权量表示。 （８）社会服务（Ｘ８）： 即高校为社会提供先进技术与政策建议， 推动社会技术进步和政策

改进。 该指标用研发人员人均技术转让收入表示。
为剔除异方差的影响， 本研究在将变量引入模型之前， 对各变量展开对数化处理以确保数据的稳

定性， 然后以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为因变量， 以上述 ８ 个因素为自变量， 运用

Ｇｅｏ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地理探测器模型分别识别全国及东中西东北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空

间差异的主导驱动因子： 即运用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的渔网创建功能， 把格栅数据提取到点， 采用自然断点法

把自变量数据分为 ５ 个层级， 把自变量从数值量转成类型量———由于中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

争力协调度具有东部到西部地区逐级下滑的显著差异性， 本研究分别对全国层面和分区域尺度的高等

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空间差异的影响因子展开识别； 运用 ＡｒｃＧＩＳ 把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

高校竞争力协调度和各影响因子进行空间匹配， 经由测算得到全国及四大区域尺度高等教育财政投入

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的因子影响力系数（见表 ５）。
表 ５　 全国及四大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空间差异的影响力

全国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ＰＤＵ 显著性 Ｐ ＰＤＵ 显著性 Ｐ ＰＤＵ 显著性 Ｐ ＰＤＵ 显著性 Ｐ ＰＤＵ 显著性 Ｐ
地区禀赋（Ｘ１） ０ ３３２６ ０ ００００ ０ ４３２６ ０ ０００ ０ ０３５７ ０ ４０３４ ０ ２４３６ ０ ００００ ０ ２４３６ ０ ００００

城市化带动（Ｘ２） ０ ４０１３ ０ ００００ ０ ４３９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２１３ ０ ２２７９ ０ ２４９ ０ ００００ ０ ２４９３ ０ ００００
政府调控（Ｘ３） ０ ６７６８ ０ ００００ ０ ２２６４ ０ ７４１２ ０ ２３６７ ０ ００３８ ０ ８４６２ ０ ００００ ０ ８４６２ ０ ００００
投资拉动（Ｘ４） ０ １８３４ ０ ００００ ０ ５５６８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３６７ ０ １５９２ ０ ６４９３ ０ ００００ ０ ６４９３ ０ ００００

人才培养结构（Ｘ５） ０ １９４７ ０ ００００ ０ ３０６２ ０ ３８４３ ０ ８６９２ ０ ００００ ０ ６７２５ ０ ００００ ０ ６７２５ ０ ００００
师资驱动（Ｘ６） ０ ４３４２ ０ ００００ ０ ６８４２ ０ ０００ ０ ５２１６ ０ ０２３２ ０ １７２１ ０ ００００ ０ １７２１ ０ ００００
创新驱动（Ｘ７） ０ ４６８２ ０ ００００ ０ ６９２１ ０ ００００ ０ ８１３６ ０ ００００ ０ ２４６７ ０ ００００ ０ ２４６７ ０ ００００
社会服务（Ｘ８） ０ ４９６３ ０ ００００ ０ ２６１８ ０ ００００ ０ ８５７４ ０ ００００ ０ ３６５２ ０ ００００ ０ ３６５２ ０ ００００

·５９·

刘晓凤， 李研： 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及高校竞争力： 空间特征与驱动力识别



　 注： ＰＤＵ为影响因素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空间差异的影响力探测指标。

　 　 （一）全国层面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空间差异影响因子识别

从全国层面来看， 所有探测因子都通过了显著性 Ｐ 值检验， 政府调控因子之外的探测因子的驱动

力差异不显著， 政府调控因子的解释力高于其他探测因子。 这说明政府调控力（０ ６７６８）在促进高等教

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两大系统协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引导作用， 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

发展具有政策导向性， 政府财政支持力度会影响高等教育资源要素空间配置， 进而影响高等教育财政

投入与高校竞争力的协同效应。 社会服务因子（０ ４９６３）和创新驱动因子（０ ４６８２）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

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的解释力也较强， 表明社会服务能力与科技创新水平对协调度也非常重要。

（二）区域层面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空间差异影响因子识别

东部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的特点。 除政府调控因子与

人才培养结构因子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外， 其他探测因子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且对协调度的解释力表

现出层级化的特质。 创新驱动因子（０ ６９２１）与师资驱动因子（０ ６８４２）是扰动东部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投

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空间差异的关键因子， 这两个探测因子明显不同于其他探测因子。 受益于“双一

流”建设的区域高等教育非均衡发展战略、 区域自身高等教育资源及区位优势的影响， 东部地区在高等

教育发展中更容易得到国家的政策性扶持， 对周边地区人才和资源产生虹吸效应， 高校科技创新产出

效率高。 东部地区能够为教师提供更优厚的待遇和良好的发展环境， 不仅鼓励教师在科技创新上发挥

作用， 而且推动着人才培养、 社会服务的发展， 使得创新与师资等因子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

争力协调度的解释力更强， 发挥着比中西部及东北地区更大的作用。 投资拉动因子（０ ５５６８）、 城市化

带动因子（０ ４３９５）和地区禀赋因子（０ ４３２６）对协调度空间差异也有较强的解释力， 形成了第二层级的

影响力； 人才培养结构因子（０ ３０６２）、 社会服务因子（０ ２６１８）和政府调控因子（０ ２２６４）的解释力相对

较弱。

中部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影响因素体现出明显差异， 除地区禀赋、 城市化

带动与投资拉动三个探测因子没有通过显著性 Ｐ 值检验外， 其他探测因子都通过了 Ｐ 值检验。 其中，

人才培养结构因子（０ ８６９２）、 社会服务因子（０ ８５７４）和创新驱动因子（０ ８１３６）对中部地区高等教育财

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发挥着重要影响， 表明“双一流”建设促使中部地区高等教育学科优化程度

显著提升， 社会服务水平增强， 高校竞争力提升效果明显。 师资驱动因子（０ ５２１６）对协调度空间差异

有较强的解释力。 中部地区的郑州、 武汉、 长沙、 合肥等省会城市均为高等教育大市， 日渐形成老中

青结合的师资队伍结构， 能够有效促进高等教育要素与高校竞争力要素的空间流动和传导配置， 这也

证实协调度与师资优势度空间布局的交错重叠结论。 中部地区其他探测因子对协调度的解释力较弱。

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影响因子的解释力有着明显的差别。 全部探测因子都通

过了显著性 Ｐ 值检验。 政府调控因子（０ ８４６２）对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的解

释力最高， 表明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差异主要体现为政策驱动； 人才培养

结构因子（０ ６７２５）及投资拉动因子（０ ６４９３）对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也有较

强的解释力， 都在 ６０％以上。 随着中央加大对西部高等教育的扶持力度， 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结构不断

升级， 资源配置效率逐步提升， 高校竞争力也随之提升。 其他探测因子的解释力较弱。 此外， 探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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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交互作用的分析显示， 各探测因子交互作用后的解释力高于各探测因子单独作用的解释力， 比如城

市化带动因子单独作用的解释力只有 ０ ２４９３， 当其与人才培养结构、 投资拉动、 政府调控、 创新驱动、

社会服务等因子交互作用时， 其交互作用的解释力达到 ９０％以上。 因此， 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

与高校竞争力协调性的差异在政策驱动的影响之下， 还受多种探测因子的共同作用， 应重视西部地区

城市化带动因子与人才培养结构、 投资拉动、 政府调控、 创新驱动、 社会服务等交互作用时的强化

效应。

东北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影响因素呈现显著的差距， 各探测因子都通过了

显著性 Ｐ 值检验。 其中， 政府调控因子（０ ８３２９）和创新驱动因子（０ ８０３８）对东北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投

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起着重要作用， 表明“双万”计划、 “双一流”建设对东北地区高等教育学科发展

起到明显作用， 推动了高校竞争力提升； 人才培养结构（０ ５１３８）和师资驱动因子（０ ５０１９）对东北地区

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学校竞争力协调度空间差异有较强的解释力， 东北地区的长春、 吉林、 沈阳、 大

连等城市高等教育发展基础不错， 若在研究生培养、 师资队伍建设上夯实力量， 将有效推动高等教育

要素与高校竞争力要素的优化配置。 其他探测因子对协调度的解释力相对较弱。

四、 结论和政策启示

在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学校竞争力协调度的空间特征及驱动力分析之后， 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及

相应的启示。

（一）结论

１． 在协调度等级上， 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等级划分为极度失调、 严重失调、 中

度失调、 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 低度协调、 中度协调、 良好协调等 ９ 个等级， 没有省份属

于优质协调型， 表明整体上中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２． 在协调度空间差异上， 高协调度省份主要集中于东部高等教育发达的沿海地区， 低协调度省份

主要位于高等教育欠发达、 城镇化水平较低、 高等教育资源相对贫乏、 基础设施不完备、 学科建设有

待提升的西部地区。 这与区域的经济社会条件、 高等教育基础和高等教育发展政策密切关联。

３． 中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空间关联性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性； 协调度冷热点

集聚基本以胡焕庸线为界， 空间上表现为以东部的热点区为核心区， 热点区➝次热点区➝次冷点区➝

冷点区向西逐渐过渡的半包围空间结构。 这种格局的形成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政策倾向和高等教

育资源马太效应的影响。

４． 国家层面， 政府调控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发展发挥着重要引导作用。 区域

层面， 东部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的影响因素多元， 呈现层级样态； 人才培养结

构、 社会服务和创新因素对中部地区的协调度发挥着重要作用； 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

争力协调度差异主要缘于政策驱动， 以及人才培养结构、 投资、 创新、 社会服务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

用。 在东北地区， 政府调控、 创新驱动、 人才培养结构、 师资驱动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

协调度作用比较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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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比对各省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的综合评价值发现， 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综合评价指数

较高的省份， 高校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数不是很高， 意味着中国高校竞争力普遍落后于高等教育财政投

入。 从东中西和东北地区来看， 四大区域的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综合评价指数相对都高于其竞争力综合

评价指数， 意味着高校竞争力不强， 延缓了高等教育财政投入资源配置优化的客观需要。 其主要原因

在于， 虽然我国高等教育投入规模在稳步扩大， 但结构仍有待改进， 加上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产出的滞

后性， 造成我国高校竞争力总体上不强， 且存在非均衡现象。 东部地区高校存在盲目追求综合化、 扩

张学科类别、 增加专业种类、 购进大型教学科研设备等问题， 导致内涵式发展不充分、 设备使用效率

低下， 虽对西部地区人才进行了“掠夺式”引进， 但缘于现有体制、 内部治理结构、 绩效考评方式、 成

果转化平台等因素无法为聚集的人才、 资源提供相匹配的平台与发展环境， 造成人才、 资源的低效使

用， 不利于高校竞争力的提升。 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基础薄弱、 经济社会环境有待改善， 高等教育规模

相对较小、 高校竞争力相对落后， 因而高校教师待遇不高， 人才流失严重， 导致高等教育资源储备不

足， 加上地理位置的制约， 对外交流少， 高校竞争力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 西部地区的西安、 成都、

重庆高校竞争力相对较高， 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资源的优化配置、 规模扩张、 学科建设提供了助力，

而西部其他地区则急需通过扩大高等教育财政投入规模和改善结构来推动高校竞争力的提升。 近年来，

中部地区高等教育规模逐步扩大， 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正在缩小。 但规模扩大主要缘于国家的高校扩招

政策所带来的招生规模扩张， 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并没有显著提高， 存在供求矛盾， 不利于中部地区高

校的健康发展。 缘于投入、 体制、 环境等因素， 中部地区高校在人才引进上比不过东部高校， 人才流

失问题严重， 与东部地区的高校竞争力存在明显差距， 再加上中部与东部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巨大差

距， 中部与东部高校竞争力有进一步拉大的态势。 东北地区的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不容乐观， 除少数重

点高校外， 低于国家平均水平。 此外， 东北高校原本实力强劲的工科遭遇发展瓶颈， 招生质量下降，

师资、 培养的人才大量远走东部发达地区就业。 东北地区高校数量不少， 但在全国的竞争力较弱， 学

科建设有待加强， 难以满足地区经济建设需要， 教学科研实力亟需增强， 且国际交流合作较少， 与国

际一流高校有较大差距。

（二）政策启示

在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 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是高校竞争力提升的重要经济基石。 本研究基

于全国及四大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空间差异特征及影响因子的分析， 提出如下

建议。

就全国来看， 一要强化顶层设计、 全面统筹， 即坚持高等教育财政投入规划与高校竞争力建设规

划相统一的方针， 不仅要发挥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对高校竞争力的推动作用， 积极调整高等教育财政投

入的资源配置结构， 优化学科建设， 还要增强高校竞争力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反推作用。 二要实施

统筹协调、 融合发展， 即经由区域高等教育财政投入资源共享、 框架内体制机制创新与构建全国高等

教育财政投入联动体系来实现区域间高校的强强联合、 优势互补， 不断放大协调度优势区的空间外溢

效应； 通过高等教育融合发展模式， 如强强联合， 强弱联合， 实现“１＋１＞２”； 通过学科体系建设， 把

高等教育财政投入资源切实转化为高校竞争力， 推动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走上良性协调发

展路径。 三是鼓励高校特色化、 差异化发展。 特色化、 差异化发展都是把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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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力融合起来， 是学科建设在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优化配置、 高校竞争力建设中的创新。 学科是高校的

基础， 只有建设若干个一流学科， 高校才能发展为一流高校。 特色化发展和差异化发展有利于高等教

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的深度融合和协调共生。

就东、 中、 西和东北四大地区来看， 东部地区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耦合协调度较高

的区域， 高等教育发达， 人才培养、 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的水平较高， 区内经济发达、 生活设施便利、

科技创新能力强、 城镇化水平高。 为提升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的协调度， 需要走创新性可

持续发展的道路， 倡导效率化运营、 资源共享、 学科集聚、 发展特色学科， 发挥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结

构创新对高校竞争力的驱动效应， 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 学科结构和制度环境， 缓解高等教育发展对

体制机制带来的多重压力， 实现区域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提升方式向创新型和集约型发展。

中部地区， 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耦合协调度中低型省份居多， 具有联通东西的区位优势，

应以缩小省际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非协调作为重要调控目标。 因此， 要主动引进东部优势

专业与人才， 经由优化学科结构与发挥本地体制机制创新潜能， 增进高等教育的内生驱动力， 提升高

校竞争力； 同时， 中部地区高等教育网络作为承东启西、 链接南北的枢纽， 应借助高等教育网络立体

化发展的要素传导与资源配置优化作用， 实现区域内高等教育资源的效益转化， 提升区域高等教育财

政投入的优化配置水平与高校竞争力的积聚和扩散能效， 力争提升高等教育要素配置效率。 西部地区，

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耦合协调度较低的省份居多， 且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发展

受政策影响显著。 因此， 不仅要继续加大对西部地区高等教育人才保障、 学科发展的财政金融与体制

机制创新等政策的支持力度， 经由全方位对外开放、 制度环境优化、 人才引用育留、 学科结构调整和

教育扶贫等政策性帮扶， 提高其对人才和高等教育要素流的吸纳消化能力， 促使其高等教育财政投入

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发展模式由外源式输血向内生式造血转化； 还要经由优化高校分布的空间结构与增

加高等教育基础设施供给来提升其对高等教育资源、 人才的合理承载容量， 有序推进这些省份高等教

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的协调共生。 但同时也应注意， 西部地区地域广阔， 可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

术， 通过发展社区远程开放大学， 为西部地区培养下得去、 留得住、 用得好的应用型人才， 并根据当

地的人文特点发展民族、 农业相关学科， 把握好学科建设与资源合理利用的关系， 真正满足西部地区

高等教育发展需要。 东北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耦合协调度不高。 伴随国家财政投入与

战略重心的下移， 东北高校要通过设置分校或增设校区的方式逐步向小城市和民族地区扩展， 为中小

城市和民族地区发展补充人力资源。 同时， 在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支持下， 东北地区高校

应注重应用型人才培养， 在服务地方的过程中， 不断提升高校的特色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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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教育史家陈青之的生平与志业
———兼论教育出版上的“陈青之现象”

张礼永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上海 ２０００６２）

　 　 摘　 要： 陈青之“十年磨一剑”写就的《中国教育史》， 几乎费去了他壮年时的光阴和精力，
自出版后就好评如潮， 被列入“大学丛书”系列， 作为部定教材来使用。 其后因社会形势的变

化， 这部作品沉寂了四十年之久， 后作为唯一一部中国教育通史性质的著作入选“民国丛书”，
然而学界还没有能够给他及他的作品以应有的地位。 直到新世纪以来， 才完全改换过来， 他

的著作获得了青睐， 多家出版社予以再版， 以至于形成教育出版上罕见的“陈青之现象”。 这

种现象的背后， 既有经济的考虑， 更有学术的肯定， 历史在这里展现了它自身的辩证法。 居

于今日， 透过现象， 分析其人、 其书， 对于后学不无启发意义。
　 　 关键词： 陈青之； 《中国教育史》； 教育出版

　 　 中图分类号： Ｇ４０－０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２０９５－６７６２（２０２２）０２－０１０１－０９

　 　 今日的学术界， 教育著作的出版， 究竟是容易还是不易， 作者、 读者、 编者或许会有不同的体验；
而教育史著作出版的不易， 没有分歧， 只有共识。 在这不易的氛围之中， 却有一部教育史的著作能够

异军突起， 得到多家出版机构的青睐， 十年来多次出版， 因其作者为近代学者湖北沔阳人陈青之（１８９１
－１９４３）， 故将这种现象概称为“陈青之现象”。

一、 “陈青之现象”之所指

为了明确这种现象之所指， 及打消部分专业人士的怀疑， 将以年表的形式呈现 ８０ 年来陈青之的

《中国教育史》出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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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八十多年来陈青之《中国教育史》的出版年表（１９３６－２０１９）

出版年月 出版社 丛书名 册数 定价

１９３６ 年 ４ 月 商务印书馆 大学丛书 单、 双 —

１９３９ 年 ７ 月 （东京）生活社 日译为《近代支那教育史》 单册 —

１９６３ 年 台湾商务印书馆 大学丛书 单册 —

１９８９ 年 上海书店 民国丛书 单册 —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东方出版社 民国学术经典·中国史系列丛书 单册 ７８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民国学术经典丛书 单册 ７０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福建教育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学术名著丛编 三册 ６５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岳麓书社 民国学术文化名著 双册 ６６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东方出版社 民国大学丛书 双册 ８７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国学术文化名著文库 双册 ８８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上海书店出版社 新原典 单册 ６０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上海三联书店 民国沪上初版书·复制版 双册 ２５５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北京联合出版社公司 民国大师文库（第六辑） 双册 １０７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 双册 ９５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中国书籍出版社 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学术文丛 双册 １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学术名著丛书 双册 ９８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荆楚文库 双册 １９５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安徽人民出版社 兰台学术文库 双册 １１０

　 　 上海商务印书馆于 １９３６ 年 ４ 月出版了陈青之的《中国教育史》， 被列入“大学丛书”， 出版不久， 即

被学者称颂： “规模宏大、 内容充实、 而且有系统”， 读到此书犹如 “在沙漠里发现水草一般的兴

奋。” ［１］是年 １０ 月即再版， １９４０ 年在长沙又再次印刷， 版式既有平装本， 又有精装本； 册数方面既有单

册本， 也有双册本。 期间， 还被日本学者译为日文， 在日本学界传播， 足见其流传较广、 影响极大。
从 １９４９ 年到 １９８８ 年， 《中国教育史》在大陆从未再版过，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在台湾出过一版。 如其女

婿刘春华从同事柏年处得知其家藏有陈著《中国教育史》， 这才晓得他的老丈人“还是一位有成就的学

者。” ［２］连至亲的女婿都不晓得， 更遑论其他后学了。
１９８９ 年， 上海书店影印出版“民国丛书”， 丛书涵盖多个学科， 分为五编。 第一编中教育学科共有

３ 本书入选①， 均为教育史著作， 陈青之的《中国教育史》排序为第一。 丛书共出版了 ５ 编， 一共有 １４
本教育史著作入选②， 西洋教育史只有 ２ 本， 明显侧重于中国教育史。 后者之中， 有 ７ 本为近现代教育

史的论著和资料， 其余 ５ 本著作， 周予同、 郭秉文的著作侧重教育制度， 盛朗西的著作侧重书院， 任

时先的则侧重于教育思想， 只有陈青之的著作， 既述制度， 又述思想， 既言古代， 又言近代， 是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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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民国丛书第一编第 ４８ 册为陈青之的《中国教育史》， 第 ４９ 册为周予同的《中国现代教育史》和舒新城的《近代中

国留学史》合编本。
除了上言的 ３ 部之外， 还有商务印书馆《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 丁致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纪事》、 舒新

城的《近代中国教育史料》、 雷通群《西洋教育通史》、 姜琦《现代西洋教育史》、 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
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 姜书阁《中国近代教育制度》、 周予同《中国学校制度》、 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

史》、 任时先《中国教育思想史》。



的体系分明、 结构完整的通史著作。 同在 ３０ 年代， 从形式上达到上述要求、 并冠名为《中国教育史》的
著作不下 ７ 本①， 惟有此书能够入选，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其学术水准的认可。

“民国丛书”的全书印量有限， 除了大型图书馆和科研单位予以收藏外， 学者个人很难配置全套，
但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陈青之和他的《中国教育史》不仅开始为人知晓了， 且找寻起来也较容易。
只是教育学界还没有能够充分认识他， 也没有给他相应的地位， 以至于有学者在新世纪之初不禁发出

感慨： “铺天盖地而来的《名人录》 《名人辞典》， 对陈青之或语焉不详， 或只字不提， 人们把他忘了，
这是很不公正的。” ［３］然而数年之后， 形势完全变了。 从前表可知， 自 ２００８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横排简体

字本以来， 到 ２０１６ 年， 近 １０ 年的时间， 是书已经出版了 １２ 版， 除了上海三联书店是原版影印之外，
其余 １１ 版均是横排简体字重新排版， 既有单册本， 又有双册本， 还有三册本， 在教育史著作出版如此

困难的今日， 此书却获得如此之多的机会， 将其称为“陈青之现象”， 似并不为过。
这种现象完全是由出版机构造成的， 其背后， 无疑是有经济的因素， 如版税的问题， 又如定价问

题， １４ 版中除了三联影印本定价较高之外， 其余 １３ 版定价 ６０ 至 １９５ 不等， 均价近 ９４ 元， 并不低廉。
但经济并不是唯一的因素， 因为民国时期， 特别是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是中国教育史研究的黄金时期， 冠

以《中国教育史》一名的书为数不少， 为何此本独独获得如此之青睐呢？ 想来还是跟本书的质量有关。

二、 陈青之撰写《中国教育史》的动机

陈青之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来编撰《中国教育史》著作的呢？ 简言之， 完成他的一个心愿。 他从 １９２４
年 １０ 月开始收集中国教育史的资料， 至 １９２６ 年 １０ 月完成《中国教育史》（上卷）的编辑， 同时交北京师

范大学心理室印行。 上卷分为 ５ 篇 ２０ 章， 概述了上古至五代时的教育。 作者本有写作下卷的计划， 拟

分为 ４ 篇， 材料方面已经收集了十分之六， 原说“不多久也要编辑出来了” ［４］， 可是随着作者身份的改

变及生活的困难， 计划也受到了冲击， 研究及写作一再延误， 直到 １９３４ 年方才完成。 从 １９２４ 年秋立志

撰写， 到 １９３４ 年夏完成全稿， 整整 １０ 年光阴； 从 １９２６ 年冬出版上卷， 到 １９３６ 年春出版全书， 亦是整

整 １０ 年； “十年磨一剑”， 诚不虚言。
陈青之为何要投身至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呢？ 他自述有三个动机［５］：
第一个动机是为了帮助他那些在师范学校担任教育课程的朋友们， 部章规定师范生需要学习中国

教育史的知识， 可是“没有中国教育史相当的材料， 往往受学生底责备”， 朋友们“苦于无法应付， 只得

自己引为缺憾罢！”从 ２０ 世纪之初开始， 出版的教育史著作大都是中外混合的， 如晚清末年韦以黼的

《（师范用）教育史》（中国图书公司 １９０７ 年）、 戴克顿的《教育史讲义》（《师范讲义》１９１０－１９１１ 年连载，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１５ 年合订本）、 民初日本中岛半次郎的《中外教育史》 （周焕文、 韩定生译述， 蒋维乔校

对， 商务 １９１４ 年）、 杨游的《（师范学校新教科书）教育史》（商务 １９１４ 年）、 李步青的《（师范学校适用）
新制教育史》（中华 １９１５）、 余寄的《（受验准备用书）教育史要览》（商务 １９１７ 年）和张华年的《（师范讲

习科用）教育史讲义》（商务 １９１８ 年）等， 即便是在陈青之投身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前一年， 即 １９２３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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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中国教育通史性质的著作除了陈青之的《中国教育史》之外， 还有黄炎培《中国教育史要》， 商

务印书馆 １９３１ 年； 毛邦伟《中国教育史》， 文化学社 １９３２ 年； 余家菊《中国教育史要》， 中华书局 １９３４ 年； 徐

式圭《中国教育史略》，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４ 年； 高希裴《中国教育史纲》， 北平进学社 １９３５ 年； 陈东原《中国教育

史》，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６ 年。



中华书局出版了王炽昌的《新师范教科书 教育史》， 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范寿康的《现代师范教科书 教育

史》， 亦是中外混合的。 这些著作对于“西洋”与“中国”、 “古代”与“近世”的关系有明显的侧重， 有的

以西洋历史的分期来比拟中国， 将本国教育历程亦分为上古、 中古、 近世， 如韦以黼、 戴克敦； 有的

则按朝代的演变来叙述， 如中岛半次郎、 杨游、 余寄、 张华年、 范寿康； 有的则将中国教育简单分为

二个阶段， 如李步青言“我国海禁前之教育”及“清季教育及民国学制”， 王炽昌的书也说“清季以前之

旧教育”及“清季及民国之新教育”。 郭秉文的著作已于 １９１６ 年汉译出版， １９２２ 年已经第 ３ 次印刷， 但

侧重于教育制度方面。 所以此时学界没有一部完备的中国教育史著作， 乃是事实。
第二个动机是缘于他自己的经历， 他的朋友们之所以无法担任中国教育史的课程， 是因为在受高

等教育之时没有系统学习中国教育史， 他本身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１９２３ 年升格为北京师范大学）毕业

的（１９１７－１９２１ 在学）， 当时北高为师范重镇， 按理各科都开、 师资优良， 尤其是教育学科， 然而事实

却并非如此， 早他一年入学的王凤喈就直言北高师“教育科目具备， 独缺中国教育史” ［６］， 王凤喈虽是

英语科学生， 却由此萌生出“弥补此缺”的愿望。 陈青之入的是史地科， 刺激更深， 他眼见“许多东西洋

的硕士博士们， 对于西洋教育史讲解烂熟， 但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中国教育史”， 造成“学者、 教者均感

难言之苦”。 当时西洋教育史已有不少单行本， 如商务印书馆于 １９２１ 年出版了姜琦的《西洋教育史大

纲》， １９２２ 年又出版了王凤喈的《西洋教育史纲要》， 中华书局于 １９２６ 年 ５ 月印行了杨廉的《西洋教育

史》， 而单行本的“中国教育史”还是付诸阙如， 陈青之想化解教育上的这种苦痛， 想编撰一部中国教

育史。
第三个动机是就整个民族文化而言， 凡是有历史的民族， 肯定有自己的教育方式来长养他们的子

孙， 发展他们的文化。 中华民族被认为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 几千年来积累了自己的经验， 可是“关
于西洋教育历史的书籍车载斗量， 关于五千年的中国教育历史， 竟没有一本有系统的书籍出现， 以贡

献于人类”， 陈青之深以为耻， 故而立志编撰自己的教育史。
沔阳（今仙桃）家乡的后学又给补充了第四个动机， 说 １９２１ 年夏陈青之从北高师毕业， 学校组织了

一场教育旅行， 组团去日本参观教育状况， 期间有一日本人以中国教育史将由日本人撰写以相讥。 对

此陈青之立答： “中国有自己之教育史， 吾回国后， 当寄汝。”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出版的《湖北省志人物

志稿》 ［７］及《沔阳县志》 ［８］均持是说， ９０ 年代在湖北出版的《历代教育名人志》也持此说［９］。 此说不知从

何而来， 似乎是口述材料， 但不甚可靠， 因为陈青之自述在京读书时， “每览外交失败史， 愤恨填膺”，
于是成为一极端的爱国者， 然而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 他已变成了一个自由主义者， 甚至逝世以后，
牌位上题词亦是“思想自由主义者”。 他在暮年亲笔写下的《五十自述》中确实说到“高师毕业， 旋自沈

阳经朝鲜往日本参观教育， 月余返于上海” ［１０］， 但未言受日本人之讥一事。 由女婿刘春华执笔， 儿子

陈芳骐、 女儿陈幼冰、 侄儿陈芳骥、 陈芳驹提供材料的《陈青之传》也未言及此事。［１１］ 亲笔自述及至亲

的回忆均未言此故事， 但官方的志书中却有是说， 惟斯人已逝， 无法证实， 亦无法证伪， 故聊备此说，
以供参考。

三、 陈青之撰写《中国教育史》的困苦及奋斗

陈青之是如何来编撰是书的呢？ 他在完成《中国教育史》全稿后， 即 １９３４ 年 ７ 月 ３０ 日用笔题下了

这样几句：

·４０１·

《现代教育论丛》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本书上卷初稿完成于 １９２６ 年年底， 至 １９３０ 年 ８ 月着手起草中下两卷， 并重编上卷， 合成全书三

卷。 以参考书籍缺乏， 及无定居生活， 迟至今日始告完竣， 历时约计十年。［１２］

寥寥数语交代了他写作此书的起讫时间及遇见的两大困难， 一是缺乏参考书， 二是生活不安定。
陈青之生于湖北沔阳的乡间， 家族之中似乎没有出过什么达官贵人， ６ 岁入村塾破蒙读书， 读了

１０ 年古书， 到 １６ 岁才接受新式学校教育， １８ 岁时因湖北遭遇大洪水， 乡间小学并入城市合办， 才体验

城市生活。 尔后读到了梁启超的文章， 思想起了变化， 开始倡言革命， １９１０ 年时已经率先剪辫， 被同

为视为怪物。 １９１１ 年， ２０ 岁时方才小学毕业， 恰逢辛亥革命的爆发， 在民军与清军隔江对峙的危险关

头， 他毅然参加了学生军， 却又受不了过分的约束， 于是做了“逃兵”， 浪迹数月才返回故里。 １９１３ 年，
武汉形势稳定， 学校纷纷复开， 他先入省立工业中学； 住了五日， 跳入省立第一中学； 在一中住了月

余， 又考入第一师范学校； 学习了约一年， 因喜听校外的反袁演说， 甚至荒废学业， 为守旧的校长所

不容， 学籍被除； 又转入第二中学。 １９１７ 年中学毕业， 想进一步深造， 考入了北高师史地科， 北上求

学， 是为第一次进京。 在学期间， 恰逢“五四”运动的爆发， 陈青之“以爱国血热， 勇往参加”， 结果被

捕入狱， 但是他的精神却至为愉快。［１３］这一段经历明白地告诉众人， 他是起于乡间的知识分子， 出身寒

微， 没有权势可以依傍， 所有的困难都要他自己去解决。 他的思想又是敏感的， 对外界的刺激充满了

好奇， 青年这一连串变动学校的经历便是明证之一； 积极参与“五四”运动， 是明证之二。
１９２１ 年， 高师毕业后， 任教南通女子师范学校， 对照他所言的第一个动机， 他在南通女师时似没

有承担教育课程。 到了 １９２３ 年， 陈青之自感学力太浅， 于是考入北高师教育研究科（１９２０ 年开办）进
修， 这是第二次进京。 在研期间， 他受自身的学科知识以及好友的经历教训等启发， 开始立志从事中

国教育史的研究， 并从 １９２４ 年 １０ 月开始搜集相关材料。 １９２５ 年从研究科毕业后， 受在京湖北同乡会

委托， 主持并创办了群化中学。 此时的群化可谓相当不完善， “经费、 校舍两无着”， 只是租了几间民

房为教室， 学生所付学费， 也只能对付房租。 陈青之“埋头其中两年如一日”， 群化不仅维持不坠， 且

有蒸蒸向上之势。 为了维持生活， 他得师友之助， 在中国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兼课， 非常辛苦。 学校

的发展、 生活的困难都是压力， 他的“精神为之消磨大半”。 在这艰苦之中， 《中国教育史》上卷于 １９２６
年冬正式出版， 列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丛书之五”。 他自述此书赖校长陈宝泉、 教授张耀翔的不少指

正， 同时得到喻谟烈、 冯克书、 向兴杰、 胡世敏诸学友的帮助。 这些指正和帮助对他而言是可贵的，
所以在“卷头语”中表示了感谢， 在书中并没有出现其他寓京名流的题词或序言。 须知， 当时名为《中国

教育史》的著作并不多， 黄绍箕草拟、 柳诒征完稿的《中国教育史》完稿于 １９１０ 年， 大约在 １９２５ 年才在

浙江面世， 后流传到上海的书市； 王凤喈的《中国教育史纲》虽然同完成于 １９２６ 年， 但迟至 １９２８ 年 １
月才正式面世； 陈青之的《中国教育史》上卷于此空白期中完成， 完全可以占有一席之地， 但他就是“不
愿借重名流， 代作颂序， 以高声价。” ［１４］这既是他的书生气， 也是他的可贵处。

１９２７ 年， 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 风气为之一转， 昔日同窗纷纷劝陈青之南归， 他对这段北漂的生

活亦感倦苦， 于是将群化托给好友， 转道武汉工作。 先在汉口公安局做了一段时间的秘书， 但这工作

并非所长、 也非所愿， 不久恰好有从事教育工作的机会， 于是“辞公安而就学校”， 这是他书生气的另

一面。 陈青之在湖北省立第二女子中学任教两年， 这段时间工作稳定， 故生活至为愉快。 但因小事错

过了母子最后的相见， 抱恨终天， 他至为懊恼。 有此刺激， 加上工作变动， 蛰伏心中的念头又再次涌

起———原拟“不多久也要编辑出来了”的 《中国教育史》已经延误好几年了。 １９３０ 年夏， 他第三次进京，
起草《中国教育史》的中下两卷， 后因生活所迫及友人邀请， 任教于河南淮阳师范学校， 一学期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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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返京“整理旧著”。 １９３１ 年， 又接受友人邀约， 返回武昌执教湖北省立师范， 同时兼课于中华大学。
１９３２ 年， 第四次进京， 寓居十间房路的沔阳会馆， 专意著述， 为了生活， 同时兼中国大学、 民国大学

两校课程。 当时京师图书馆已被改为北平图书馆， 藏书颇丰， 为了查阅， 陈青之需要步行数里， 无课

之日， 即自带干粮， 上午 ９ 时到馆， 下午 ９ 时方出馆， 如此辛苦勤奋， 不意， 数月便血不止， 可见过于

辛苦了。 然而更糟的是北京的形势， １９３３ 年 ３ 月， 热河失守， 北平戒严， 旅居者纷纷南下。 ８ 月， 陈青

之受湖北省立四中之聘， 执教半年。 此后的半年， 极可能是闭门著书， 到 １９３４ 年 ７ 月末终于完成了

《中国教育史》全稿， 并交给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方面经审读后同意出版， 同时提交大学丛书委员会的审核， 经过全国学术界、 出版界

精英的审定， 《中国教育史》一书被列入是项丛书， 于 １９３６ 年 ４ 月正式出版。 全书同 １０ 年前出版的上

卷风格一样， 没有任何时贤名流的题词或颂序， 即便是经过十年的困顿及流浪， 陈青之仍不改书生本

色。
然而 １９３６ 年， 对陈青之而言， 颇为痛苦不堪， 《中国教育史》完稿之后， 他了却了一桩心头事， 但

是健康方面出了大问题， 他本有丹毒之症， 寓居武昌期间， 偶患感冒， 误于庸医， 竟恶化成肺结核，
两病交侵， 痛苦难忍， 以至于“讲授无力， 撰述全停。”回过头来看， 《中国教育史》的撰写一定程度上消

耗了他的精力， 也损毁了他的健康。

四、 陈著《中国教育史》的优点

陈青之以生命写就的著作， 在几十年后能够再次获得社会的认可， 表明还是有优点及特色的， 约

言之， 可分如下数则。
第一、 前后贯通， 大著从原始时代开始讲起， 一直讲到他完稿之时， 即 １９３４ 年， 达到了“通古今

之变”。 或许有谓， 当时写成通史的， 并不只有陈青之一人， 这能算什么优点及特色呢？ 关键在于， 对

这数千年的教育历程的性质如何界定？ 又如何展开叙述？ 陈青之在全书中将中国教育分为六个阶段：
１、 原始氏族时代， ２、 封建时代， ３、 半封建时代前期， ４、 半封建时代中期， ５、 半封建时代后期， ６、
初期资本主义时代。 关于原始氏族时代， 当时尚无充分的资料以考证， 而后列的五个， 实际上只有两

个———封建时代与资本主义时代， 他的意见也是这样， 他说： “中国教育史， 严格说起来， 只有两大

期， 而以英、 法联军之役为分水岭。 自英、 法联军之役以前， 为半封建式的教育； 自此役以后， 为资

本式的教育。” ［１５］相较于同时期的著作而言， 他的分期法是有特色的。
他的学长王凤喈于 １９２８ 年出版的《中国教育史大纲》分中国教育历程为： 周代以前及周代、 春秋战

国、 秦汉、 魏晋及南北朝、 隋唐、 宋元明、 清代、 近代之教育， 共分为 ８ 期。 也在北高师研究科进修

过的余家菊， 他的《中国教育史要》于 １９２９ 年先在沈阳长城书局出版， １９３４ 年又在中华书局再次出版，
他亦是按朝代进行， 同时又有所综合， 故全书分为三编， 第一编包括周代以前及周代， 第二编涵盖秦

汉、 魏晋南北朝、 隋唐， 作者明确称为“中世”， 第三编为宋代、 元代、 明代、 清代、 变化以后， 称为

“近世”， 第一编作者虽未明称为“古世”， 但其认识实际就是如此， 这是参照西洋史及西洋教育史的成

例来叙述中国教育史。 黄炎培在 １９３１ 年出版的《中国教育史要》中分为： 传说时期（秦以前）、 德治时期

（两汉）、 混战时期（三国至南北朝）、 科举时期（隋唐到清）、 欧化时期（清末到当时）， 共 ５ 期。 同在

１９３６ 年出版的陈东原所著《中国教育史》， 起于汉代， 迄于清末， 他自述“只是一部尚未完成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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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１６］虽有 ２８ 章之多， 但其主体亦是按朝代演变进行的， 如汉初之教育、 魏晋南北朝之学校、 隋之教

育与科举、 五代时之教育、 宋初之科举与教育、 明代之官学与书院、 清代之官学等。 这些分期法并没

有能够完全揭示教育的性质， 陈青之的分法与他们不一样， 是依据社会性质的变化， 一定程度上吸收

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反观 １９４９ 年后， 因硬套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 给历史的分期、 包括教育

史的分期造成了很大的干扰和混乱， 所以今日再看陈氏之作， 会让人觉得新奇， 这或许是能够不断出

版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 指出主线， 陈青之在《中国教育史》（上卷）中就提出一个重要观点， 他认为“中国历史的民

族的思想， 勿论各时代的中间如何变乱， 外力如何侵入， 而他们总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 ［１７］ １０ 年后，
在三卷本的书中仍坚持是说， 并且进一步深化， 他说： “中国民族思想， 几千年以来， 受了儒家思想的

支配， 至今尚未完全去掉。” ［１８］ 或许有疑， 魏晋玄学大炽、 儒学衰微， 隋唐佛老之学再盛、 文学又兴

起， 儒学衰至极点， 如何能够构成中心呢？ 对此陈青之找到了一个极有说服力的证据， 他说： “勿论教

育制度如何变更， 教育学说如何差异”， 教育实践中“总以儒家思想为中心， 以儒家经典为教材”， 即便

玄学盛行之时， 学校所授的仍是五经之术， 唐朝又把它们分为九经， 宋朝添了四书， 元朝添了几本宋

儒语录， 明、 清两朝又把五经细分为十三经， 所以在教育上是以儒家为中心的。 对于古代部分， 或许

无法质疑， 而当时已是 ３０ 年代， 三民主义正显赫一时， 怎么仍受儒家思想支配呢？ 三民主义的信徒们

肯定不会同意这观点， 对此陈青之指出： 三民主义实质上是儒家思想的继续表现， 只不过这会儿“不是

封建的”， 而是“世界大同的”， 所以仍是“以儒家思想为骨髓。”他提醒立志研究中国教育史的学者注

意： “研究中国教育史， 而忽略了儒家思想支配中国社会数千年的势力， 一定要失掉了史的可靠

性。” ［１９］

第三、 人物丰富， 教育家的活动是教育史上非常重要的要素， 只因古往今来的一切教育制度， 多

数都是教育家发明创造的， 得其人则事举， 失其人则事息， 所以教育史的编撰离不开他们， 陈青之的

《中国教育史》对此颇为留心， 自先秦孔子、 墨子、 孟子、 老子、 庄子、 荀子， 一直到晚清的张之洞和

梁启超， 历朝历代的教育家都有介绍。 粗点下来， 有近 ９０ 人， 当然各人在教育史上所起的作用不同，
在书中的地位也不尽相同， 先秦诸子中除了有一节合传的“孔门弟子”外， 其他老子、 孔子等均单独介

绍， 汉代的贾谊、 董仲舒、 扬雄、 王充亦是单独列节， 马融和郑玄、 荀悦和徐干则是合并在一节之内。
所选人物又以宋元明三代最多， 北宋就有胡瑗、 周敦颐、 王安石、 张载、 程颢、 程颐、 及程门弟子，
即谢良佐、 杨时、 游酢、 吕大临、 尹和靖， 这 ５ 人合并介绍， 南宋又有罗从彦和李侗师徒二人、 胡宏、
朱熹、 张栻、 吕祖谦、 陆九渊、 朱熹弟子（内有蔡元定、 蔡沈、 陈淳、 黄干）、 真德秀， 元代有赵复、
许衡、 刘因、 金履祥与许谦、 吴澄， 明代分为初中晚三期， 初明有曹端、 薛瑄、 吴与弼、 胡居仁 ４ 人，
中明有陈献章、 湛若水、 王守仁、 罗钦顺与吕柟、 王门弟子（其内主要介绍了钱德洪、 王畿）， 晚明有

顾宪成、 高攀龙、 孙慎行等人为主的东林学派以及最后为明绝食而去的刘宗周， 合计 ４４ 人， 占总数的

近一半。 正如商务印书馆在推介广告中所言： “对于宋元以来理学家有关于教育思想之研究， 颇费匠

心。” ［２０］ １９２８ 年出版的王凤喈《中国教育史大纲》在宋元明这几朝所收人物， 南宋就只有朱熹、 陆九渊

和吕祖谦 ３ 人， 元代就只有许衡 １ 人， 明代亦只有吴与弼、 薛瑄、 王守仁、 刘宗周 ４ 人， 均少于陈青

之， 惟北宋人选上二人有出入， 王安石、 周敦颐、 张载、 程颢、 程颐为共同， 司马光、 邵雍为王凤喈

所选、 陈青之未选， 胡瑗为陈青之所选、 王凤喈未选， 程门弟子中王凤喈只认可谢良佐和杨时， 陈青

之则介绍了 ５ 位， 也有所不同。 同在 １９３６ 年出版的陈东原的《中国教育史》对于教育家比较爱惜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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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宋元明三朝为例， 出现在节这一级标题内的只有范仲淹、 胡瑗、 王安石和张居正 ４ 人而已， 至于朱

熹、 王守仁这种教育史上绕不开的大人物， 只是放在正文之中因部分专题， 如书院制度， 再加以介绍。
这主要跟陈东原自己的认识有关， 他觉得他所理解的教育思想“都是与教育政策有关， 为一代教育形式

改变之动力的思想。” ［２１］然而这样的代表可谓少之又少， 这也就难怪他选人偏窄了。 陈青之所选人物虽

众多， 但群落分布与他所指出的教育史主线一样———儒家为主。
第四、 明晰传统教育的性质， 传统教育既是儒家为主， 儒家思想又是以伦理为中心， 这样一来传

统教育是不是真得如后来者所言“学以为己”呢？ 陈青之指出， “教育属于意识形态之一种”， 而且“自
统治阶级发生以后， 教育与政治即连合为一， 且成为政治之一部分。”统治者居于统治地位， 可以以政

治力量推行教育， 所以“教育不过为施行政治之一种手段”， 也就是“统治国家之一种工具。”这样一来，
教育效率的高低与否， 全看政治力量的强弱。 虽说教育具有一定的反作用力， 但教育本身所具有的力

量太有限了， 所以难以免除傀儡的角色和定位。 如此， “教育万能”“教育神圣”等观点均不可靠。 陈青

之亦言： “‘教育万能说’纯属欺人之谈， ‘教育神圣说’更是自欺之语”， 除非社会真正到达了“真正平

等”或“理想的大同时代”， 教育才会有纯洁意义。 所以对于教育学者的教育学说， 需要注意其背后的政

治及时代， 他们的声音有时并没有明显地拥护统治者， 但也不会与官方产生直接的冲突， 只有到了统

治势力快要崩溃的时候， 胆大的才敢于唱几句高调， 所以他提醒后学“教育随政治为转移， 研究教育史

者对于这一点也要认识清楚。” ［２２］

是书优点颇多， 但书不尽言、 言不尽意， 只能择其荦荦， 加以介绍而已。

五、 陈著《中国教育史》的缺点

任何学者都会受到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其作品纵然充满优点， 也会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 陈

青之研究中国教育史亦是如此。
比如， 当时西方学者有主张中国民族是从西方迁徙而来的， 对此学者们有认同、 有反对、 有狐疑、

聚讼不已， 而陈青之早期是相信是说的， 他在《中国教育史》（上卷）“卷头语”中直言： “中华民族自西

亚迁到中原， 立国已是五千多年了。” ［２３］ 十年后开始修正自己的观点， 提出： “西人谓中国种族来自西

亚， 但据中国可靠之古籍， 无一西来之痕迹。 清人王国维始谓中国民族实起源于西方， 姑从王说。” ［２４］

态度上仍是有保留的。 然而当时国内史学界很有影响的“古史辨”对他的判断也有直接的影响， 认为“中
国古籍可靠性太少”， 以至于对汉代流传的先秦古籍中所载颇多怀疑， 甚至认为“在西周时代， 后儒所

盛称的教育如何发达， 学校如何完备”， 只能够当作“一种傅会， 决非信史”， 所以其章的标题为“汉人

臆造之上古教育制度”、 “后人傅会之西周教育制度”， 直接表明他的态度， 在 １０ 年之前的作品态度不

是如此， “（民族思想启蒙时期）教育状况”、 “西周之教育状况”就比较平实。
是书长于教育思想， 在教育制度的论述方面略嫌薄弱， 特别是几乎很少谈论私学， 对于遍布城乡

的三家村塾， 陈青之不认可它在教育制度上的地位， 觉得这种教育完全是“由民间自由处理， 政府毫不

过问。” ［２５］相反， 陈东原的著作对此非常关注、 研究得也很深。
再有， 是书之中以今度古之处也有一些， 如西周有学校系统、 且分甲乙两轨， 甲轨是贵族的， 乙

轨是庶民的， 故属“双轨制”； 又如汉代的学校可依性质分为初等教育段、 中等教育段、 高等教育段；
再如唐代国子监的性质等于现今教育部， “六学”中前三学（即国学、 太学、 四门学）属于大学性质，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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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律学、 书学、 算学）属于专科性质等等， 这种以今日的教育概念来理解古代教育事实的叙述也有

不少。
陈青之以生命谱写的《中国教育史》， 在沉寂几十年后， 再次迎来荣光， 虽属偶然事件， 但偶然之

中也有必然， 是书规模宏大、 内容充实、 有些观点经住了历史的检验， 所以 １０ 年来多加出版社加以出

版， 此举自然是值得鼓励的， 惟这 １４ 版， 整理编校的水平有别， “荆楚文库”前有“编前语”， 介绍了陈

青之编撰此书的概况， 对是书也进行了表扬， 指出其有三大特点， 惜未能评判其不足。 至于福建教育

出版社的“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学术名著丛编”本， 因主编瞿葆奎先生的主张， 要求有“特约编辑前言”，
故而有所评介。 其他各版没有做这样的工作， 容易贻误后学。 正因存有这样的担忧， 方才做了这篇文

章， 但学识谫陋， 故敬请方家斧正。
另外， 陈青之甘于清贫、 一心治学的精神， 毫无疑问值得后学学习， 只是处于现今的考核机制之

下， 想学也颇不容易， 因为莫说十年， 即便五年， 甚至两年， 没有任何产出的话， 职位可能就不会太

稳固了， 不知历史何时才能再次展现它自己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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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ｇｅ 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ａｒｒ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ａｓｅ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 ｔｏ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ｍｉｓｅ ｏｆ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ｌｅａｄ ｔｏ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ｎｅｗ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ｇｌｅ ｏｆ ｖｉｅｗ，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ｅ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ｏｒｓ， ｒｅａｆｆｉｒｍ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ｆｏ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ｚｅ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ｏ ｔｈａｔ ｏｕ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ａｎ ｂｅ ｍｏｒｅ ｉｎ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ｎｅｅｄｓ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ａｎ； Ｂｏｕｎｄｅ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Ｐｒｏｏｆｒｅａｄｅｒ： ＹＵ Ｈｕｉ）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Ｔｕｔｏｒ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ｉｓｋｓ ｏｆ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ＹＵ Ｈｕｉ ＆ ＨＵ Ｊｉｎｓｏｎｇ）

Ｐａｇｅ ２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ｏｕｂｌ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ａ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ａｒ ｔｕｔｏｒ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ｔｏ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ｔｕｔｏｒｉｎｇ．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ｔｕｔｏｒｉｎｇ ｉｓ ｆａｃｉｎｇ ｒｉｓｋｓ ｏｆ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ｉｔ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ｉｔ－ｍａｋｉｎｇ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ｉｍｅｌ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ｔｕｔｏｒｉｎｇ ｍｉｇｈｔ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ｏｕｂｌ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ｂｕｒｄｅｎ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ｂｕｒｄｅｎｓ； ａｇｇｒａｖａｔ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ａｍａｇ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ｑｕｉｔｙ．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ｔｕｔｏｒｉｎｇ ａ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ｐｏｗｅ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ａｎｄ ｒｕｌｅ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ｉｓ ｅｎｄ， ｉｔ ｉ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ｒｅ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ｃｈｏｉｃｅ， ａｎｄ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ｏｕｂｌ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ｂｕｒｄｅｎ； Ｅｘｔｒａ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ａｒ ｔｕｔｏｒｉｎｇ；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ｔｕｔｏｒｉｎｇ
（Ｐｒｏｏｆｒｅａｄｅｒ： ＹＵ Ｈｕｉ）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Ｓｈａｄｏｗ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ＸＵ Ｄａｎｃｈｅｎｇ ＆ ＸＵＥ Ｈａｉｐｉｎｇ）

Ｐａｇｅ ３７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ｄａｔａ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ＦＰＳ）， ｔｈｅ ｂｉｎａｒｙ Ｌｏｇｉｔ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ｈａｄｏｗ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１）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ｓｈａｄｏｗ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ｅ ｓｈａｄｏｗ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ｓｈａｄｏｗ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ｄｒａｍａｔｉｃａｌ ａｆｔｅｒ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ａｄｏｗ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 ２） Ｔｈｅ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ｈａｄｏｗ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ｗｅａｋｅｎ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ｓｈａｄｏｗ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ｈ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ａ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 ｔｒｅｎｄ ｙｅａｒ ｂｙ ｙｅａｒ．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ｔ ｉｓ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ｔｈａ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ｏａｄ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ｙｓ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ｓｃｈｏｏ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ｎ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ｇ；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ｏｆｆ－ｃａｍｐｕｓ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ｅａｓｅ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ｈａｄｏｗ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ｈａｄｏｗ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Ｄｏｕｂｌ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ｏｏｆｒｅａｄｅｒ： ＹＵ Ｈｕｉ）

·０１１·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Ａｆｔｅｒ－ｓｃｈｏｏ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２７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ｅｘｔｓ （Ｄｅｎｇ Ｌｉａｎｇ ＆ Ｚｈａｎｇ Ｙｉｆａｎ）

Ｐａｇｅ ４６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 ｔｗｏ－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ｗｏｒｋ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ｗａ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ａ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ｆｔｅｒ －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ｏｌｓ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ｆｔｅｒ－ｓｃｈｏｏ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ｏｌｓ，
ｕｎ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ｉ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ｆｔｅｒ－ｓｃｈｏｏ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ｗｏｒｋ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ｄｖｅｒｓｅ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ｆｔｅｒ －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ｗｏｒｋ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ｙ 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ｏｌｓ， ｔｈｅ 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ａｆｔｅｒ－ｓｃｈｏｏ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ｏｌ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ｇｏａｌｓ ｏｆ ａｆｔｅｒ －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ｏｌｓ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ｆｔｅｒ－ｓｃｈｏｏ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ｆｔｅｒ－ｓｃｈｏｏ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ｒｏｏｆｒｅａｄｅｒ： ＹＵ Ｈｕｉ）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Ｗａｙ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ＫＡＮＧ Ｎａｉｘｉｎ ＆ ＸＵ Ｗｅｎｑｉ ＆ ＦＡＮＧ Ｚｈｅｎｇ）

Ｐａｇｅ ５６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ａｎ ａｎｄ ｈｏｗ ｃａｎ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 ｄｏｕｂｌ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ｔ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ａｄｏｐｔｓ ｔｈｅ ｍｉｘ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 ｃａｒｒｉｅｓ ｏｕｔ 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ｎ ４２９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ｄｕｃｔｓ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ｗｉｔｈ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ｗｈｅｎ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ｒ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ｈｉｇｈ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ｓｅｌｆ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Ｗｈｅｎ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ｍｉ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ｌｅａｄ ｔｏ ｓｔｒｏ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ｕｐｄａｔｅ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ｅｎｓｕｒ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ｈｏｍ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ｌｉｎｋａｇ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ｅｌｐ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ｔｈｅｉｒ ｖｉｔａｌ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ｗａｙ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Ｐｒｏｏｆｒｅａｄｅｒ： ＹＵ Ｈｕｉ）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ｓ”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ｔｏ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ＹＡＯ Ｘｕｎｑｉ ＆ ＹＵＡＮ Ｈａｏｊｉｎｇ ＆ ＸＩＡＯ Ｚｈａｏｙｕｎ）

Ｐａｇｅ ６６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ｌａｂ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３０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ＣＮＵ），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ｍａｋｅｓ ｕｓｅ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ｒ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ｄｕｃｔｓ ｗｏｒ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ａｌｕｍｎｉ ｍｅｍｏｉｒｓ ｃｏｒｐｕｓ ｆｏｒ ２１８，
０００ ｗｏｒｄ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ｓ” ｌａｂ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ｃａｎ
ｂｅ ｒｅｆｉｎ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ｔｅｎ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ａｒｅａｓ ａｒｅ ｉｄｅ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ｌａｂｏｒ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ｔｅｎ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ｉｄｅａｌ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ｕｐ ｌａｂｏｒ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ｌａｂｏｒ ｓｐｉｒｉｔｓ， 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 ｌａｂｏｒ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ｌａｂｏｒ ｈａｂｉｔｓ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ｉｎｑｕｉｒ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ａｂ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ｒｕｒａｌ； ｔｈｒｅｅ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ｗｏｒ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Ｂａｏｙａｎ Ｉ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Ｂａｏｙａｎ ｉｎ ａｎ Ｅｌｉ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ＡＩ Ｚｉｙｉ ＆ ＣＨＥＮＧ Ｍｅｎｇ）

Ｐａｇｅ ７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ｔｅｒｍ “ ｉ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 ｔｈｅ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ｏｆ ｅｌｉ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１１１·



ａｎｄ “Ｂａｏｙａｎ”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ｗｉｔｈ ｅｉｇｈｔ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ａ
“Ｄｏｕｂｌｅ 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ｉｎ “ ｇｒａｂｂｉｎｇ ｇｏｏｄ ｐｏｉｎｔｓ”，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ｃｈｉｐ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Ｂａｏｙａｎ” ｌｅａｄ ｔｏ 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ｄｅｒｏｇａｔｏ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ｇｇｒａｖ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ｓｅｌｆ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ｅａｓｉｌｙ ｌｅａｄ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ｈｏｌｌｏｗ”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ｃａｓｔ
“ｅｘｑｕｉｓｉｔｅ ｅｇｏ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Ｉｔ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ｓ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ａｍａｇｅｓ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ｅ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ｂｒｉｎｇｓ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ｔａｌｅｎｔ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ｈｅ ｂｉｔｔｅｒ ｆｒｕｉｔ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ｔａｌｅｎｔ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Ａ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ｂｅｉｎｇ ｔｒａｐｐｅｄ，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ｙｉｎｇ ｔｏ ｂｒｅａ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ｎｅｅｄ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ａｗａｋｅｎｉｎｇ，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ｄｅｐｅｎ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Ｂａｏｙａ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ｏｎ； ｉ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ｏｆｒｅａｄｅｒ： ＹＵ Ｈｕｉ）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ｉｓｃａｌ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ＬＩＵ Ｘｉａｏ－ｆｅｎｇ ＆ ＬＩ Ｙａｎ）

Ｐａｇｅ ８７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Ｆｉｓｃａｌ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ｏ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ｋｅｙ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ｏｏｓｔｅ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ｉｓｃａｌ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Ｄｅｇｒｅｅ Ｍｏｄｅ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Ｇｅｏ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 ｏｆ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ｄｅｇｒｅ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ｉｓｃａｌ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ａｒｅ ｌｏｗ ａｎｄ ｈａｖ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ｉｓ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ｉｓｃａｌ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ｍｏｓｔｌｙ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Ｈｕｓ Ｌｉｎｅ．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ｓｉｄｅ ｏｆ Ｈｕｓ Ｌｉｎｅ ｍｏｓ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ｈｏｔ ｓｐｏｔｓ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ｗｈｉｌｅ 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ｏｆ Ｈｕｓ Ｌｉｎｅ ｍｏｓ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ｃｏｌｄ ｓｐｏｔｓ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ｖｉｅｗ，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ｙ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ｄｅｇｒｅｅ 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ｒ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ａｎｄ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ｂｏｏｓｔｉｎｇ，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ｕｌｌｉｎｇ，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ｅｌｌ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ｐｌａｙ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Ｔａｌｅｎｔ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ｂｏｏ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ｒｏｌｅｓ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ｂｅｌｏｎｇｓ ｔｏ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ｔａｌｅｎｔ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ｕｌｌｉｎｇ ａｌｓｏ ｈａｖ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ｐｏｗｅｒ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ａ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ｂｏｏｓｔｉｎｇ， ｔａｌｅｎｔ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ｈｏｔ ｓｐｏｔｓ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Ｈｕｓ Ｌｉｎ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Ｐｒｏｏｆｒｅａｄｅｒ： ＹＵ Ｈｕｉ）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Ｃｈｅｎ Ｑｉｎｇ － ｚｈｉ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ＺＨＡＮＦＧ Ｌｉｙｏｎｇ）

Ｐａｇｅ １０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ｅｎ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ｇｒｉｎｄｉｎｇ ｏｎｅ ｓｗｏｒｄ”， Ｃｈｅｎ Ｑｉｎｇ－ｚｈｉ’ ｓ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ａｌｍｏｓｔ ｃｏｓｔ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ｏｆ ｈｉｓ ｐｒｉｍｅ．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ｈａｓ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ｒａｖｅ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ａｎｄ ｗａ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ｔｅｘｔｂｏｏｋ ｓｅｒｉ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ａｓ ａ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 ｐｒ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ａｔｅｒ， ｄｕｅ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ｗｏｒｋ ｗａｓ ｓｉｌｅｎｃｅｄ ｆｏｒ
ｆｏｒ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ａｔ， ａｓ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ｂｏｏｋ ｏ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ｗａｓ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ｒｉｅｓ” ．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ｈａｓ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ａｂｌｅ ｔｏ ｇｉｖ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ｓｔａｔｕｓ ｔｏ Ｃｈｅｎ ａｎｄ Ｃｈｅｎ’ ｓ ｗｏｒｋ． Ｉｔ ｗａｓ ｎｏｔ ｕｎｔｉｌ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ａｔ ｉｔ ｗａ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Ｈｉｓ ｗｏｒｋ ｗａｓ ｆａｖｏｒｅｄ， ａｎｄ ｍａｎｙ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ｒｅｐｒｉｎｔｅｄ ｉｔ， ｗｈｉｃｈ ｌ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ｒａｒｅ “ Ｃｈｅｎ Ｑｉｎｇ
－ ｚｈｉ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ｂｏｔ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ｉｓ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ｈｏｗｓ ｉｔｓ ｏｗｎ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ｈｅｒｅ． Ｌｉｖｉｎｇ ｔｏｄａ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ｈｉｓ ｂｏｏｋｓ ｉｓ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ｌａｔ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ｈｅｎ Ｑｉｎｇ－ｚｈｉ ；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ｒｏｏｆｒｅａｄｅｒ： ＳＵＮ Ｂｉ）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ｐｒｏｏｆｒｅａｄｅｒ： ＹＵ Ｈｕ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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